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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3(c) 

消除贫穷和其他发展问题：妇女参与发展 

  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 

  秘书长的报告 

  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 

 摘要 

 《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着重讨论影响了妇女在经济中的作

用的新增发展问题，每五年向大会第二委员会提交一次。本报告是第七次《关于

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大会在其第 64/217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更新《世

界概览》，供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审议。这份《世界概览》的主题是“性别平等

和可持续发展”。它显示了性别平等为何必需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并为迈向

经济、社会和环境上可持续的未来建议了具体政策行动，而妇女和女童、男子和

男童都能在其中享有他们的人权。 

 

 

 

 
 

 
*
 A/6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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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的内容 
 

 

1. 建造通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和实现性别平等这两项同时存在的挑战从来没

有比现在更加紧迫。在世界迈向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之时，这份《世界概览》不

仅表明为何这两项挑战每项都那么重要，而且为何它们必须一起得到解决——以

充分实现妇女和女童的人权以及帮助各国过渡到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2. 生产、消费和分配的主要格局都朝向极度不可持续的方向 ( 见

A/CONF.216/PC/7)。人类已经成为推动地球系统进程的主要动力并且过度开采自

然资源、丧失主要生境和生物多样性以及污染大地、海洋和大气的情况正变得越

来越明显。科学上的认识正在厘清当人类行为接近或超过所谓的“地球承载极限”

时，气候变化和丧失基本生态系统服务等这些威胁对经济、社会和环境构成的巨

大挑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3 年；Rockström 等人，2009 年)。人类

与环境的互动正在使人从洪水、干旱以及遭到破坏的城乡和生计感到前所未有的

冲击和压力，而许多人和许多地方都已经遭到粮食、能源、环境和金融危机的交

织运作造成的苦难。这些不可持续的格局加剧了今天的贫穷和不平等——特别是

对他们的福祉直接依赖自然资源的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并对今世后代造成严峻

威胁(Unmüßig、Sachs 和 Fatheuer，2012 年)。 

3. 不可持续的发展格局加剧了性别不平等，因为妇女和女童时常不成比例地受

到经济、社会和环境冲击和压力的影响(Neumayer 和 Plümper，2007 年)。不可持

续性和性别不平等两者的原因和背后的驱动力密切交织在一起。两者都是对监管

不足及市场导向的特定增长形式给予支持的发展模式以及妇女与男子之间长期

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所造成的(Wichterich，2012 年)。这些发展模式依靠的是性

别不平等、剥削妇女劳动力和无酬照护工作，此外，它还会加剧这些现象。这种

推动发展的模式还造成环境问题，因为市场参与者都借助过分开采自然资源和污

染气候、土壤和海洋的方式寻求和取得利润。这种市场导向的作法正朝着社会和

生态不可持续的方向迈进，并终将造成经济的不可持续性，破坏未来取得进展的

条件。 

4. 当前日益增多的国际辩论表明，需要在更加可持续的道路上推动经济和社会

向前，不论是通过避免发生危机和灾难或借助“绿色经济”取得繁荣的办法。至

今采取的政策并未始终强调要实现人权就必须指导这些努力或优先需要解决性

别不平等问题。这些辩论中，时常没有论及利弊得失的问题。提出可持续性的方

式时常似乎能够明确作出政策解决办法，然而却有许多进退两难之处：例如，对

不同低碳能源政策的供资问题；土地用于生产粮食或生物燃料的优先次序问题；

和保护森林以减轻全球气候变化或满足本地人民生活需要之间的问题等等。在许

多情况下，旨在促进可持续性或“绿色经济”目标的政策方针能破坏妇女的权利

http://undocs.org/ch/A/CONF.216/P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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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现性别平等。解决这种进退两难的办法对谁得谁失产生深远影响——其中包

括各个社会团体以及地方、国家和全球利益。 

5. 然而，这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刻。全世界有许多例子显示确实存在他种发

展途径，在迈向可持续性时，也可达成性别平等。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能相互

有力促进(Agarwal，2002 年；Buckingham-Hatfield，2002 年；Cela, Dankelman 和

Stern，2013 年；Johnsson-Latham，2007 年)。 

 A. 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协同增效和紧张关系 
 

6. 近几十年来，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和妇女权利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重

要性日益得到承认。这项认识见于一些国际规范和协议，包括 1992 年通过的《关

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1
 的原则 20，其中指出，妇女的充分参与是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随后，会员国在 1995 年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2
 中，

呼吁各国政府将性别关切问题和性别观点纳入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方案。性别平

等的中心作用还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2012 年通过的题为《我们希望的未

来》的成果文件中得到阐述，其中包括认识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在可持

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社会和环境——中的重要性，并决心促进性别平

等和推动妇女充分参与各级可持续发展政策、方案和决策(大会第 66/288 号决议，

附件)。 

7. 基于以下若干理由应将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第一，在道德和

伦理上的必要性：达到性别平等和实现不同妇女群体的人权、尊严和能力是一个

公正和可持续的世界的中心要求。第二，它对纠正加诸妇女和女童不成比例的经

济、社会和环境冲击和压力使其无法享有她们的人权和发挥她们能在家庭及社区

作出的重大作用至关重要。第三并且最重要的是，应该加强妇女的能动力和能力，

促成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成果之间更好的协同增效作用。 

8. 目前，越来越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在性别平等与经济、社会及环境可持续性之

间有了协同增效作用。例如，当妇女发出更多声音和更加参与公共行政管理工作

时，公共资源就越有可能分配给人类发展优先项目，包括儿童保健、营养和提供

就业机会(Chattopadhyay 和 Duflo，2004 年)。确保妇女得到和控制农业资产及生

产资源对达到粮食安全和可持续生计至关重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

织)，2011 年)。妇女的知识、能动力和集体行动是寻找、显示和建立经济、社会

和环境方面更可持续的方式用以管理本地状况、适应气候变化和生产及得到粮食

和取得可持续的水、卫生和能源服务的核心。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里约热内卢》，第一卷，《环发会

议通过的决议》(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3.I.8 和更正)，决议 1，附件一。 

 2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编号：C.96.IV.13)，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和二。 

http://undocs.org/ch/A/RES/6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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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妇女的充分参与越来越被认为对作出决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她们

切实参与社区林业管理机构的工作对森林可持续性和性别平等都取得了积极成

果(Agarwal，2010 年)。此外，性别平等的某些方面，例如女性教育和妇女就业份

额等，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取决于增长战略的性质、经济

结构、妇女就业的部门组成和劳动力市场的划分等各种因素(Kabeer 和 Natali，

2013 年)。 

10. 不过，尽管性别平等能对达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产生催化作用，但

反过来并不一定成真。因此，不能假定性别平等和可持续性之间有简单的双赢关

系。事实上，有些经济增长模式的先决条件是维持性别不平等，例如维持性别工

资差距和加深性别歧视规范、价值观和体制(Seguino，2000 年；Kabeer 和 Natali，

2013 年)。此外，由于各国政府和捐助机构越来越将妇女作为社区适应气候变化

的关键推动力；她们作为小农和作为可持续粮食生产的主力；和通过限制她们的

生殖权利，将妇女作为解决人口－环境问题的办法；这有可能加深性别成规定型

观念和性别不平等。 

11. 将妇女作为“可持续性救星”看待的政策措施借鉴和加强了妇女在家庭、社

区和环境中的作用的成规定型观念。这样的政策办法时常增加了妇女已经沉重不

堪的无酬工作，而没有赋予她们权利、资源和惠益。性别关系中的权力不均情况

决定了妇女的行动和工作能否转化为实现她们的权利和能力。尽管妇女的参与至

关紧要，但妇女参与实现可持续性的政策制定工作并不会自动增进性别平等，特

别是在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基础维持不变的情况下。 

12. 不过，有许多他种办法可同时促进可持续性和性别平等。有些办法根植于妇

女和男子每日取得、控制、使用和管理自然资源以维持生计和福祉的作法。例如，

在亚马逊流域进行的国家和社区联合举措具有保护森林多样性和减缓气候变化

的潜力，而同时为妇女和男子提供当地可持续的生计(Rival，2012 年)。其他办法

显现于各种运动和集体之中，其中许多都由妇女领导，以建立粮食和资源主权以

及可持续的社区和城市。例如在南亚，一个基层妇女领袖组成的网络正致力于加

强她们社区减少对气候变化的风险和脆弱性的能力和建立一种复原文化。3
 

 B. 这份《世界概览》提供的信息 
 

13. 这份《世界概览》旨在阐述性别平等为何和如何必须居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心

以及为达到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所需采取的行动。这份报告的总体信息是： 

 (a) 确认任何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必须包括对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和妇女

在其概念和实施中的权利作出明确承诺； 

__________________ 

 3 见 http://huairou.org/south-asian-network-grassroots-womens-leaders-community-resilience-formally- 

launched-kathmandu-nepal (2014 年 6 月 26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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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达到可持续发展意味着认识到性别平等和可持续性之间的协同增效作

用以及了解可持续性的三个层面之间以及与性别平等结合之间必然存在的紧张

关系和折中取舍； 

 (c) 为达成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进行取舍和谈判政策困难需要采用包容

性的审议进程和方法，以监测排斥和取舍情况。民间社会和妇女组织、社区及关

心的个人积极参与、发挥领导和创造力是进行这些审议的关键所在。 

14. 这份概览并不打算阐述与具有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各式各样重要

和必要的问题。相反，它探讨一组对妇女生活至为关键、对达到性别平等具有战

略意义以及与可持续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密切交织的议题：增长模式、创

造就业和提供“公共商品”；4
 粮食生产、分配和消耗；人口和妇女身体完整性；

水、卫生和能源。因此，各章在顾及性别平等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总

框架内，讨论妇女可持续生计的不同实质要素。 

15. 第二章着重说明具有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对决策的意义：确保当前和未来

人类福祉和尊严、生态完整性、性别平等和社会正义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

认识到各国政府需要评估复杂的政策选项，其中必然涉及到紧张情况和折中取

舍，这份概览为决策人员提出准则，使其能够用以评价达成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

等的政策。 

16. 其后每章都显示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与性别不平等如何相互促进加强。关于

绿色经济、性别平等和照护的第三章阐述增长模式与不平等加剧之间的互动关

系，着重指出女性劳工由于低工资和依赖大量无酬照护工作遭到剥削的情况。 

17. 关于粮食安全和性别平等的第四章表明全球经济与市场中的系统性动态如

何与性别关系发生交叉作用，从而对家庭粮食安全和性别平等产生不良后果。然

而，占有主导地位的观点——自 1980 年代以来在许多国际思维和政策中占有主

导地位的生产者观点——使食物权的问题边缘化。本章显示世界谷物市场的波

动、低工资和艰难的生计正与环绕资源的权利、取得和控制的性别制约发生互动。

气候变化以及为出口作物和生物燃料进行大规模土地投资的影响更增加了这些

制约。女性农民处于为其家庭生产粮食和维持能够生产这种粮食的生态的中心位

置，但她们却必须在日益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这项工作。 

18. 关于人口、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问题的第五章显示将环境退化和生态威胁

归咎于日益增多的人口的政策观点继续发挥主导——和事实上，延续了这种观

点。这些观点转移了对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并从而支持这种模式——

及不平等状况的注意，它们产生的环境问题实际上远大于众多的人数。本章讨论
__________________ 

 4 公共商品被认为是具有不能被轻易限于单一“买方”和使用者的好处的惠益；公共商品使其他

人受惠。它们是人们共同而非单独享用的商品，例如没有疟疾的环境、清洁空气、教育、卫生

等。 



 A/69/156 

 

9/111 14-57603 (C) 

 

了狭隘的人口政策的危险，这些政策将妇女生育视为造成环境退化的原因及解决

环境退化的办法，可以加以强制解决和进行处罚，而不需支持——并时常损及——

妇女的权利、尊严和对其身体的控制。 

19. 每章还都说明朝可持续方向——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上——迈进的他种方法

都是可行的。它们得到他种观点和价值观的支撑，这些观点和价值观不仅强调利

润和增长，也强调可持续性、性别平等、包容性和社会正义的重要性。一般而言，

它们涉及公共、私有和民间社会机构的不同组合，需要国家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国家作为责任承担者应在下列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兑现对性别平等的承诺、提

供适当的政策内涵、设定标准和监管资源使用、要求私有部门负起责任和特别重

要的是为社会和生态可持续性提供公共服务和投资。社会运动是推动和要求采用

这种替代办法和形成维持这些办法的集体行动组成的关键。 

20. 因此，关于有酬工作和公共产品(见第三章)，强调了推动和建立绿色经济和

绿色变革的公共和私有联盟。在这方面，正在出现联系低碳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

的筹资、技术和投资并尊重生态限度的增长格局的行进方法。在现有做法和政策

提案的基础上，本章着重指出基于性别平等对捡拾和回收废物等环境服务工人以

及与健康照护有关的个人服务提供者给予更好的收入和工作条件对经济、社会和

环境带来的好处和惠益。关于粮食(见第四章)，这份概览强调对保障食物权的强

力关注。这一关注包括对小农特别是女性小农的农作给予政策和公共支持，使他

们能够进行无害生态的耕作、维持土壤肥力和确保他们的生计。成功的例子时常

结合了对本地生态状况、土壤和种子的知识、生产和供销合作社以及使贫穷农人

能够得到适当投入的信贷给予支持。国家进行的干预，比如设定最低工资和监管

价格，以及就出口补贴和维持储备粮以抵消价格波动等问题进行国际谈判，，也

都支持粮食的取得和食物权。 

21. 关于进行投资以实现促进别性平等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章(见第六章)表明最穷

困的妇女和女童能够得到满足其每日对水、卫生、清洁烹饪和电力所需产品和服

务的权利的途径。这些投资对环境可持续性和对增进人的能力、尊严和健康都有

巨大裨益。公共投资是进行这些举措的关键，但同样重要的是以创新的办法寻找

适当技术并调整它们使其符合本地社会和生态状况。本地知识发挥的作用以及基

层创新和行动证明也是在这方面的关键。所以，面对的挑战是公平扩大行动，而

同时继续集中力量于性别平等和可持续性。 

22. 每一章都强调妇女的能动力是这些可持续发展途径中的许多途径的关键。在

社会运动的前沿时常有抵制不可持续的模式和要求采取他种办法的呼声。它们的

知识、创新、行动和能动力是在寻找、示范和建立管理本地生态、适应气候变化、

生产和获得粮食以及得到可持续的适当饮用水、卫生和能源服务而在经济、社会

和生态上更可持续的途径方面的关键。要使这些途径真正可以持续和要推动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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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以及提高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及能力，则生活和福祉受到影响的人必须通过社

区团体、妇女组织和其他集体行动和参与形式参加决策进程和作出领导。 

23. 这份概览最后就迈向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的具体政策行动提出建议。鉴于

决策人员运作的环境的多样性，这份世界概览除了提出观点之外，还列出三项准

则，用以评估为达到可持续性采取的政策、方案和行动是否可能实现性别平等和

妇女权利，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上的不可持续性造成的代价中，可能承担

不成比例的份额的边缘化群体的权利。这份世界概览的总体信息是抱持乐观和希

望的信息，认为这个世界能够塑造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上更可持续的未来，而妇

女和女童、男子和男童都能在其中充分享有他们的人权。 

 

 二. 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 
 

 

 A. 导言 
 

24. 实现性别平等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明确列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的成果文件： 

我们认识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对于可持续发展和我们共同的未来很

重要。我们再次承诺确保妇女的平等权利以及平等参与和领导经济、社会和

政治决策的机会。……我们强调，妇女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能发挥至关重

要的作用。我们认识到妇女的领导作用，决心促进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

确保妇女充分、有效地参与各级可持续发展政策工作、方案和决策(大会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第 31 段和第 45 段)。 

25. 这份概览说明何种具有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能作为全球现阶段的“各级政

策工作、方案和决策”。在这项工作中，它对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全球状况进行了

反思，在此期间，赤贫和饥饿、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和气候变

化等大都是当前经济模式和作法造成的后果对实现妇女权利构成了史无前例的

挑战，并产生了进一步破坏其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可持续性的风险。从这份概览

讨论的许多问题发现——经济增长和工作；人口和生殖；粮食和农业；水、卫生

和能源——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不但会加深性别不平等，也证明无法持续。不

过，这份概览的总体信息是有希望的信息，认为有可能通过各个国家、妇女和男

子、民间社会组织、私有部门和全球机构参与其中的有力民主商议的办法，构建

他种发展模式，其中性别平等和可持续性能有力地得到相互促进。 

26. 关于妇女和女童的人权以及性别平等的国际规范和标准为进行加强妇女在

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所采取的行动提供了稳固基础。基于性别的歧视在

所有主要国际人权文书中都受到禁止。《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5
 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 

 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249 卷，第 20378 号。 

http://undocs.org/ch/A/RES/6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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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妇女的充分发展并提高其地位。国际劳工组织

(劳工组织)通过的各项公约持续增进妇女的工作权和在工作地点的权利，包括最

近促进家政工人的权利。 

27. 1990 年代召开的一系列联合国会议提高了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的国际规

范和协议、增强了妇女权能和推动了妇女和女童的人权。 

28. 1992 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对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框架提

供了一个划时代的论坛。它启动了《二十一世纪议程》，这是对可持续发展的承

诺，也推动了三项全球环境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6
 《生物多

样性公约》7
 和《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

治荒漠化的公约》。8
 《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1

 的原则 20 指出，妇女的

充分参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生物多样性公约》认识到，将妇女权利和

性别平等结合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使用不仅在本质上重要，而且也能提

高干预措施、方案和资源的效用。 

29. 1993 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世界人权会议，它在《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中确认“妇女和女童的人权是普遍人权的一个不可剥夺、不可缺少、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分”(A/CONF.157/24 (Part I)，第三章)。 

30. 1994 年通过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9
 标志着翻开人口、人权和

可持续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新篇章。会议成果是将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作为

全球优先工作并强调个人的福祉是人口和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的焦点。《行动纲

领》指出一些推动性别平等的关键领域，包括普遍获享计划生育服务、性健康和

生殖健康服务并享有生殖权利；女童平等享有受教育机会；和妇女与男子平等共

担育儿和家务责任。 

31. 1995 年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2 为妇女人权、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

权能设定了一个划时代的全球议程。该《宣言》指出：“提高妇女地位和实现男

女平等是人权问题和社会正义的条件,……是建设一个可持续、公正和发达的社会

的唯一途径”。《行动纲要》呼吁各国政府将性别关切问题和性别观点纳入可持续

发展政策和方案。即将对《北京行动纲要》执行情况进行 20 年全球审查和评估，

这提供了一个对加快行动重新作出承诺的重要机会。 

__________________ 

 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 

 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954 卷，第 33480 号。 

 9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4 年 9 月 5 日至 13 日，开罗》(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95.XIII.18)，第一章，决议 1，附件。 

http://undocs.org/ch/A/RES/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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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996 年通过的《关于世界粮食安全的罗马宣言》10
 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

动计划敦促各国政府“确保一种以男女全面平等参与为基础、最有利于实现所有

人可持续粮食安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为消除贫困并为持久和平创造最佳

条件”。 

33. 2000 年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根据 1990 年代各次主要首脑会议和世界

大会的成果再接再厉。在《千年宣言》中，会员国重申对国际关系极为重要的六

大基本原则，它们是自由、平等、团结、包容、尊重自然和分担责任，并呼吁在

各个关键领域采取行动，包括发展和消除贫穷、和平与安全以及民主和人权等领

域。各国政府还重申，它们决心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以此作为战胜贫

穷、饥饿和疾病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大会第 55/2 号决议)。 

34. 最近，妇女参与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决策的重要性在全球层面受到确认。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八届会议在 2012 年通过一项决定，提高

参加缔约方大会各届会议的机构和代表团的性别平衡的目标和将性别问题及气

候变化作为缔约方大会议程的常设项目(见 FCCC/CP/2012/8/ADD.3，第 23/CP.18

号决定)。 

35. 大会最近通过的各项决议进一步重申性别平等对可持续发展所具有的中心

地位。在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通过的关于改善农村地区妇女的境况的第 68/139

号决议中，大会敦促会员国将性别考虑因素纳入自然资源治理工作的主流和在管

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时借助妇女的参与和影响力。该决议还呼吁各国政府支

持向小农妇女提供支持，为她们获取推广和金融服务、农业投入和土地、水净化

和灌溉服务、市场和创新技术提供便利。在同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妇女参与发展的

第 68/227 决议中，大会鼓励各国政府采取措施，确保平等享有充分生产性就业和

体面工作的机会。 

36. 同样，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商定的结论也推展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全

球政策框架。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敦促各国政府促进男女作为推动者

和受益者充分和平等地参加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见 E/2014/27)。委员会还强

调各国政府需要重视、减少和重新分配无酬照护工作，为此优先推行社会保护政

策，提供便于获得、负担得起的社会服务和发展基础设施，包括提供对环境无害、

节时和节能的技术。 

 B. 具有挑战和机会的时刻 
 

37. 目前越来越清楚的是，主要发展和增长格局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上都不可持

续(A/CONF.216/PC/7)。这些格局已经导致越来越艰难的生计，致使 12 亿人生活

在赤贫之中(联合国，2013 年 a)并有更多人无法获得基本服务和社会保障。目前

__________________ 

 10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报告，1996 年 11 月 13 日至 17 日》(WFS96/REP)，第一部分，附录。 

http://undocs.org/ch/A/RES/55/2
http://undocs.org/ch/A/RES/12/8
http://undocs.org/ch/A/RES/68/139
http://undocs.org/ch/A/RES/68/139
http://undocs.org/ch/A/RES/68/227
http://undocs.org/ch/A/RES/14/27
http://undocs.org/ch/A/CONF.216/P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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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格局已经在世界各国造成了财富、收入和能力日益不均的状况(联合国，

2013 年 b；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2013 年 a)虽然一些收入日益上升的发展

中国家正在赶上发达国家，但后者的收入依然比这些“趋近国家”的收入高出许

多。高收入发达国家最贫穷的 5%人口似比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三分之二的人口富

有。收入依然“取决于国籍和地点”(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社发所)，2012 年

a)。在这种背景下，横跨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依然长期四处

存在。 

38. 人类活动已经成为地球系统进程的主要驱动力并显示于自然资源的耗竭和

退化；关键生态系统、生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土壤、海洋和大气遭到污染；

和气候变化，即在人类活动趋近或超过被人认为的“地球承载极限”时随之产生

的严峻和不可预测的天气状况(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3 年；Rockström

和其他人，2009 年)。近年来，这些进程已经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压力——这

反映在洪水、干旱、遭到破坏的城乡景观和生计上——使许多人和许多地方都遭

到粮食、气候和金融危机交织合成的磨难。不可持续性的这些危机有可能影响到

所有人，并为今世后代带来深远的风险，这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1987 年题

为“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中已有说明(A/42/427，附件)。 

 1. 不可持续发展和性别不平等的格局 
 

39. 不可持续性和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和后果密切交织在一起，并根植于主导的经

济模式(Fukuda-Parr、Heintz 和 Seguino，2013 年)。这些经济模式涉及生产和金融

活动的经济自由化和集中，以期达到短期利润；无限度的物质消费；无与伦比的

军力扩张；和公共货物和服务的私有化——并以牺牲国家监管和重新分配为代

价。这些进程已经在许多地方造成照护危机，这意味着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

维持、照顾和教育自身及今世后代的能力的瓦解，损及人民的权利和尊严(联合国

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2014 年)。 

40. 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在许多国家已经生根，并已在世界各地产生严重影响，

这种状况突出了自由化和金融化的市场模式固有的风险和脆弱性。这些风险和脆

弱性破坏了即使按照其自行方式进行的市场模式的可行性。经济增长的成果也一

直分配不均。过去 30 年间，各个国家和区域之间及其内部的经济差距都已扩大。

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 1％人约占世界资产的 40%，而比较贫穷的半数人仅占全球

资产的 1%(开发署，2013 年 a)。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包括亚洲、南非和拉

丁美洲的经济体——也已看到在不平等方面快速上升。不平等本身就威胁到经济

可持续性，助长动荡和冲突并破坏稳定，使经济增长所需的运作空间和消费需求

消失殆尽(Stiglitz，2012 年)。 

41. 占有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不仅在经济上不可持续，而且在社会和环境上也无

法持续，使性别和其他不平等状况长期存在并损害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劳工

组织，2012 年；A/CONF.216/PC/7)。1999 年《世界概览》指出，工业和农业许

http://undocs.org/ch/A/RES/42/427
http://undocs.org/ch/A/CONF.216/P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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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领域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已促进了女性劳动力的参与(A/54/227)。11
 然而，在

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和隔离以及对这些市场监管力度不足，已使妇女限于承担

低薪和工作条件低劣及难以得到社会保护的工作。这些状况更加强了妇女作为家

庭中次要收入的地位(Chen 和其他人，2005 年) 

42. 此外，市场能够如常运作，因为它们依赖使家庭和社区得以持续的照顾儿

童、病人和老年人及主持家务等无酬工作(社发所，2010 年)。然而，没有这些

时常看不见的无酬工作，经济增长不可能发生。占有主导地位的增长模式也依

赖开采自然资源，似乎这些资源是取之不尽的。生产的环境成本，诸如污染、

有毒废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等都转嫁给他人。这就是，“气候变化像其他环境问

题一样，涉及外部因素：温室气体排放损及他人，但却对排放此种气体的人不

产生任何成本”(Stern，2006 年)。这些发展模式创造了利润，却以环境为代价

——不论是通过支持工业、能源和汽车业且同时产生温室气体和造成气候变化

而被一直使用的化石燃料系统，或通过开垦土地和耗用水资源取得短期利益的

工业化农业，都是如此。这些模式采用的做法无法持续，它们会破坏未来的生

产和消费并威胁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完整性和复原能力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2005 年)。 

43. 生态系统服务和生产能力的下降会使人们当今和未来世代的生计和健康处

于危殆。在追求利润之时，生产的社会和环境成本转嫁给国家、个别家庭和地方

社会，或转嫁给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变化的成本和后果都呈现在不同的性别不

平等形式之中。自然灾难，包括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灾难都对贫穷妇女产生不成比

例的巨大影响(Neumayer 和 Plümper，2007 年)。妇女除了照顾家庭的负担之外，

她们还时常承担解决与气候有关的冲击和压力或家庭和都市污染产生的健康问

题。曾经公共拥有的土地、森林和水资源已越来越封闭、私有化或被商业投资“攫

取”，因此，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特别是生计依赖于此的妇女——遭到边缘

化和流离失所(White 和 White，2012 年；Levien，2012 年；粮农组织，2012 年)。

在这项进程中，可持续生计、健康、权利和尊严——不论在农村或都市或在牧民、

农业或林业社区之间——都受到了危害(Unmüßig，2014 年)。 

 2. 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法 
 

44. 日益增多的国际注意和辩论已经认识到确有需要在更加可持续的道路上推

动经济和社会向前，不论是通过避免发生危机和灾难或借助绿色经济取得繁荣的

办法。在设法监管温室气体排放的尝试中，对碳排放量进行了计价并在世界市场

进行交易。生物多样性补偿机制认为受到破坏的生物多样性能经由在他处创建类

似的生境得到补偿。对使用生态系统服务进行收费，收得的费用用来补偿养护和

__________________ 

 11 见《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全球化、性别和工作》（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99.IV.8）。 

http://undocs.org/ch/A/RES/54/227


 A/69/156 

 

15/111 14-57603 (C) 

 

保护水资源和森林等基本自然商品的社区和个人。这样的机制旨在将自然资源标

定价格，使其能列入经济计算之中。不过，由于权力差异和未能参与决策和谈判，

最后促成的交易和市场时常证明不符穷人和土著人民的利益，也不利于妇女和男

子平等取得和享有自然资源(McAfee，2012 年；社发所，2012 年 b)(见方框一)这

些机制通过对土地、水和绿色的“夺取”，更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压力(Unmüßig，

2014 年；Fairhead、Leach 和 Scoones，2012 年；Mehta、Veldwisch 和 Franco，2012

年)。 

45. 妇女的知识、能动力和集体行动是寻找、显示和建立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

更可持续的方式用以管理本地状况、适应气候变化和生产及得到粮食和取得可持

续的水、卫生和能源服务的核心。在决策和政治中，妇女越来越被认为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例如，她们切实参与社区林业管理机构的工作对森林可持续性和性

别平等都取得了积极成果(Agarwal，2010 年)(见方框一)。因此，各国政府和捐助

机构将妇女作为社区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动力；妇女作为小农，将妇女作为可持

续生产粮食的主力；以及通过限制妇女的生殖权利，将妇女作为解决人口－环境

问题的办法。事实上，多年来，从保护生物多样性、水和土壤到建立社会和环境

上可持续的服务，将妇女狭隘地视为“可持续性救星”的观点至为明显。 

 

方框一 

可持续森林管理和性别平等 

 森林景观清楚表明经济、社会和生态进程在形成改变之间的相互作用。植

被和质量反映出生态与人的生计的动态互动。同样的森林和树木可能被不同的

人由于其木材和收集的产品、其提供的阴凉和生态系统的保护或其文化价值而

有不同的价值。 

 森林长期受到政策和干预措施的影响，对性别平等产生各种不同的结果。

从殖民时期以来，国家、捐助者主导和非政府组织推动了各种方案，以期达到

从持续提供木材和非森林产品到保护水源和生物多样性等各式各样的目标。最

新的干预措施集中于减轻气候变化。其目的是管理森林，以期保护和增加碳储

量，将其作为抵消工业界产生的碳排放的手段。许多已经出现的机制，在不同

程度上会同联合国关于降低发展中国家森林砍伐和退化所致排放的合作方案

（降排进程）、清洁发展机制、已验证的碳标准或没有得到认可的私人买卖，

都已将森林作为在新出现的市场中交易的碳商品的来源重新评定价值。当这些

森林碳项目在发挥作用时，它们一直试图满足全球可持续性的需要，但却时常

排斥了本地森林使用者和破坏了他们的生计，造成他们一无所有（Corbera 和

Brown，2008 年；Corbera 和 Schroeder，2010 年）。其结果时常对本地使用者

比对外来机构和全球行为者造成更大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对降排加+* 的最新

研究认为，妇女并不是“降排+的关键利益攸关方或受益者，因为看不到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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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部门的存在——这个部门大都是男性主导的部门”（妇女变革农业和自

然资源管理组织和其他人，2013 年）。 

 他种办法一直侧重于在社区进行联合森林管理。这种办法有可能促进和支

持本地享有的权利和能力，包括妇女的权利和能力。然而，社区进行森林管理

对性别平等产生差异相当大的不同结果。在许多情况下，森林管理中关于性别

的利益和价值一直从属于男子和社区领导人主导的机构所推动的普遍化“社

区”概念。不过，在尼泊尔和印度古吉拉特邦进行的工作显示，在联合森林管

理进程中的性别平等与推动森林生态和促进性别平等的积极成果有关

（Agarwal，2010 年）。与性别有关的不平等（除非采取具体措施减轻这种不

平等）时常与森林管理委员会内的合作程度低或未能合作有关。在妇女作为完

全成员参与委员会的结构并拥有声音和权力时，随着更加公平地分享惠益和改

善森林的可持续性，她们能够更公平地获得资源。 

 

 
*
 联合国关于降低发展中国家森林砍伐和退化所致排放的合作方案（降排）旨在为森林储存的

碳设定金融价值，以便使发展中国家减少林地排放和投资可持续发展的低碳途径提供经济刺

激。降排+的范围不止防止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它还包括森林保护和持续管理以及增加森林

碳储存。见 www.un-redd.org (2014 年 6 月 29 日查阅)。 
 

 

46. 然而，将妇女视为可持续性的救星这样的办法具有风险。这些办法所根据的

假设是妇女的时间有“无限弹性”(Elson，1996 年)和她们有无穷尽的资源能用于

照顾人和环境，而不对妇女自身的健康和福祉以及竞相要求她们提供时间的状况

给予应有考虑。基于妇女在家庭、社区和环境中的照护作用的成规定型假设制定

的政策将妇女都作为没有变化的单一群体对待。它们忽略了形成妇女利益、知识、

价值观、机会和能力等其他不平等的重要领域。性别关系中的权力不均状况——

在行使权利、获得和控制资源、参与决策方面——决定了妇女的行动和工作是否

能使她们受益，也就是增进她们的权利和能力、尊严和身体完整性。因此，妇女

参与表面上针对可持续性的政策制定工作并不自动意味着取得更大程度的性别

平等；相反，加重妇女惠及社区和环境的工作可能会加深和恶化性别不平等状

况。 

47. 尽管决策人员在应对可持续性的挑战方面有一些不足之处，但这也是一个充

满机会的时刻。全世界有许多具体例子显示确实存在他种迈向可持续性和性别平

等的途径。其中有些办法来自妇女和男子为维持他们的生计和增进他们的福祉在

取得、控制、使用和管理森林、土壤、水和城市地貌方面的每日作法。 

48. 妇女已经是并能成为迈向可持续性和绿色变革道路上的主力。然而，极其重

要的是，这决不是指将环境保护工作添加到妇女无酬照护工作之中。它意味着承

认和尊重她们的知识、权利、能力和身体完整性并确保她们的作用符合她们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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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对资源的控制和决策权力。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能相互有力促进，并且为

政策行动制定这样的途径和具体领域正是这份《世界概览》的中心目标。 

 C. 具有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定义和概念 
 

49. 这份概览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 1987 年划时代的

报告提出的定义一致：可持续发展应“能满足我们现今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满

足他们的需求的能力”(A/42/427，附件)。这项定义将可持续性的是三大支柱：

经济、社会和环境结合在一起。在促进目前进行的 2015 年后发展框架的审议的

若干重要领域中，这份《世界概览》根据这项广泛的定义往前更进一步。它再次

强调规范价值，如下所述，在人权和人的能力的框架内进行政策分析，并强调平

等和正义这两个问题对今世后代都至为重要。在这两方面，性别平等是关键所在。 

50. 因此，可持续发展是确保当前和未来人类福祉和尊严、生态完整性、性别平

等和社会正义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 

51. 这份概览对性别平等的理解是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作出的说明，其中指

出：“……仅仅采取正式法律或方案的方式不足以实现委员会解释为实际平等的

事实上的男女平等。此外，《公约》要求男女起点平等，并通过创造有利于实现

结果平等的环境赋予妇女权力”(见 A/59/38，第一部分，附件一，一般性建议第

25 号)。因此，实质上或事实上的平等使妇女平等享有她们的权利，特别是关于

结果和成果方面。为确保取得成果，各国不仅必须消除对妇女的一切形式歧视，

包括结构性和历史性的歧视，建立正式或法律平等的基础，而且必须确保实现她

们的各项权利。 

52. 这种实质上的性别平等概念与能力框架产生强有力的结合，这种框架注意到

人们必须具有“过他们认为值得过的生活——和有这种价值的理由”的实质性自

由(Sen，1999 年)。人权和能力框架分享一种共同的动机，那就是个人的自由和

尊严，并且两者与具有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完全不同，这些经济模式强调扩大国

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为其主要目标(Vizard、Fukuda-Parr 和 Elson，2011 年)。

基本能力遭到剥夺，这可能反映在过早死亡率、营养严重不良和普遍存在的文盲

(Sen，1999 年)，继续是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活状况，甚至在高度经济增长的国

家也是如此。在权利和能力方面遭到的这种剥夺也能发生在妇女和女童身上，她

们可能属于并不认为是贫穷家庭的成员或在总体水平上不认为遭到剥夺，这说明

需要观察平均值和总体数据之后的真相。尽管从基本福祉中排除这种不平等极其

重要，能力框架如同人权问题也注意到妇女能动力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它的内

在价值以及因为“妇女积极能动力的有限作用严重困扰所有人的生活——男子和

妇女，儿童和成人”(Sen，1999 年)。人权和能力框架都强调妇女能动力和福祉

成果之间的潜在协同增效作用及其权利的不可分割性。 

http://undocs.org/ch/A/RES/42/427
http://undocs.org/ch/A/RES/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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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代际正义问题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中可持续性定义的关键部分，它

依然是今天的重要关切问题，特别是在危机后的局势中，因为在这种局势中，为

年轻人和后代实现体面和可持续的生计的权利至为渺茫(联合国，2013 年 b)。代

际正义问题要求当代采取的行动不会危害到未来世代能够过上充实生活的能力。

Anand 和 Sen(2000 年)指出：“不过，如果我们对未来世代 －目前尚未出生的人

——的福祉深表关切，却忽略今日穷人的困境，这是极其怪异的事”。这种关切

致使对今日的不平等现象给予注意。今天许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多重不平等现象的深度和广度都需要采取行动应因。不平等损及经济活力

和扶贫，能够触发经济危机，造成社会排斥和制造政治紧张和冲突。需要将解决

不平等问题及实现人权和能力的再分配措施优先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议题。边

缘化群体的参与和声音在各级决策中也必不可少(开发署，2013 年 a)。 

 D. 在回顾中前进：从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汲取经验 
 

54. 自 1970 年代初期以来，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地的社会和环境运动主要

都集中于经济发展对地方和土著人民的生计、权利和福祉造成的不利影响。这方

面的例子包括阻挡建造大型水坝和伴随的迫迁以及防止埋设地雷和毁坏森林

(Doyle，2005 年)。在喜马拉雅山区阻挡工业伐木的 Chipko 运动主要是一项保护

森林和生计的运动。这项运动不断扩大，成为非暴力环境抗议和妇女参与其中的

意义的著名象征。肯尼亚的绿化带运动也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这个运动在 1977

年由旺加里·马塔伊建立，用于鼓励农村妇女集体为可持续生计和森林养护种植

树木。 

55. 在发达国家，这些运动主要都针对污染、资源耗竭和生境丧失以及军事化、

核电和促进和平等问题。这些运动随同《寂静的春天》(Carson，1962 年)和《增

长的极限：向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的困境的项目提交的报告》(Meadows 和其他

人，1972 年)等深具影响的出版物，使公众和政治人物日益关注到目前采用的经

济模式对环境和社会产生的不利影响。 

56. 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提供了一个划时代

的论坛，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社会运动能在其中辩论各种达到可持续发展的办

法。“地方 21 世纪议程”构想一种由下而上，通过地方政府、社区团体和妇女及

男子推动的可持续性。它在世界各地推动了不计其数以社区为基础及国家－地方

可持续发展联合项目和方案，其内容都环绕在可持续农业和土地使用、水、渔业、

林业、野生动植物、城市环境等问题上。这些举措都包含了对地方资源权利和集

体行动的重要确认。然而，许多举措都受制于对“社区”这个概念的过分单一看

法，未能了解在社会及性别上相异的各种观点和优先次序(Dressler 和其他人，2010

年；Leach、Mearns 和 Scoones，1999 年)，或只让妇女在项目管理委员会中担任

微不足道的任务。在今日许多以社区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中，仍然没有注意到性

别不平等和其他各种不平等状况(Harcourt，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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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前的筹备工作中，一个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组

成的大联盟，包括妇女环境和发展组织、妇女参与发展新时代新途径运动等，推

动将性别关切问题纳入到新的可持续发展辩论中。妇女参与发展新时代新途径运

动等团体要求将基于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发展(Wiltshire，1992

年)。“21 世纪妇女行动议程”作为各种团体的一个平台，批评当前的发展途径和

自由市场想法，认为应支持可持续生计的概念，并需要将每日照护工作和资源正

义联系在一起(Wichterich，2012 年)。然而，妇女团体和网络在全球妇女游说团中

提出的许多替代办法，由于对当时经济效率、技术和市场的乐观看法，而没有得

到重视。 

58. 《21 世纪议程》和从 1992 年以来的辩论认识到妇女在环境保护和减少贫穷

中的重要作用，但却往往将妇女作为工具使用。妇女被认为是本地环境的主要使

用者以及有效的管理者和保护者(例如，Dankelman 和 Davidson，1988 年；Rodda，

1991 年)。基于妇女特别接近自然的这种假设，这支撑了妇女应被视为“可持续

性救星”的看法。妇女与环境的连接关系——特别是在拾柴、担水和耕作等家庭

和维生活动方面——时常都被认为一种自然和普遍的现象，而不被视为是特定社

会和文化规范和期待的产品。随之进行的项目和政策时常调用和利用妇女的劳

力、技能和知识，加重她们无酬的工作，而不过问她们是否有权、有声和有能力

控制项目的惠益。 

59. 这些制定政策的历史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经验教训。第一，决策人员应该避免

对妇女和男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作出广泛和成规定型的假设。相反，政策应该符

合具体社会状况和两性权力关系。例如，妇女密切参与收集野生食物和森林产品

的活动，这可能反映出劳力和土地保有权的关系以及她们没有能用来购买食物的

收入，而不是反映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Rocheleau，1988 年；Agarwal，1992 年)。

第二，政策应对各种妇女和男子团体如何运用土地、树木、水和其他资源的方式

作出反应。第三，政策应特别注意到妇女保有土地和财产的权利以及在家庭和社

区内对劳力、资源、产品和决定的控制。最后，政策应确保妇女公平参与可持续

发展项目和平等享有从这些项目得到的惠益，并积极解决根深蒂固的歧视性成规

定型观念和不平等状况。 

 1.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三项重要政策辩论 
 

60. 在 1992 年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之前的筹备工作中，达到可持续发

展的可能途径是在气候、粮食和金融危机范围内进行审议的议题。在这个范畴内，

许多政策和商业行为者，以可持续发展的名义，通过绿色经济的概念，积极使经

济增长与环境相互配合。社会运动在另一方面对气候变化、水的私有化、转基因

生物、生物多样性和“圈地”等问题提出他种观点并赞同将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正

义问题密切连接在一起的发展途径。在这个背景下，关键行为者之间就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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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承载极限”和绿色经济等议题的辩论一直都在持续进行。以下阐明这些内

容，并侧重于性别方面的问题。 

61. 1990 年代以来，气候变化已经成为现代世界具有决定性的挑战之一。全球气

候变化框架及谈判进程的相对成功和挫败、在减轻具有深远影响的威胁方面落实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面临的困难以及必须适应与气候有关的冲击和压力的

人的困境及应对战略都迫使公众作出反应。12
 这种反应呈现出从地方到全球持

续进行全面的社会和环境运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性别平等问题着

墨不多。尽管性别平等倡导者持续参与和作出努力，但随后为将两性平等问题纳

入气候变化辩论的主流所作的努力却始终时有时无(妇女署和玛丽·鲁滨逊基金

会——气候正义，2013 年)。 

62. 气候变化对两性平等问题的应对办法往往是将妇女视为气候影响的受害者

或强化妇女作为维持其社区复原能力或采用低碳办法的自然照护者的这种成规

定型观念和作用。尽管性别和阶级关系、权利和不平等产生了妇女和男子对气候

变化脆弱性的差异，但也造就了在减轻和适应中作为代理者的机会(Agarwal，2002

年)。在歧视加深的状况中，妇女的积极参与和决策力量都受到限制，不过将妇女

正式纳入低碳技术的技术委员会能作为这方面的起步，然而，要使妇女的参与发

生效用和具有意义，则相关两性权力关系必须得到转变并对妇女的具体知识和能

力给予注意和支持(Wong，2009 年；Otzelberger，2011 年)。 

63. 在两性平等和气候变化的辩论中，许多辩论都集中在适应和地方层面的脆弱

性问题。不久之前，在涉及大规模技术、市场举措和气候融资的讨论中，才对两

性平等观点给予有限的注意(Schalatek，2013 年；世界银行，2011 年)。致力于实

现性别平等的承诺，比如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作出的各项承诺，

并没有在国家适应政策或低碳发展计划中得到充分体现(Otzelberger，2011 年)。

这种效力不彰的整合正反映出并转而加强了采用简单化的解决办法的政策的趋

势，而不是作出重新引导气候不可持续性和性别不平等的途径所需的更具结构性

的政治经济改变。 

64. 目前第二个辩论环绕着“地球承载极限”这个概念。目前已经查明九个“地

球承载极限”，这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系统中的生物物理进程。这些承载极

限共同将地球维持在所谓的人类“安全运作空间”之内。具有影响力的科学分析

指出，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人类纪”。这是一个新纪元，人类活动在其中已经

__________________ 

 12 “各国应本着全球伙伴精神，为保存、保护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进行合作。鉴于

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负有共同的但有差别的责任。发达国家承认，鉴于它

们的社会给全球环境带来的压力，以及它们所掌握的技术和财力资源，它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

的国际努力中负有责任”。见原则 7，《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里约热内卢》，第一卷，《环发会议通过的决议》(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3.I.8 和

更正)，决议 1，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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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许多地球系统进程的主导动力，包括气候、生物地球化学周期、生态系统和

生物多样性。有人认为，可能造成灾难的临界点已经临近，这提供了新的紧迫感

和权威力，认为增长和发展途径必须与维持这些临界点的生物圈能力重新结合

(Folke 和其他人，2011 年)。 

65. 尽管这方面的科学仍在发展，但“地球承载极限”这个概念已在政策辩论中

起了影响力。但这个概念也遭到批评，有些行为体将其视为是抵制增长和发展的

概念，而另一些行为体指出，“地球承载极限”认为普遍存在的全球环境问题应

比各式各样的地方性问题更优先得到处理，认同从上到下的干预办法，即以人及

其生计为代价，保护环境。如这份《世界概览》就人口问题所显示的内容，有些

“地球承载极限”的解释所指的即将到来的稀缺性和灾难的新观点能为限制人的

权利和自由的政策作出辩护。在“地球承载极限”之内的这种有控发展不应损害

Raworth(2012 年)提出的尊重人权的包容性发展，他的“圈饼”概念运用了“地球

承载极限”这个圆圈，并加了一个“社会基础”的内圈。这些圆圈之间是人类“安

全和公正运作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应开展可持续的发展途径(国际社会科学理

事会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2013 年)。Raworth 特别将性

别平等作为这个社会基础的一个层面，但除此之外，关于“地球承载极限”概念

的讨论和推动大都没有涉及两性平等问题。 

66. 最后，绿色经济现在受到各国政府、企业界和非政府组织的热烈讨论。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在 2008 年启动了它的绿色经济倡议。它指出，绿色经济是

一种会改善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的经济，同时大幅减少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性；

这种经济具有低碳、高效率使用资源和社会包容性(环境署，2011 年)。这种一般

性定义将经济、社会和环境关切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然而，在实践中，

这份概览显示，有多种绿色经济思维。占有主导的绿色经济思维认为，应通过增

进能源和资源效能及防止丧失生态系统服务的绿色商业投资和创新，继续和甚至

加强市场导向的经济增长。有人指称，到 2020 年，新出现的绿色技术经济每年

将值 4.2 万亿美元。13
 其他论点强调应通过“自然资本”财务估值、为使用生态

系统服务付费和碳及生物多样性信贷及抵消交易机制的方式，为保护环境采用基

于市场的办法。 

67. 其他人认为，由于各项环境制约，需要重新思考增长和市场战略。环境署和

其他人(Fischer-Kowalski 和其他人，2011 年)提出的脱钩概念建议，经济增长应与

增多消耗物质资源脱钩，例如建筑用矿物、矿物燃料和生物质等。Jackson (2011

年)认为，应朝减少或没有增长的繁荣和福祉转移，其中投资于服务和照护以及可

持续粮食生产及清洁能源领域的绿色行动是关键所在。 

__________________ 

 13 见 http://nupge.ca/content/%5Bnid%5D/economy-or-environment-its-false-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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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界定和发展绿色经济的主流办法对其对妇女和男子有不同意义的注意不多

(Guerrero 和 Stock，2012 年；Cela、Dankelman 和 Stern，2013 年)。许多性别问

题分析员和活跃分子批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失去了与“一切照旧”的全球经

济模式脱钩的机会，这种经济模式造成环境破坏、社会剥削和不平等(Schalatek，

2013 年；Wichterich，2012 年；Unmüßig、Sachs 和 Fatheuer，2012 年)。他们认

为，绿色经济是一种基于市场的办法，它认为将资源和共有财产商品化、破坏生

计和剥夺本地人民——特别是剥夺女性粮食生产者——是合理的做法。性别平等

倡导者转而呼吁推动尊重共有财产和生计的绿色发展(Agarwal, 2012 年)；和呼吁

在绿色经济辩论中，承认和重视照护的价值(Vaughan，2007 年；Mellor，2009 年)。 

 E. 迈向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对政策行动的影响 
 

69. 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有可能涉及折中取舍，这需要在不同社会群体之

间进行公开讨论(开发署，2011 年)。在这种谈判中，可持续性的各个社会层面——

惯常遭到忽略的层面——必须被充分纳入谈判之中，并且国家和其他有力行为体

也必须负起责任，落实可持续发展。 

 1. 突出社会可持续性 
 

70. 要达到可持续发展不仅意味着要调和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也意味着需要将

社会可持续性作为优先事项。今日和未来要实现妇女人权、能力和福祉需要特别

注意照护经济——这种经济就是通过家庭、市场、非营利部门和公共部门和/或国

家提供照护——特别是非市场性工作或无酬照护工作的“私有”领域。社会如何

组织这种工作是其社会可持续性的关键。政策制定者除了被人认为有助于人力资

本的正规教育之外，很少考虑为经济造就人力资源，但如果没有这种时常看不见

的无酬工作，就不可能有经济增长(Folbre，1994 年；社发所，2010 年)。在所有

社会中，妇女通常都比男子耗费更多时间在这些非市场性活动上，特别是处于环

境压力和恶劣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因此，有酬工作和无酬工作上的两性分工是导

致性别不平等的重大结构原因。 

71. 大量无酬照护工作由妇女和女童承担的这个事实已经大大影响到她们实现

有权得到教育、有酬工作和体面的生活标准及政治参与的能力(见赤贫和人权问题

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68/293)。在这个领域和其他领域，性别不平等和其他不平

等交叉存在，并且就是这些来自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的妇女和女童的能力和权利最

常受到损害，并需要得到实现。贫穷和排斥增加了无酬照护工作的数量和强度，

这是由于得到的公共服务有限和基础设施不足以及欠缺资源支付照护服务和使

用省时技术的缘故。在处于经济危机、健康危机、环境退化、自然灾害和基础设

施及服务不足的情况下，更增多了无酬照护工作。一个公正和可持续的社会会认

识到无酬照护工作的存在，使其通过统计数字为人所知，并制定政策对基础设施

和社会服务作出适当公共投资以降低工作的辛苦程度，以及在家中男女之间和更

广泛地在家庭与社会之间重新分配这些工作。 

http://undocs.org/ch/A/RES/6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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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紧张关系和折中取舍 
 

72. 关于可持续性应相互结合和考虑到可持续的办法的好处的领域，应该认识

到，在可持续性的不同层面之间以及与实质的性别平等上可能存在紧张关系和折

中取舍的情况(参见开发署，2011 年)。例如，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增加了国内总

产值，但由于多重因素，也加重了各种不平等。尽管这些经济模式可能会在各个

区域长期存在，毫无疑问会增加国内总产值，但它们留下重大环境和人力代价的

事实意味着这些模式无法持续，并阻碍了为兑现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作出的努力。 

73. 在追求可持续性的工作中，什么得到持续和谁得到惠益是关键问题。然而，

时常见到的挑战都在技术和管理层面，设法使技术、价格和法规到位，而非对改

变不可持续的格局所需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及两性权力不均问题作出更加深

远的改组。如何解决这些挑战对谁得谁失都有深远影响——涉及各个社会群体及

各种地方、国家和全球利益。 

74. 对许多政策难题需要作出协调，以便确保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问题在可持续

发展政策中得到考虑。例如，严格保护碳汇以减轻全球气候变化的作法可能会妨

害生活在森林附近的男女本地生计所需并增加妇女无酬照护工作。生物燃料生产

政策也可能与本地粮食安全所需背道而驰。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成员的国家的碳减排政策会增加消费者的支出，这会对比较贫困的家庭产生负面

影响，特别是它们已将全部收入的一大部分用于支付电费(Gough，2011 年)。基

于市场的办法试图利用估定自然的价值和对其标上价格的方式来纠正和防止环

境退化及减缓气候变化，但这可能更会加剧这些办法原本想要解决的问题。为了

减少这种风险，就需要制定全球和国家治理和监管政策框架，并对男女的本地知

识和做法给予适当注意(Unmüßig，2014 年；Fairhead、Leach 和 Scoones，2012

年)。 

75. 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权利倡导者呼吁采取尊重共有财产和本地生计的办法，

承认和重视照护和社会再生产，重组生产和消费模式并为绿色变革铺平道路

(Agarwal，2010 年；Wichterich，2012 年；妇女主要团体，2013 年)。最近对欧洲

消费模式的研究显示，妇女排放的温室气体平均比男子少，这是因为妇女更加依

赖公共运输、肉的消费量少、能源贫穷程度高的缘故，其中有些因素可能与妇女

的收入较低有关(欧洲性别平等研究所，2012 年)。不过，同份研究也显示，妇女

对环境、健康和气候的关切比男子高。这些研究结果完全可用于全球范围，比如

可能会促成更好地提供可持续和能得到的公共运输，以及使人人得到现代能源服

务。 

 3. 问责制和延长的社会契约 
 

76. 调和政策难题以便实现具有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有能够进行审议、

发出基层声音和存在多元问责机制的有力民主空间。妇女发出呼声以及参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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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两者作为一个正义与平等问题，具有关键重要意义，并且由于妇女的积极

参与能将两性平等问题置于议程之上，并能促使在满足可持续性的三个层面方面

采取更有效的集体行动(Agarwal，2010 年)。不过，使妇女能够有意义地参与其中

并不意味着妇女单独承担可持续发展政策中优先处理性别平等问题的责任。所有

决策人员、妇女和男子都必须负起责任。 

77. 迈向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需要各色各样行为者在许多层面采取行动，并只

有通过国家、决策人员、捐助者、私有和民间部门以及妇女和男子之间的民主联

盟才能实现。要使这些联盟发挥效用，必须要有国家的影响力和组织力量。可持

续发展途径能由非政府组织、捐助者和私有企业进行构思、启发和试行，但只有

国家能够将它们推广和普及，使其达到贫穷和处于边缘化的人和提供监管和体制

力量以确保可持续性。不过，为了确保国家真正能够交付，民间社会和社会运动

必须要有使决策人员负起责任的空间和机制，这需要延长国家与其人民之间的社

会契约，其中国家作为责任承担者落实它的义务，而权利拥有者诉求和享有他们

的人权。 

78. 要使这些社会契约发生作用，有利的全球环境必不可少。过去几十年全球经

济整合的程度已经增加了一些行为体(例如，多国企业或国际金融机构)使许多国

家享有人权的影响力。这些行为体对保障劳工标准、发展基础设施、获得公共服

务、保护自然资源和获得信息都具有影响力——所有这些要素对妇女和女童能否

享有人权至关重要。因此，全球治理必须确保这些行为体采取的行动与各国政府

推动实现权利、增进能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举措取得一致。 

79. 国家需要利用它们的能力，以尊重可持续性和性别平等的方式，而非依靠市

场力量，达到这些要求。这需要问责制框架，以确保在工作和就业、生殖和保健、

粮食和土地以及自然资源保有权等领域的人权、性别平等和不加歧视。各国政府

在提供公共商品和服务、支持保健、教育和照顾儿童、老人和病人方面也能发挥

关键作用，它们对人的能力以及确保可持续性和照护工作都至为重要。还必须进

行公共投资，以便培育和扩大促进两性平等的公共商品的各种关键创新，例如提

供现代能源服务、水供应和适当卫生设施。 

80. 各种企业和私有部门目前有更多机会促进可持续发展办法——正如新出现

的“绿色经济”的前景强调的那样。然而，这些办法时常需要有力的国家支持，

至少在早期阶段。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伙伴关系和合作生产安排

——其中私有、公共和民间社会行为体联合提供保健、住房或能源服务，或管理

森林、生物多样性或水——时常更加有效。要使这种共同生产安排有效推动性别

平等和可持续性，妇女居于中心地位参与规划和实施就必不可少，在这种情况下，

政策必须使妇女能够参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各项目标，也需要有足够的财政

资源(Schalatek，2013 年)。参与性和两性平等的预算编制办法提供了在资金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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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中作出两性平等决定的前景，并确保用于追踪和报告与性别具体有关的筹资

基准的问责。 

81. 国家政策的制定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机制和框架、全球化进程和跨国政策转

让和经验教训的影响。国际人权框架对国家承担责任提供了重要标准。不过，要

实现以性别平等为其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将妇女权利更加充分地纳入政策

框架。至今为结合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的全球努力大小不同，其程度从“排

斥在外到名义上的包括在内”(Cela、Dankelman 和 Stern，2013 年)。通过妇女权

利倡导者和应对国家之间建立联盟的办法，以及妇女运动与其他致力于社会正

义、平等和可持续性的运动之间的联盟，需要将更多性别平等关切和妇女参与目

前国际政策进程的问题包括在内。 

82. 越来越多的证据和分析显示，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从全球范围到国家和地方范

围的治理和行动。这指出，从地方到全球级别的机构中，需要将性别平等和代表

妇女利益的问题包括在内。社会运动的行动和压力在挑战和改变政策机构和组织

中常见的歧视性文化、作法、偏见和成规定型观念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83. 事实上，环绕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运动的增多是近年来最有前景的

发展之一。在许多国家和区域，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劳动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正在

组成力量，以抗衡占有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和倡导——和事实上示范——他种模

式。这种例子正在迅速增多，其中包括“农民之路”。自 1990 年代以来，它已成

长为全球性的网络运动，在大规模企业式农业的压力下，捍卫小农的权利。推动

小规模耕作的想法根植于农业生态技术、地方市场和“粮食主权”(Borras，2004

年；McMichael，2009 年)，其中有些——尽管不是全部——强调妇女作为小规模

粮食生产者的权利。拥有 1 万名会员的智利农村和土著妇女国家协会与“农民之

路”结合，为培训南美女性小农，正在组成一个农业生态学院。14
 其他例子包

括许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城市的贫穷城市居民团体发起的运动，这些运动将

拥有住房和生计的福祉和权利与体面、可持续的空间设计联系在一起

(Satterthwaite、Mitlin 和 Patel，2011 年)。在贫民窟居民国际协会的这个案例中，

环绕妇女储蓄和信贷协会以及垃圾捡拾者合作社组成的团体已经合组成一个联

合会式的全球结构，这个结构目前覆盖 33 个国家，目前联接到与推动各项全球

议程有关的地方行动。在他种经济和团结经济、粮食和土地、水和能源方面，正

在出现许多其他例子。 

84. 在这些例子中，集体行动、组织和合作为他种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

性的途径提供了基础。建立联系和联盟提供了各种途径，通过这些途径，妇女和

__________________ 

 14 更多信息，见 http://viacampesina.org/en/index.php/main-issues-mainmenu-27/women-mainmenu- 

39/1549-chile-women-farmers-to-teach-the-region-agroecology（2014 年 6 月 24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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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在各种不同地点就工作、工业、土地、粮食、水、能源和气候采取的每日行

动和知识能开始与适当的国家支持结合在一起。 

 4. 作出决策的准则 
 

85. 鉴于决策人员运作的环境的多样性，这份世界概览除了提出观点之外，还列

出三项准则，用以评估为达到可持续性采取的政策、方案和行动是否可能实现性

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上的不可持续性造成的代价中，

可能承担不成比例的份额的边缘化群体的权利。 

86. 第一项准则涉及妇女的能力及其人权的享有，特别是最穷困的人和处于最边

际化的群体的能力和权利。作为一项核心准则，为可持续发展进行的政策、方案

和投资应在它们是否符合人权标准和能否增进妇女和女童的能力的情况下进行

评估。只要发展方式降低了妇女的能力和不让她们享有人权，这种发展方式就不

能视为是可持续的。例如，以人口政策为例，限制妇女作出生殖选择和(或)采用

不当避孕方法使她们遭受健康风险的计划生育方法不符合这里提出的可持续性

的最低标准。 

87. 第二项准则涉及对妇女和女童无酬照护工作的影响，特别是来自穷困和处于

边际化的家庭和社区的妇女和女童。如果用于增进环境可持续性的政策和方案无

意中增加了妇女的无酬照护工作，则这些政策和方案就不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上。尽管明确和迫切需要使全球经济减少对碳的依赖，但这也应注意到本地生计

和性别平等问题。例如，严格监管使用森林的作法会破坏本地生计和加重妇女无

酬照护工作，这种作法无法持续。相反，对适应本地条件和符合生态要求的技术

进行投资，使妇女得到水资源，同时确保水资源负担得起和水质良好，并尽量缩

短水资源和住所之间的距离，这种投资是明确需要的。 

88. 第三项准则涉及妇女作为塑造她们的生活以及她们的家庭、社区、国家和世

界的未来的行为者、领导人和决策人员全面、平等和切实地参与可持续发展。例

如，在粮食安全领域，使国家和本地有足够粮食以及发展使用少量农药和进行环

境可持续的农业——从生态可持续性的观点希望达到的目标——的政策努力需

要与小农特别是与妇女进行磋商，了解她们的优先次序和各种制约，而不是假定

她们的利益已经与先入为主的政策目标和观点一致。 

 

 三. 绿色经济、性别平等和照护工作 
 

 

 A. 导言 
 

89. 增长轨迹应以它们能够产生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加以评价。为了确保以性别平

等为其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任何发展政策框架除了促进增长之外，还需达成一些

目标：减少性别不平等，以及基于其他因素造成的不平等；为所有人创造体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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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可持续生计；内部承担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的费用；和提供公共商品和支持

照护经济以确保人类福祉。 

90. 因此，本章阐述增长和性别平等问题，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结合到对它

的分析之中。它评价占有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是否已经通过为妇女创造可持续生

计和体面工作的方式促成增长和发展，考虑他种绿色经济模式及其对性别平等的

影响，以及目前的发展模式对人们在世代之中和之间相互照护的能力的影响。在

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本章除了讨论“绿化”工作的潜力之外，还认识到由于

2007-2008 年的经济危机，需要作出更加基本的改变，以达到可持续性的经济、

社会和环境层面：主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也必须改变。因此，本章的最后一部分

指出需要建立新的生产系统，这个系统通过提供社会保护和其他公共商品以及对

照护经济进行投资，这对实现权利、性别平等以及生态完整性提供了支持。 

 B. 更加广泛的发展和政策背景 
 

91. 过去二十年间，世界各国国内以及相互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一直都在增加

(开发署，2013 年 a)。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幅度最大的国家都是那些推动快速增

长战略一直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战略将它们推向高收入国家的类别(开发

署，2013 年 a)。导致这种日益不平等的理由之一是劳动力市场的性质改变。过去

二十至三十年间，各式各样国家赚取工资者都失去了主导地位，而利润和租金在

他们收入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国际劳工研究所，2008 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

发会议)，2013 年 a；Stockhammer，2013 年)。在此同时，非正规职业在世界许

多地区都非常盛行。15
 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妇女似比男子多，甚至在非正规就

业部门内，男子一般都会赚取工资，而妇女更多是承担更不稳定的非正规自营职

业(Vanek 和其他人，2014 年)。 

92. 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大都是全球化进程推动的，即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进

程，这些进程削弱了相对不易流动的劳工与完全流动的资本相较的议价地位。不

过，国内政策选择也发挥了它们的作用。一些与收入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大的趋势

背道而驰的发展中国家——其中许多在拉丁美洲——的经验显示，有可能在继续

与全球经济结合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和社会政策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发署，

2013 年 a)。 

93. 在全球层面，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依然十分不均。2010 年，占世界人口仅 16%

的高收入国家创造了近 55%的全球收入；与此相较，低收入国家创造了略多于 1%

的全球收入，尽管它们占世界人口的 72%。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人均国内总产

__________________ 

 15 不属于正规安排或正规安排不足的就业情况，包括在不付工资时缺乏保障、强迫要求加班或额

外轮班、解雇时不发通知或工薪、工作条件不安全和缺乏养恤金、带薪病假和健康保险等社会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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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2 014 美元与欧洲联盟的平均人均国内总产值 27 640 美元和北美的平均人均国

内总产值 41 399 美元的相差极大(联合国，2013 年 b)。 

94. 不平等程度上升不仅对人权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令人感到关切，它也对经济、

环境和政治产生高度不利影响(联合国，2013 年 b)。例如，国内存在的高度不平

等状况使社会很难通过经济增长减少贫穷。此外，如 2008 年看到的情况，各国

国内以及相互之间的高度不平等状况，由于这会造成消费不足和各种破坏经济的

所谓“泡沫”，在有些情况下，能成为导致金融危机的催化剂(Galbraith，2012 年；

Saith，2011 年)。 

95. 添加到社会和经济挑战的是来自另一个正在出现的且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危

机造成的风险，即气候变化，它有可能会加强现有不平等状况。世界上的穷人特

别易受气候引起的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暴雨和荒漠化的蹂躏。穷困家庭和其

他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也最可能成为得不到足够清洁水的群体之一，因为清洁水

越来越受到降水状况的改变、融化的冰河和干旱的影响。尽管造成这些多重危机

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过去二十年中，许多资金都涌入

房地产、矿物燃料和附带衍生产品的结构性金融资产，但相对较少投资于可再生

能源、能源效率、公共运输、可持续农业和土地及水的保护”(环境署，2011 年)。 

 1. 经济和社会政策 
 

96. 如以前出版的《世界概览》充分阐明的情况，宏观经济政策会对两性产生不

同的影响(见 A/54/227；11 
A/64/93

16
)。本章阐述造成这些性别偏见的原因，并将

这项分析的重点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环境层面。 

97. 过去三十年居于主导地位的宏观经济政策纲领的特点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

场)经济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这个核心三部曲。17
 经济自由化是指使

国内市场自由化，其中包括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以及使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贸易自由化作为有前景的发展战略和创造就业的动力，已经减少了进口控制

和促进了出口(贸发会议，2010 年；2013 年 a)。在投资方面，自由化已被用于推

动对外直接投资和短期资本流动。宏观经济稳定普遍被认为是根据政策机制简单

地达成价格稳定(有别于例如就业稳定)，有时指通货紧缩，这往往会削弱经济创

造就业的能力。 

__________________ 

 16 见《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妇女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和获得财政资源，包括小额

供资》(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9.IV.7)。 

 17 宏观经济政策是指政府和中央银行作出的干预政策，以便通过它对整体收入、全部支出、投资、

信贷、利率、汇率和资本流动等产生的影响对整个经济发挥作用。宏观经济政策通常分为财政

政策（政府的开支和税收）和影响货币供应量及是否提供信贷的货币政策。其他政策领域——

例如，贸易和金融市场政策——也具有对整个经济发挥效用的作用。 

http://undocs.org/ch/A/RES/54/227
http://undocs.org/ch/A/RES/6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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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首先，关于货币政策，当今中央银行一般都明定通货膨胀目标，试图尽量压

低通货膨胀。如果低通货膨胀率是唯一的目标，这可能会导致高利率。其结果是

使失业率高于它原本应有的程度。这种货币政策可能具有性别偏见。一项根据 17

个中低收入国家数据作出的经验分析，评估了 51 种“降低通货膨胀办法”产生

的就业机会(Braunstein 和 Heintz，2008 年)。这项研究在每一种降低通货膨胀办

法中按性别了解实际就业趋势，并将这种趋势与长期就业趋势进行比较。它查出

两个重要结果：第一，通货膨胀下降期间非常可能与妇女和男子失去工作有关；

第二，在就业机会减少时，以百分比而言，妇女比男子失去更多工作。此外，在

少数几个采取降低通货膨胀办法期间而就业机会增加的情况中，妇女获得就业的

机会也不比男子快。这些结果表明，旨在降低通货膨胀的紧缩货币政策时常对妇

女就业造成不成比例的消极影响。 

99. 占主导地位的财政政策和公共部门改革限制了国家提供社会福利的职能，这

对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具有消极影响。这种占有主导地位的政策集中于采用减少

举债偿付公共开支的作法并尽量降低私有企业的税务负担。强调私有化的作法破

坏了政府的行动。有人指出，政府的开支不仅具有通货膨胀作用，同时也会排挤

私有投资。这种观点忽略了公共投资能“拉拢”或鼓励私有投资的事实，例如，

当政府提供基础设施、教育和培训或信贷时，这使私有投资机会更具吸引力。这

种情况在有大量市场缺陷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尤为真实。相对于社会和经济最理想

的状况，市场提供的公共商品不多，因为它们的社会回报大于私有部门的回报

(Sen，1999 年；联合国，2013 年 b)。 

100.  限制国家提供公共商品能力的财务制约时常对低收入家庭的妇女(和儿童)

产生不成比例的消极影响，这部分是由于她们在家中的地位，部分是由于她们的

工作内容与照护经济密切有关(Ortiz 和 Cummins，2013 年)。从许多受到 2008 年

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采取 2010年后财政紧缩措施的状况都证实了这种现象：

妇女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取消住房补贴、儿童/家庭津贴、老年津贴和照护服务的沉

重负担(妇女署，2014 年；世界银行，2012 年)。这种观点还忽略了公共部门历来

都是就业的重要来源的事实，它提供妇女相对优质的就业、较高的工资和提供养

恤金和其他社会福利(Lund，2010 年)。劳工组织的数据证实，历来妇女在许多国

家都占公共部门工人的大部分份额(时常高于她们在整个就业市场的份额)，并在

有这种数据的国家中，显示妇女占发展中国家公职人员的 35%、经济转型国家的

46%和经合组织国家的 50%(Hammouya，1999 年)。公共部门裁员对妇女的正式

就业机会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并有可能使妇女更加集中在较非正规、非经常性

的工作(Lee，2005 年)。 

101.  从社会可持续性转到环境可持续性问题，国家丧失提供社会福利的职能也

使气候变化易于发生并加强了其严峻程度。国家提供给基础设施、服务和社会保

障的资金不够，这意味着为适应气候变化或建立复原能力所采取的考虑到性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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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和社会正义的措施，例如对防洪进行投资或对抗旱种子进行研究等措施，都将

面临没有足够资金的情况。因此，国家监管和管理与环境有关的各种政策领域并

收取费用，以便为有效养护提供资金，这至为重要(开发署，2011 年)。 

102.  合并来看，这些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经济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作法创造

了一个通货紧缩的经济环境，其特征是减少就业的能力、紧缩财政和有限的公共

政策空间，这影响到实现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在这种背景下，创造就业机会和

提高收入的最佳途径或唯一真正途径是致力于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但是，在过

去十几年中，已经出现的两种新的经济发展状况使落实外向型的议程甚至更趋复

杂。第一，由于更多国家转向为出口市场进行生产，世界各个角落的生产者之间

的竞争已经加剧。这转而对工资和与工资有关的各种福利产生压力，特别是在劳

力密集的部门，例如雇用大量妇女的制衣业、服装业和电子业(Seguino，2000 年)。

因此，为社会可持续性实现体面工作的作法受到了破坏。将生产进程转到发展中

国家进行，这就将污染的生产进程的生态和保健成本也转移给环境法规较不严格

的国家(贸发会议，2013 年 b)。第二项最新的发展是全球不平衡状况更形加剧，

这威胁到本章现在讨论的模式的经济可持续性。 

 2. 不平等和经济不可持续性 
 

103.  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日益上升，使占有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无法持续，即使

是在这种模式有限的条件下。对有些国家而言，储蓄长期减少和私人债务积累增

多，尽管受益停滞不前，这增加了消费，导致经常账户大额赤字。在此同时，经

常账户顺差国家在缺乏国内足够总体需求的情况下，利用出口市场作为维持国内

就业的办法(Blecker，2012 年；贸发会议，2010 年)。总体成果是有些区域消费不

足，但部分由于经常账户顺差国家向逆差国家供资造成全球资金流动，另一些区

域则借贷过度。这项进程由于金融化趋势的高涨18
 和将强调重点从生产转向金

融盈利而被进一步推动(Cripps、Izurieta 和 Singh，2011 年)。 

104.  这种生产和交换方式在经济上不可持续，并已导致全球不平衡，19
 在最近

全球经济危机中扮演了重要作用(Bernanke，2011 年；贸发会议，2010 年)。虽然

全球不平衡没有触发 2007-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但它们促使了它的蔓延。尽管造

成这种不平衡的各国特定情况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使工资的增长远远落后于生产

力的增长，这在全世界北方和南方各国都造成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Blecker，

2012 年)。它们显示出依赖工资停滞不前的出口来推动增长和发展的系统性悖论。 

105.  在发达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增长依然迟缓，失业率高，因为许多政府采

用紧缩政策以期降低赤字和恢复经济信心。在发展中国家中，受全球危机影响最

__________________ 

 18 金融化的范围超过金融市场的扩散和相应的投机活动，而是指这些市场延伸到不断扩大范围的

活动和部门，例如养恤金、保健、住房等（Fine，2012 年）。 

 19 全球不平衡是指一些国家之间大量经常账户逆差和顺差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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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国家是经常账户赤字不能承受危机造成的资本流入下降的新兴市场经济

体(贸发会议，2010 年)。但对与全球资本市场关系不大的低收入国家以及对经常

账户有盈余和/或有足够国际储备的国家而言，金融危机造成的消极影响并不严

重，时间也不长。例如，许多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采用反周期性的货币和金融政

策，改而利用国内需求来抗衡全球贸易的下降(社发所，2010 年)。这些国家事实

上带领了全球复苏，但增长、贸易和就业机会的重现仍未来临(世界银行，2014

年)。在很大程度上，全球生产和消费都已转向大型新兴经济体，它们转而提供了

新的出口市场，帮助了无法依赖本国需求的小型经济体(Gereffi，2014 年；贸发

会议，2013 年 a)。 

106.  不过，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完全不够支撑一个出口导向的增长机会的新时代。

尽管新兴市场经济体确实增加了全球需求，但面临的问题依然是规模和结构的问

题。例如，以规模而言，中等收入国家的需求要取代作为全球消费增长动力的大

型发达国家仍有漫漫长路要走(Cripps、Izurieta 和 Singh，2011 年)。以结构而言，

工业化国家的需求变少意味着从对制成品的需求到原料、能源和粮食的需求减

少，所有这些都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求中占有更加突出的地位。这种对原料、

能源和粮食的需求的转变对全球商品价格——价格将会上升——以及对贸易条

件——劳力密集型制造商将购买较少的进口品——都会产生影响(贸发会议，2010

年)。 

107.  在“褐色经济”的基础上恢复增长和就业机会，以其对能源效率低和不可

持续能源的依赖，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刚摆脱危机之后，就对恢复汽车工业

制订刺激政策，而不对公共运输和可再生能源作出投资，这令人感到关切。这种

投资有可能重新产生导致发生多重危机的不平衡和脆弱性，而没有利用这个危机

作为带领经济和社会沿着更加持续的道路前进的机会。大家已经越来越认识到，

当前的消费模式正在耗竭关键的自然资源，并将无法持续的沉重负担加诸地球生

态系统之上。因此，迫切需要进行讨论、设计和采取各种设定明确的资源和环境

限度和将其纳入经济和社会系统的政策(Jackson，2011 年)。 

 C. 探索他种办法：绿色经济和性别平等 
 

108.  鉴于全球不平衡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并不看好重新开始出口导向的增长，应

该考虑应达到何种再平衡。贸发会议在《贸易和发展报告》(2010 年)中主要阐明

两件事：第一，经常账户有盈余的高收入国家需要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和开始增加

进口，落实促使工资和消费增长的政策；第二，全球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转移到由

工资带动并支持扩大国内总体需求的增长体系。对国内市场不够大的小型经济体

或低收入经济体而言，出口到更广泛的各类进口者，或在以前的全球出口主导模

式不再适用的区域集团内进行贸易，这都可助长增长和发展的动力。 

109.  不清楚的是，如果根据贸发会议(2010 年)建议的方式通过扩大国内需求重

新平衡全球经济是否会改善妇女的就业机会。有些研究报告指出，扩大国内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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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能够提高女性工资，降低工资的性别差距，而又不牺牲经济增长(Blecker 和

Seguino，2002 年；Seguino 和 Grown，2006 年)。此外，鉴于妇女收入与支付基

本需求的开支之间的关联性，当减少对进口品的需求时，也可能会对国内生产产

生积极的连带影响(Benería 和 Roldán，1987 年；Blumberg，1991 年；Haddad、

Hoddinott 和 Alderman，1997 年)。不过，尽管从偏重出口导向的战略转向到更加

依赖国内需求的模式，但国际收支的束缚依然存在。妇女收入增多后所导致的能

力提高有可能补偿外汇的损失，这种情况比较有可能在低收入农业经济体而非在

半工业化经济体出现(Seguino，2010 年)。 

110.  另一个值得严肃考虑的问题是：需求导向的增长模式是否对环境可持续性

更加有利。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何种需求得到鼓励：例如，以低碳和适应气候能

力强的商品和服务为特点的需求与基于矿物燃料和开采自然资源的需求非常不

同。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向需求导向的增长转向，其本身似乎不可能解决与持续

增长有关的环境成本，除非低收入群体从这种转向得到的较高工资和收益用于较

不依赖矿物燃料和开采自然资源的商品以及增加高能效部门和技术的公共支出

和投资。这就是推动绿色经济的提案受到关注的原因。 

 1. 绿色经济 
 

111.  与居于主导地位的增长模式有关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促使各方对可持续的他

种发展模式进行研究。一个好例子就是绿色经济纲领，其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绿化投资和公共政策，其目的在于加强环境保护，并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和刺

激经济增长(劳工组织，2012 年；贸发会议，2013 年 a)。不过，绿色经济有各种

不同的形式。 

112.  占有主导地位的绿色经济模式认为，应通过增进能源和资源效能及防止丧

失生态系统服务的绿色商业投资和创新，继续和甚至加强市场导向的经济增长。

其他模式则强调，应通过自然资本财务估值(例如，自然资本委员会，2013 年)以

及为使用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和碳及生物多样性信贷及抵消交易机制的方式，为保

护环境采用基于市场的办法。对这些办法的支持者而言，市场未能为自然资产和

生态系统服务设定价格，但它们毕竟像资本和劳动力一样，都是生产要素。其结

果是，相对于社会和经济上的最理想方式，这种自然资本遭到过度滥用。在这种

背景下，消极的外部因素使市场结果不具社会效率，各种市场干预力量，例如征

收碳税或制订给予地方社区管理森林的权利等，都是为了设定自然资产的适当价

格和确定财产权。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他们将市场导向的增长进程与环境价值更

加密切地取得一致(世界银行，2012 年)。 

113.  从社会观点而言，这些基于市场的办法会有问题，对本地使用者比对外部

行为体和全球行为体更加不公平和不公正。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社发所)最近

的报告指出，支付生态服务费用、联合国关于降低发展中国家森林砍伐和退化所

致排放的合作方案(降排)有关的进程和生产生物燃料的各种刺激措施时常必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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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农业、生物多样性、生计和粮食安全作出取舍。此外，基于市场的办法时常

推动企业利益，这可能会对促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监管改革的范围造成

制约(社发所，2012 年 b)。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些基于市场的推动绿色经济的办

法中，可持续发展的各个社会层面没有进行足够的整合。 

114.  环境署认为，绿色经济是结束赤贫、提高福祉和增进社会平等并同时能减

少对碳的依赖和生态系统退化的经济，并能进一步推动包容各方的可持续增长(环

境署，2009 年；2011 年)。这个定义同对可持续发展及其经济、社会和环境这三

个层面的一般性了解相一致。绿色凯恩斯主义，它也作为绿色刺激措施或“全球

绿色新政”的面貌呈现，认为应将政府开支导向到加强保护环境和提高效率的技

术和就业机会方面，例如，改建能效不高的建筑或基础设施(例如，环境署，2009

年)。这类绿色投资在 2008 年全球经济衰退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的反

周期宏观经济政策中受到许多讨论和各方推动。环境署的提案强调发达国家、新

兴经济体、经济转型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具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因此，

公平和公正的全球绿色新政，基于效率和公平的理由，应考虑包括发达国家在金

融、贸易、技术和能力建设领域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额外支

持”(环境署，2009 年)。性别平等在大多数这类提案中都不太受到重视。 

115.  上文提到的对绿色经济的他种构思是与环境正义运动有关的工作，它们认

为保护环境是了解和纠正多种不平等形式的一种机会。例如，维持作物的生物多

样性使以后的粮食生产者能处理威胁粮食供应的新害虫和疾病。今天，作物的生

物多样性大都由南方国家的农人维持，但他们没有从这种极具价值和有利生态的

服务得到补偿(Boyce，2011 年)。补偿全球南方国家的农人为促进长期粮食安全

作出的贡献应获得绿色经济倡导者的认同，同时，这种作法也直接涉及以经济上

公平和有利穷人的方式促进发展和可持续性的问题。将妇女在农业方面的传统工

作明确包括在内——例如，选种和保存种子以维持作物生物多样性——都是这些

分析中重要部分。此外，在土地所有权和获取资源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以及无

酬照护工作的负担——都对以可持续和有利穷人的方式绿化农业造成重大障碍

(Herren 和其他人，2012 年)。 

 2. 妇女和绿色工作 
 

116.  绿色增长纲领的部分目标是扩大绿色工作，这主要是以其产生的环境影响

来理解的，但也设法遵循劳工组织关于体面工作的概念(可持续发展国际劳工基金

会，2009 年；劳工组织，2012 年；环境署和其他人，2008 年)。20
 关于约占 80%

绿色工作的工业，为数不多的制造业消耗了大部分资源和能源，并排放了大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 

 20 体面工作包括提供优质就业机会；工人权利，包括免遭歧视；获得社会保障；和在各种经济和

民间社会组织中持续进行社会对话（劳工组织，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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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国际可持续发展劳工基金会，2009 年)。这包括能源、建

筑、运输业及铝业和钢铁业等其他基本工业(劳工组织，2012 年)。 

117.  在预期增加的就业机会中，估计大多数会来自与转向低碳经济有关的活动，

包括开发可再生能源、制造更省燃料的车辆、建造和改建建筑物、交通工具和基

础设施以及废物管理和回收使用。在制造业中，强调采用清洁处理技术和控制污

染，而较少强调对就业造成的明显全面影响(国际可持续发展劳工基金会，2009

年)。绿色工作一般均属中等技能工作，扩大中的各个行业比其传统业界的同行需

要更高技能和知识；随之而来的工资和福利也较高(Chan 和 Ching Lam，2012 年；

Muro 和其他人，2011 年)。这些特征使绿色工作与体面工作之间的联系似乎是自

然的结合，不过，在有些行业，这种结合比其他行业更密切。例如，农业依然是

就业的单一最大行业，也是农村就业的主要部门，其中世界大多数穷人和赤贫的

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在其中。因此，对农业投资可能非常有前途。改做绿色工作有

时也被视为是妇女进入非传统但工资较高的行业的机会，例如，工程、建筑和制

造业，因为这些行业被视为较不易受到根深蒂固的性别成规定型观念的限制(国际

可持续发展劳工基金会，2009 年)。 

118.  尽管使工作绿化的目标令人称道，但可能不会自动惠及妇女，而对妇女就

业可能产生的影响需要明确加以考虑。鉴于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隔离的严重程

度，而在妇女只占全球劳动力 30%的业界更是如此，推动绿色工业的努力不仅可

能会使妇女无缘参与，而实际上会使她们处于不利地位。以扩大绿色就业为目标

的各个行业，例如，能源、建筑和基本工业，绝大部分由男性主导，而最近的趋

势显示，行业中的性别隔离情况正在增加，而非减少。21
 在已经存在的绿色工

作中，妇女任职的人数似乎不多和/或担任附加值较低的工作。例如，在经合组织

国家中，一半以上的大学学位都由妇女得到，但仅有 30%的科学和技术学位(研

究绿色工作的关键领域)授予妇女。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妇女高度集中在附加价值

低的现有绿色工作，例如，作为废物收集和回收使用的非正规工人(Strietska-Ilina

和其他人，2011 年)。 

119.  构想环境上可持续的产业转变，这意味着作为广泛的体面工作纲领的一部

分，为妇女设定具体的技能发展和教育，并确保同工同酬和消除工作场所的歧视

(劳工组织，2012 年；国际可持续发展劳工基金会，2009 年；环境署和其他人，

2008 年)。还必须为破除成规定型观念作出努力。性别成规定型观念向来存在，

并遍及整个社会：家庭、学校、媒体和每日社会交往和互动，都存在这些观念并

加强了这些观念。在中学和大学，这促使男女集中到不同的科目。各种不同的研

究报告已经显示，女性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人数少与她们的态度有关，

而非她们的能力：例如，女童的数学成绩不低。尽管可以发现职业选择的差异与
__________________ 

 21 见 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global-employment-trends/WCMS_195447/lang-- 

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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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科目有关，但男女职业上的隔离在从大学教育到就业期间，得到进一步强化。

例如，在经合组织国家，即使女性选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科目，她们也比

男子不愿追求科学生涯，尽管在工作表现上男女没有差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2012 年)。 

120.  有几个将女性包括在内的绿色工作的例子。例如，在南非的“水利工作”

项目中，其扩大的公共工程计划的一部分是提供培训，清除外来入侵植物以便增

加供水，最成功的努力是具体征聘妇女、青年和残疾人参与工作(Strietska-Ilina

和其他人，2011 年)。在孟加拉国，作为安装家用型太阳能系统在农村地区供电

的大型项目的一部分，妇女接受安装和修理太阳能板和电源插座的训练，使她们

以完全异于传统劳动力市场标准的方式作为“农村电工”(劳工组织，2012 年；

Sidner，2011 年)。在美利坚合众国，有一些方案通过技能发展和建立网络的方式

鼓励妇女担任绿色工作，其中包括非传统职业女性学徒方案，它向让女性学习非

传统职业的社区组织提供奖学金，例如最近强调绿色工作的见习方案。 

121.  尽管这些努力有指导作用并具有前景，但它们并不直接解决与低工资、恶

劣工作条件和无法接触这些新颖但规模小的举措的大量男女的艰困生计有关的

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以废物捡拾者而言，看到了一些前景，使工作绿化的努力超

过了解决非正规性和可有可无的拼凑技能发展。 

122.  在发达国家，废物管理和回收再用是高度规范化和自动化的行业，这些工

作都由男性主导。但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估计有 1 500 万至 2 000 万名废

物捡拾者，他们大都是妇女和儿童，由于贫穷而被迫从事这项工作，从别人丢弃

的废物中寻找能再加使用和可回收使用的物品，这为公共服务有限但经历快速都

市化的地区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服务(劳工组织，2012 年；Samson，2009 年)。这项

工作大都是非正规、收入低和不稳定的工作，一般都遭到社会蔑视并且非常贫穷，

甚至工作条件十分危险(劳工组织，2012 年)。例如，每年丢弃 2 000 万－5 000 万

吨含有贵重金属的电子废物，其中大部分丢弃物都出口到中国和印度等国拆解。

这些废物时常都被运到非正规的小型家庭工厂或其他非正规设施进行处理，在这

些地方，知识有限，而危险性高(劳工组织，2012 年，第 120 页)。不过，废物捡

拾者对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贡献至为巨大：他们提高了公共健康和卫生；从废

物源头取得有用物质；减少对新材料的需求；提供城市非常符合成本效益的废物

管理系统；和为穷人和边缘化的人提供了生计。22
 

123.  废物捡拾者通过自身努力和在劳工组织等全球机构的帮助下，将全世界废

物捡拾者组织和联合起来，这种努力说明了一个有用的办法，将绿色工作为更大

的社会融合的渠道(劳工组织，2012 年)。妇女似乎比男子更愿意参加废物捡拾者

__________________ 

 22 见 Waste Pickers, 2014, Women in Informal Employment: Globalizing and Organizing。参阅

http://wiego.org/informal-economy/occupational-groups/waste-pickers, (2014 年 1 月 24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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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或许这是因为她们大都从事收入低的废物捡拾活动，并且她们的收入一般

比男子从事同样的工作低。废物捡拾者组织起来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自

尊以及收入。有组织的废物捡拾者更能绕过中间商，为他们的物品与买方谈判公

平的价格。他们集合在一起，更能防止遭到骚扰和暴力。也有人试图将废物捡拾

者更好地纳入废物管理和回收使用的价值链，而不是将其推往与焚烧和填埋技术

有关的商业化作法。这种尝试在于推动零废物战略，以达到最大的回收使用，并

对穷人提供体面就业的机会(劳工组织，2012 年)。作出这种尝试的例子在世界各

个区域比比皆是，其中最注重的是来自集体组织、合乎法律和与城镇建立正式关

系所提高的社会力量和安全，并增加了获得社会保护。 

 D. 对不可持续性的他种应对办法：对公共商品和照护经济的投资 
 

124.  促进两性平等的绿色经济会增进妇女的就业机会和工作质量并符合体面工

作纲领，这是解决社会可持续性和性别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措施。但这还不够。为

了纠正性别不平等现象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决策人员需要注意对公共

商品和照护经济作出投资。 

125.  自 2007-2008 年危机以来，各方普遍呼吁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但是

大家越来越认识到，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的可持续性，不仅需要改变全

球金融体系，也需要改变主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如果结束危机的措施只是为

了设法恢复增长和贪婪，则这些措施终将失败”(Elson，2011 年)。需要制定更加

精密的准则来评估取得的成就，而不是仅以国内总产值为衡量标准。 

126.  目前出现要求推动生态宏观经济学的呼声，其起点是假设永续的消费增长

不再是经济稳定的唯一基础，并查明确定可持续经济的条件，包括强有力地应对

外来冲击和避免在经济衰退期间造成社会紧张的内部矛盾；保障平等的生计；和

以保护生态系统的方式可持续地使用资源(Jackson，2011 年)。 

127.  在全世界，增加私自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一直作为成功的象征，而不

是增加人权、扩大的能力和福祉的享有。妇女也以能够购买更多消费品来使她们

了解性别平等和拥有权能(Elson，2011 年)。时常作出的假设是，决策人员应该首

先尽量做大经济馅饼(国内总产值)，然后再通过重新分配这个馅饼的方式来解决

平等、福祉和公正等问题。另一种假设认为，创造财富的最好办法是求取利润的

私人企业在以促进这种企业之间竞争的方式受到监管的市场内推动业务。以人权

和能力为基础的办法有不同的目标：扩大人民过他们有理由认为值得生活的实质

选择。这意味着能够享有更多权利，而不是仅仅来自消费更多商品得到的欢愉。

这将包括免于贫穷和饥饿的权利、拥有健康和社会保障的权利以及参与影响他们

生活的决定的权利。 

128.  女性主义经济学包含了许多人权和能力办法的价值观，但这种经济学特别

强调一种经济体系，其中不仅包括付酬工作，也包括非市场性的无酬照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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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n、Elson 和 Cagatay，2000 年)。大多数用于决策的主流经济办法都以市场

生产为主。无酬工作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女性主义经济学对这种排他性提出挑

战，认为在女性主义经济学以及市场经济和国家中，决策人员需要将无酬经济考

虑在内，在这种经济中，人们基于社会义务、利他主义和互惠 - 有时基于胁迫 - 

为其家庭、朋友和邻居提供商品和服务。在这种无酬经济中，人们生产粮食和缝

制衣服、担柴取水、煮饭、清洗和照顾他人，特别是儿童、体弱老人和生病的人

(Elson，1998 年；2011 年；Folbre，1994 年；2001 年；开发署，1995 年；社发

所，2010 年)。有两个理由需要强调无酬经济对决策的重要性：第一，它对人们

的福祉作出基本贡献，这是社会可持续性的关键；第二，尽管无酬照护并没有在

统计中得到适当呈现和考虑在决策之内，但它影响到经济其他部分的运作，包括

私人(大型和小型)企业、公共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对运行这些实体所需劳动力的

数量和质量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它创造了经济可持续性的基础(Elson，1998

年；2011 年)。这种对经济成功和失败的他种思维引起对作出决策至为关键的两

组问题的注意。 

129.  第一，决策人员需要解决如下问题，即人们通过现有权益关系、通过有酬

工作或维生耕作等得到的资源不足，如何能保证他们行使他们的人权和发挥他们

的能力(营养良好、健康、识字、能够参与社区生活等)。他们从市场得到的收益

不足，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在酬劳低的经济部门工作或承担无酬照护劳务，使他们

无法赚取适当收入，或由于他们没有资本或土地，使他们无法从自营职业得到足

够收益。但也有结构因素能时常用来解释这种失效的权益关系：例如，高度不平

等和歧视性的财产关系，使许多人特别是妇女无法得到土地和其他生产资产；结

构性失业、就业不足和非正规性就业程度高，使人特别是妇女无法实现他们的工

作权和在工作场所应享的权利。 

130.  近年来，世界不同地区的决策人员为应对这种失效状况，已将他们的注意

力朝向社会安全体系。23
 从 1990 年代初通过各种经济情况调查查明贫穷的有针

对性目标的安全网已经汲取了许多有用经验：在行政能力薄弱的情况下，进行经

济状况调查在管理上可能耗费庞大；对家庭状况缺乏了解增加了这种做法的复杂

性，并可能将穷人排除在外(通过所谓的“遗漏错误”)；社会支助措施需要制度

化，而不是临时措施，和在可能情况下根据有力的征税和转让制度提供资金；和

在普遍贫穷的情况下，基础广泛的通用系统比具有针对性目标的狭隘措施更加有

用、更加透明和更加有效(Mkandawire，2005 年；社发所，2010 年；Sepúlveda

和 Nyst，2012 年)。 

__________________ 

 23 社会安全和社会保护的定义和用法在各个学科和各个国际组织差异极大。《世界概览》运用劳

工组织的办法（2014 年），将这两个用语交替使用，表示对以下情况提供保护的措施：由于生

病、残疾、怀孕、工伤、失业、老年或家人死亡导致没有工资收入（或收入不足）；没有健康

照护或无法负担保健；家庭支持不足，特别是对儿童和成年家属的支持不足；普遍贫穷和社会

排斥。 



A/69/156  

 

14-57603 (C) 38/111 

 

131.  事实上，正如社会保护最低标准倡议所认识到的状况，目前对改变的状况

作出应对的社会安全体系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殷切。不断出现的多重危

机已经说明社会保护的重要性，认为它能暂时缓解突然失去收入和就业的困境。

此外，快速的都市化、家庭结构的改变、人口的变迁、移徙和各种健康危机都需

要具有能够在这些新挑战面前保护人们和帮助他们作出调整的新办法。在这项工

作中，社会保障措施不仅能推动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也能促进经济发展和变革

(社发所，2010 年)。 

132.  然而，社会保护措施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挥。全世界只有 27%的人享

有全面社会安全，而 73%的人只部分享有或完全不享有(劳工组织，2014 年)。同

样，估计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无法得到任何健康照顾，并对更多人而言，保健

费用是他们的一项重大负担，也是将家庭推向贫穷和负债的重要因素。促使女童

在中学就读、有技能的保健专业人员帮助接生的数目和获得经改善的水源和卫生

设施所取得的进展也各不相同。尽管许多国家在过去二十年间在这些指标方面已

经取得重大进展，但低收入妇女和女童取得的成果远落后于高收入的妇女和女童

(联合国，2013 年 b)。令人不安的是，不同收入类别的妇女之间的不平等在有些

国家已经加大，而非缩小(Elson，2014 年)。 

133.  与男子相比，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不成比例地无法得到社会安全和社会

服务的影响(Razavi 和 Hassim，2006 年)。在公共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性别不平等

的现象尤其明显，因为妇女受到更多收入、储蓄和资产方面的制约，这使她们更

加不易使用私营保险机制，并更易受到使用社会服务费用的影响。缺乏适当的公

共支助也加重了对非正规社会安全体系的依赖。从性别平等的观点而言，依靠家

人和社区网络的做法大有问题。在一方面，这些网络在相当程度上通常依赖妇女

的无酬照护工作。在另一方面，目前的社会规范和家庭及社区中的两性权力关系

极可能限制了妇女自身的需要得到确认和解决。 

134.  国家加大参与力度及其本身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在得到公共社会安全及无

视性别的社会服务方面，性别的差距不胜枚举。在有些情况下，提供社会安全和

服务的方式会使妇女而特别是来自贫穷、少数族裔、残疾和具有土著背景的妇女

处于边缘地位、受到蔑视或负担过重(Sepúlveda 和 Nyst，2012 年)。因此之故，

妇女享有基本人权——包括享有适当生活标准的权利——严重受阻。国家加大监

管、资助和提供社会公共商品并不是促进实质性别平等的充分条件。从人权观点

而言，国家必须是保证人人享有人权的义务承担者。人权体系认为国家负有尊重、

保护和落实人权的积极义务。24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关于人权的

__________________ 

 24 这种句子似乎来自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E/CN.4/Sub.2/19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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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评论中就使用了这些原则，其中包括教育权；保健权；供水权；工作权；

和社会安全权。25
 

135.  第二个需要得到政策关注的要素是生产和消费体系。至关重要的是，应严

格审查具有主导地位的生产体系以及建立支持实现各项权利和性别平等以及生

态完整性的新生产体系。 

136.  这种替代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要素是需要对社会生产、投资和消费给予

更大注意(Elson，2011 年)。这是指营利机构和非营利机构的生产，例如合作社、

社区企业、社区森林和灌溉系统的管理以及社区厨房和保健中心的生产。尽管国

家可能积极从事其中一些安排，但它们不是唯一的行为者。采用这种混合体系的

好处是这种体系能回应所有人的需要和需求，不论其收入和财富。“时常认为，

私营生产更能符合消费者的需要，但这种生产只为了满足有钱的消费者”(Elson，

2011 年)。重要的是，社会生产不仅要符合生产者的权利和利益，也要符合使用

者的权利。这需要加强使用者的权利和建立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的直接联系。 

137.  社会生产和投资对生产足够的公共商品至关重要，这表示这些商品将惠及

并不直接使用这些商品的人：教育、公共卫生、良好的公共交通运输、供水和卫

生以及清洁能源系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可持续的气候是一种重要公

共商品。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是可持续的照护系统也是一个重要公共商品

(Folbre，2001 年)。大部分这类照护都是在无酬的基础上提供的(Budlender，2010

年)。不过，有酬照护服务也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和就业中日益重要的部分，特别是

在妇女就业方面(Razavi 和 Staab，2010 年)。26
 提供照护服务——不论是通过家

庭和社区无酬提供，或通过市场和雇有照护人员的公共部门提供——都是向所有

人提供福祉的重要部分。当照护工作得到体面报酬和保护时，它能满足照护工人

的利益，也能满足服务使用者的利益。它也能减轻妇女和女童作为无酬照护者的

负担。 

138.  今日，照护经济已大都脱离不断进行的关于绿色经济的辩论。部分问题是

经济学家如何看待增长。根据一般增长模式的标准，发展进程仅仅是一项资本累

进和生产力增长的进程。尽管近代增长模式的确纳入了一些人力资本和实物资

本，但人力资本却很少被作为投资的一部分得到重视。27
 此外，虽然为增长提

__________________ 

 25 见 E/2000/22 和 Corr.1，附件一，第 13 号一般性意见；E/2001/22，附件四，第 14 号一般性意

见；E/2003/22，附件四，第 15 号一般性意见；E/2006/22，附件 C，第 18 号一般性意见；和

E/2008/22，附件七，第 19 号一般性意见。 

 26 有酬照护工作包括工作人员需要为接受者发展人的能力提供面对面服务的职业。“人的能力”

是指对本人或他人有用的健康、技能或倾向，其中包括身体和精神健康、身体技能、认知技能

和感情技能，例如自律、同情和关心等。照护劳动力包括教师、护士、儿童护工和治疗师等

（England、Budig 和 Folbre，2002 年）。 

 27 两种重要例外模式是 Braunstein、yan Staveren 和 Tavani (2011 年) 和 Seguino (2010 年)这两份

文件中提出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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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解决办法几乎都要求作出技能投资，但这种呼吁受到需要提高正规教育的限

制。这种增长和发展办法忽略了大量无酬和有酬照护工作，这些工作维系着人一

日复一日和一代复一代的生存。 

139.  一种能够支持照护经济的政策是转向采用照护密集或社会服务密集的活

动，这对环境也有裨益，因为提供照护通常不会大量使用环境资源(Jackson，2011

年)。在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是妇女和男子的最大雇主，而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

也日益成为生产力增长的重要推手。不过，服务业高度不平均。在新兴经济体，

附加值高的服务(例如，信息和通信技术)一般比它们的附加值产生非常有限的就

业机会(贸发会议，2010 年)。与照护有关的服务——除了它们的附加值外 - 都是

劳力密集的服务，也是妇女的传统就业来源，因此，增加了妇女就业机会的机会。 

140.  政府越来越认识到这种潜力。例如，在大韩民国，自 2000 年以来，政府为

照顾儿童提供政府津贴和为老年人普遍提供长期保险的方式，大幅增加社会照护

经费。这些做法以及为支持照护经济采取的其他社会政策措施，例如法定育儿假，

都被视为是通过国家、市场、家庭和社区之间更加公平地重新分配照护责任的方

式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Peng，2012 年)。 

141.  另一个例子是巴基斯坦的“女保健人员”方案，这个方案将家庭和保健服

务建立起有力的联系，特别是为行动不便的农村妇女建立这种联系。这个方案也

成为该国妇女的一个主要雇主，因为在该国妇女的就业机会相当有限。受雇的妇

女在合格医生的指导下，在距离最近的初级保健中心接受为期 15 个月的培训。

随后她们能在家中执业，接待社区成员、举行会议和存放基本药品，包括避孕用

品。女保健人员每周工作平均 30 小时。这个方案是这些妇女定期得到可预计的

收入的重要来源。它还加大了妇女的流动性，并增进了职业妇女的能见度和公信

力(Khan，2014 年)。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被视为是作出积极改变的催化剂以及通

过国家支助的扩大保健职业增强权能的来源。不过，应该注意到，这些工作人员

的收入低于国家最低工资。 

142.  巴基斯坦女保健人员在工资方面的经验完全不是独一无二的。照护行业的

特点是收益相对低，并在工资上被认为是“照护处罚”。照护处罚是指照护工人

的工资有系统地比需要提供类似级别技能和教育的非照护工作的工资低(Budig

和 Misra，2010 年；England、Budig 和 Folbre，2002 年)。20 几个发展中国家小

学教师和护士能够相互比较的薪金显示，许多小学教师和护士在 2009 年的薪金

都接近贫穷线(Chai、Ortiz 和 Sire，2010 年)。对照护行业工作人员的工作规定和

条件需要作出更好的监管和改善(Folbre，2006 年)。这需要国家进行有效的监管

和监督，但需要建立公众对这种服务的信心以及维持其适当融资的照护工人组

织，并且照护使用者组织也需要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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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在提高妇女在服务行业就业的机会的政策中，特别是增加妇女从事与照护

有关的职业的政策，必须包括解决劳动力市场整体性别隔离以及这类工人工资相

对较低的政策。缺乏这种政策会使妇女限于承担少数几种职业，并会加剧职业的

隔离。因此，对照护行业的公共投资需要同时采取减少职业和行业隔离的政策，

并改善这类工作的工资和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对妇女开放更多的选择。要真正地

可以持续，对照护需要和对性别平等采取的经济战略也必须使照护工作成为体面

工作。因此，国家必须带动这种转变，从基于市场的和大都非正规的以及剥削性

的“自愿”提供照护的战略转向到培育专业照护和具有体面工资的战略(社发所，

2010 年)。 

144.  为此采取的一项重要步骤是国际劳工组织《家政工人公约》(第 189 号公约)。

这项公约在 2013 年 9 月开始生效，在历史上首次将基本劳工权利扩大用于大约

5 300 万家政工人，其中 83%都是妇女，而许多人还都是少数族裔(劳工组织，2013

年)。至今，已有 14 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并在其中 9 个国家开始生效。尽管使

更多国家批准这项公约显然是优先工作，但也应该认识到，其他国家也已采取重

要步骤监管家政工人和确保这些处境不利的工人得到体面的工资和良好的工作

条件。在纳米比亚，不同于许多国家，该国家政工人受到劳工立法的监督，同样

享有就业保障、周休和产假等权利(劳工组织，2013 年)。不过，落实这些权利依

然是一项挑战。为了解决这项挑战以及为了加快批准这项公约，纳米比亚政府在

2012 年设立了薪资委员会，对家政工人新的最低工资作出建议并对其他工作条件

进行调查(Hammerton，2013 年)。 

145.  在环境服务和照护服务之间有一些共同因素。这两种服务基本上都在传统

市场领域之外，但它们都越来越商业化，其市场价值也无法真正反映它们的社会

价值。在一个相关的意义上，它们都是具有积极外部因素的公共商品，这些外部

因素使市场机制无法在经济上有效裁定这些服务的使用状况。由于这种市场机制

的失效，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在受到目前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种刺激下，有可能遭

到过度使用。 

146.  这些状况显示国家需要采取行动，对市场进行监管，以便更公平和更准确

地设定生态系统服务和照护的社会价值，并提供具有公共商品性质的这些基础设

施和服务并对其进行投资。不进行这种干预，市场运作就会缺少生态和照护服务，

这种短缺最终会造成危机的出现。 

 E. 扩大绿色经济纲领 
 

147.  正如近年来显示的多种危机，居于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对社会、环境和甚

至对经济可持续性都造成严峻挑战。目前的经济模式一直局限于减少性别不平等

和推动实现人权。决策人员需要沿着可持续性和性别平等能在其中相互促进的新

途径推展经济和引导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各项政策的目标必须是在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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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框架政策内，创造提供体面工资和工作条件以及提供社会保障和具有发

展前景的绿色工作。 

148.  在创造绿色经济的环境中，目前推动绿色工作的努力时常忽略了向妇女提

供体面工作和可持续生计的潜力。如果要扩大绿色工作机制的范围和影响，这些

机制就需要更加包容妇女和更加达到两性平等。这意味着务使绿色增长政策能使

妇女而特别是贫穷和边缘化的妇女更加容易在可持续的低碳产业中得到优质工

作。结合绿色经济和照护经济的潜力大都未被尝试，但如给予适当的资源和支持，

它能成为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重要战略。 

149.  要使这项战略能够推动性别平等和人权，扩大妇女的能力以及认识、减少

和重新分配照护工作将成为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摆脱目前的消费和生产模式需

要强调通过营利机构以及各种应对人们的需要和需求而与其收入或财富无关的

非营利机构参与其中的混合系统进行社会投资、生产和消费。主要优先工作是对

各种公共商品作出投资，包括保健、教育、粮食、水和卫生以及可持续能源等，

以及建立有力和两性平等的照护系统，以确保社会可持续性。 

 

 四． 粮食安全和性别平等 
 

 

 A. 导言 
 

150.  在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中，实现粮食安全是其中的关键。人们有能力实

现他们的食物权，喂饱自己，是今日关键之事，同样至为关键的是，未来世代也

有能力行使他们的食物权。要结束营养不良和饥饿就需要集中力量于农业及粮食

生产体系及其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全球和国家经济结构

和政策。要达到这项目标，也需要分析具体社会关系，包括制约个人和家庭获得

食物的不平等两性权力关系。 

151.  自 2007 年粮食危机以来，饥饿和营养不良这两个问题又重新获得世界领导

人的注意，但这种挑战根植于长期以及短期的政策失效。本章讨论粮食安全问题，

认为粮食安全是以性别平等为其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部分，因为免于饥饿是

一项人权，并且得到适当的营养属于一种基本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就不能得到使

生活能够充实的许多其他机会。妇女和女童的食物权尤其必须得到支持。 

152.  食物权在 1948 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大会第 217A(III)号决议)中首次

得到承认，并随后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见大会第 2200 A (XXI)

号决议，附件)中进一步得到引伸。这项国际公约重申食物权及可提供性、可获得

性和可利用性这三项要素以及人人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委员会发表的第 12号一般性意见解释了适当食物权的规范性内容(公约第 11条)，

强调了文化适当性、营养足够性和持续获得性等各项要素的重要性，并概述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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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国际社区在加强食物权方面的义务(见 E/2000/22 和 Corr.1，附件五，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 

153.  1996 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10 通过的粮食安全定义指出需要优先达到粮食

安全，系指人人随时都能从物质、社会和经济途径获得充足、安全和富有营养的

食物，满足饮食需要和口味，以便能过上积极健康的生活。粮食安全的四个组成

部分或支柱是粮食供应；经济、物质和社会获得食物；粮食的使用；和这三项要

素的长期稳定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成果文件进一步加强了食物权(大会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第 108 段)和指出“需要促进、加强和支持既可增强粮食安

全，消除饥饿，又具有经济可行性的更可持续的农业，包括作物种植、畜牧、林

业、渔业和水产养殖，同时保护土地、水、动植物遗传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增强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能力”(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第 111

段)。 

154.  过去 20 年间虽然在减少发生饥饿和营养不良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目

前在粮食消费和生产方面的趋势却对实现可持续的粮食安全的前景感到忧虑。以

前形式的营养不足和营养不良状况持续存在，而新的营养不足和营养不良形式正

在出现。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影响到粮食生产，特别是对粮食不安全的大多数家

庭产生影响。同生物燃料和新的财务机制的竞争造成全球谷物市场价格波动的同

时，外国投资者对农地的需求殷切有可能使小农和牧民无法获得维持生计所需的

土地。 

155.  目前应优先对遏制饥饿和营养不良作出投资的辩论都局限于生产和人口之

间的不平衡——或全球性短缺 - 的问题，而不是个人无法获得质和量都充裕的粮

食的问题。许多国家和全球政策制定者及研究人员都呼吁到 2050 年增产粮食

70%，以便喂养届时全世界 90 亿人的估计人口。重点是关注全球整体状况，而不

是只关注个别国家和国家以下团体的状况。这种论点主导了公众以及学术界和公

共政策的辩论，认为饥饿是生产短缺造成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人口过多、战

争和干旱等因素造成的，气候变化和增加生物燃料的生产更加重了对这些因素的

压力(Tomlinson，2013 年)。 

156.  粮食生产显然是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但它不是唯一的因素。Amartya Sen

指出，30 多年前，饥饿是“没有足够食物吃，而不是吃的食物不够”的问题(Sen，

1982 年)。粮食安全取决于是否能够得到粮食。在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情况下，

粮食生产者和粮食购买者都可能不易获得粮食。必须分析难以获得适当数量和质

量粮食的原因，并据此制定关于粮食安全的政策纲领。粮食安全必须作为公共商

品看待，各国必须确保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中提供这一商品。 

157.  性别分析对了解造成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原因至为重要，因为妇女在粮食体

系中发挥关键作用：食物的生产、加工、准备、消费和分配(粮农组织，2011 年)。

http://undocs.org/ch/A/RES/00/22
http://undocs.org/ch/A/RES/66/288
http://undocs.org/ch/A/RES/6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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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妇女遭到歧视，并时常在这些作用中的谈判能力有限。当性别不平等与其

他各种不平等交织在一起时，歧视更得到了加强。在家庭和更广泛的社会中，性

别关系决定了供消费之用的食物的分配和取得。性别不平等决定了生产食物所需

的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取得以及家庭收入用于食物和其他粮食安全要素如健康的

分配情况。性别关系还决定了改变中的市场条件对粮食生产和分配产生的后果。 

158.  将粮食安全的挑战作为生产和人口之间的不平衡问题来对待，这掩盖了本

地和全球粮食市场受到性别影响的复杂动态关系、家庭内的食物分配情况和造成

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生产体系。没有妇女在粮食体系中的能动力和决策以及不认识

到和克服她们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受到的制约，就无法取得可持续的粮食安全。

政策挑战是评估生产者对粮食安全以及重新引进人权和有权获得食物的性别观

点问题的办法，将其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加强这种观点，本章

重点指出导致粮食不安全的多层面结构因素——从家庭到全球因素，其中包括两

性权力关系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它提请注意作为结束饥饿的优先工作来解决这些

制约所需采取的政策。 

 B. 粮食不安全状况：最近的趋势 
 

 1. 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状况持续存在 
 

159.  千年发展目标到2015年将全球饥饿人数减少一半的目标1被认为并不十分

过分。监测这项目标的进展情况显示在 1990-1992 年和 2011-2013 年期间持续下

降，营养不足的人口比例28
 从 18.9%下降到 12%。因此，约有 8.42 亿人或每 8

人中有 1 人营养不足(粮农组织，2013 年 c)。不过，这低估了饥饿和营养不良的

严重程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指出，全世界 26%的儿童或每四名儿童中

就有一名儿童发育迟缓——这是长期营养不良出现的症状，营养不良破坏了儿童

的心身发育。29
 目前估计，有 20 亿人患有微量营养素缺乏症，例如欠缺维生素

A、鋅和铁(Von Grebmer 和其他人，2013 年 a)。由营养不足和缺铁及其他微营养

素造成的贫血状况影响到全世界 42%的孕妇，造成孕产妇死亡和婴儿出生体重不

足(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2008 年；儿基会，2008 年)。 

160.  卡路里摄入不足的总体数据反映了一年中摄入营养的平均数，因此，它没

有体现各个区域、国家以及特别是国家以下群体不均衡的状况。进行粮食安全评

估得到的调查数据呈现出一幅明确的图像，显示家庭难以满足它们的食物需求。

这些调查发现世界各地都有严峻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即使根据总体粮食供应量认

为粮食不安全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美国 2012 年进行的家庭粮

__________________ 

 28 食物能量摄入量没有达到最低标准的人口比例。这项指标衡量国家一级粮食不安全程度，它是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设定的指标。 

 29 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儿童信息》，请查阅 http://data.unicef.org/nutrition/malnutrition

（2014 年 5 月 8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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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调查发现，在所有家庭(1 760 万户家庭)中，14.5%的家庭报告有粮食不安

全的状况，曾发生过无法向家中每一名成员供应足够的食物。而在这 1 760 万户

家庭中，700 万户家庭的粮食安全程度非常低(Coleman-Jensen、Nord 和 Singh，

2013 年)。由妇女单独一人养育子女的家庭占所有粮食不安全家庭的 35.4%，而

男子单独一人持家的比例仅占 23.6%。调查显示，肤色不同的妇女尤其处于不利

地位(Coleman-Jensen、Nord 和 Singh，2013 年)。在南非，2012 年进行的家庭调

查发现 22%的家庭(占人口 26%)得不到足够食物(南非统计局，2013 年)。这与粮

农组织调查存在营养不足情况的指标数相差极大，该指标数显示，南非在

2010-2012 年属于这个类别的人数极少(低于 5%)(粮农组织，2013 年 a)。 

161.  此外，一种营养不良的新形式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各个区域国家的紧急挑战：

肥胖。肥胖作为营养不良的一种形式，时常与营养不足同时存在，来自于从本地

传统饮食改为盐、糖和脂肪越来越多的加工食品饮食的缘故。肥胖会增加引起心

血管疾病和许多癌症的风险。全球所有区域发生体重过重和肥胖并存的情况都在

上升，1980 年至 2008 年，成人的发病率从 24%上升到 34%。儿童中肥胖的发病

率上升得更快，在同一期间，从 6%加倍为 12%(粮农组织，2013 年 b)。在同一户

家庭中，体重过重和体重不足的情况能同时存在，在印度和菲律宾等营养不足人

数多的国家，这种情况正在上升(粮农组织，2006 年)。 

 2. 查明粮食不安全 
 

162.  粮食不安全集中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两个区域合在一起约占全世

界营养不足人数的 60%(粮农组织，2013 年 a)和占四分之三发育迟缓的儿童(儿基

会，2013 年)。尽管南亚取得的进展至为可观，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却步伐缓慢，

罹患营养不足的总人数最近才刚开始下降。 

163.  不过，粮食不安全受到严重关切的国家并不限于这些区域。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例如，危地马拉、海地)、东南亚(例如，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东

帝汶)和中亚(例如，塔吉克斯坦在)的一些国家都被列入 2013 年国际粮食政策研

究所的全球饥饿指数内属于“严重”、“担忧”或“非常担忧”的 56 个国家之中(国

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13 年 b)，这个指数综合衡量营养不足、儿童体重不足和儿

童死亡率的状况。在危地马拉，全国营养不足的人数在 1990-1992 年至 2010-2012

年间几乎加倍，从 16.2%上升到 30.4%(粮农组织，2013 年 a)。此外，5 岁以下土

著儿童的营养不良比率几乎是非土著儿童的一倍(65.9%比 36.2%)(儿基会和中央

财政研究所，2011 年)。尽管在印度的调查显示，在同一期间营养不足的儿童人

数下降三分之一，从 26%下降到 17%，但更详细的数据显示，男童和女童发育迟

缓以及出现其他营养不足、体重不足和贫血的状况持续存在，挥之不去，影响到

四分之一到一半以上的人口(粮农组织，2013 年 a)。由于国家和全球数据至为有

限，这意味着有关饥饿的性别层面信息非常少(见方框二)。 



A/69/156  

 

14-57603 (C) 46/111 

 

164.  饥饿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估计占全球饥饿人数的 80%——小农(50%)、

无土地的劳工(20%)和依靠放牧、捕鱼和森林资源维生的人(10%)(开发署，2005

年)。粮食生产者及其子女挨饿的谬情发生在南非商业农园的女性农工及其子女身

上，她们普遍处于粮食无保障的状况。面对生产成本螺旋上升，商业农场主对劳

动力精打细算，“毫不手软地设法节省劳动力成本”；这对女性农工能否得到有酬

工作以及对她们的低工资都产生严峻影响。30
 在其他各处，妇女也受到粮食不

安全的不成比例的影响。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妇女都

体重不足(Von Grebmer 和其他人，2013 年 a)。饥饿与其他各种脆弱性和排斥行为

重叠发生。在印度，这集中于低阶种姓和在册部落的妇女，她们都属于两个底层

财富阶层以及生活在农村的妇女(Gillespie、Harris 和 Kadiyala，2012 年；粮农组

织，2011 年)。 

 

方框二 

关于粮食安全的数据：主要障碍 

 数据差距对性别分析以及对监测食物权的落实都构成重大障碍。例如，在

最常用的和收集的国际数据系列中，5 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足和体重不足的比例

的数据几乎都不按性别分类。在国家层面，只对国际可比较的有限指标收集按

性别分类的数据，例如体重和某些微营养素缺乏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制定了一组广泛的指标，用于确定粮食

安全的多种决定性因素(粮食供应、经济条件、实际获得、使用权、脆弱性)和

成果(获得粮食、使用权)(粮农组织，2013 年 a)。不过，在 40 个指标中，只有

1 个指标可被视为是性别指标：孕妇贫血。为了评估妇女实现食物权的状况，

应该列入按性别分列的决定其粮食安全的要素，例如妇女获得土地和其他资源

的情况、用时和决策能力。 

 此外，为全球总体情况也完全制定了关于粮价和市场的经济数据：监测和

公布世界市场每月玉米、稻米、糖和其他商品的价格。这对了解总体市场状况

具有价值。不过，在很少进行前后一致的监测而对了解人们获得粮食的情况至

为重要的领域，需要有更多分类的信息，这包括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价格以及

收入与价格之间的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 

 30 例如，见 Fatima Shabodien, “Women farm workers dying for food”, Oxfam online discussion essay 

series on making the food system work for women (2012), 请查阅 http://blogs.oxfam.org/en/blogs/ 

women-farm-workers-dying-food (2014 年 7 月 18 日查阅)。 

http://blogs.oxfam.org/en/b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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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粮食安全的结构性制约和决定性因素 
 

 1. 粮食充裕的悖论 
 

165.  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饥饿都被视为是国家和全球层面供应短缺的问题。

例如，1974 年举行的世界粮食大会将粮食安全定义为：“任何时间世界都有基本

食物的足够供应，足以维持持续扩大的粮食消耗和抵消生产和价格的波动”(联合

国，1975 年)。 

166.  不过，即使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全球产量增加和食物价格下降的时代，

依然存在着饥饿现象，这种粮食安全的观点遭到许多粮食安全和政策专家的挑战

(Hoddinott，1999 年；Longhurst，1988 年；Sen，1982 年)。因此，饥饿越来越被

认为是分配和获得的问题，而不只是一个生产和供应问题。Amartya Sen 提出的

解决饥饿和饥荒的权益办法(Sen，1982 年；Drèze 和 Sen，1991 年)以及国际人权

规范建议的办法都为基于人权解决粮食安全的办法提供了知识和道德基础。Sen

认为，即使有充裕的供应，也会发生饥荒，因为个人和家庭失去获得食物的手段

(权益)。有三种获得食物的手段或权益得到确定：工资交换、自行生产和社会转

让，这也适用于饥饿和营养不足普遍存在——或根深蒂固和持久存在——的情况

下(Drèze 和 Sen，1991 年)。 

167.  获得良好营养的能力不仅取决于获得食物及其享用，也取决于其他各种能

力，例如身体健康、拥有知识、对家庭的决策有发言权等。饥饿和营养不足取

决于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这些因素影响到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消费和享

用质和量都足够的食物。获得食物的稳定性是另一项关键因素(Drèze 和 Sen，1991

年)。 

168.  家庭收入、国家收入和经济增长是达到粮食安全的重要动力。食物花费占

去贫穷线以下的低收入家庭近一半或超过一半的家庭支出。丰富的生产迫使国内

供应和进口食物的价格下降。但两者之间的连接不是自动的：在富足的悖论中，

尽管有大量和越来越多的生产和收入，但饥饿和营养不良却持续存在。第 171 段

至 173 段阐述的三种趋势说明了这种悖论。 

169.  第一，粮食生产在所有区域都超过人口增长的步伐，31
 并且过去 20 年间，

全世界每人拥有的粮食都有了增加。在国家层面，足够的粮食供应与出现营养不

足的状况密切相关——后者是根据卡路里供应量建模的估计结果。但供应量与其

他营养指标无关，包括发育迟缓(粮农组织，2013 年 c)。有足够食物能量供应量

的国家可能会有严重发育迟缓的状况，例如孟加拉国、加纳和尼泊尔。这种持续

存在的营养不良状况时常是被消费的食物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的缘故。但这也可能

反映出国内和家庭中的食物分配不均。 

__________________ 

 31 设定 2004/2006 年为 100 的粮食生产指数在 2012 年为 118.0，而在 1994 年为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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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第二，饥饿和营养不良持续存在，后者更以肥胖的形式在美国等富裕国家

以及在南非等中上收入国家上升。这种营养不良状况上升显示出家庭获得食物的

能力在目前收入分配、价格水平、社会转让和营养食物的实际存在方面的差距，

而营养食物的供应正越来越受到全球食品工业和超级市场链的驱动。随着人们日

益依赖购买加工食品来取代传统含纤维、矿物质和维生素多的食物，摄入的饮食

正在改变。中等收入国家，例如加纳、危地马拉、纳米比亚等国，遭到曾经是最

严峻的饥饿问题。这种状况在危地马拉有所恶化，其 2013 年的全球饥饿指数比

1990 年的指数更糟（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2013 年）。 

171.  第三，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家庭收入是获得食物的主要手段，但自 1990

年以来营养不足人数的减少(9 个百分点，从 24%下降到 15%)并未与收入贫困的

减少(23 个百分点，从 47%下降到 24%)步调一致。此外，通过多国分析显示，高

度贫穷与营养不足的人数多有关，但其差异很大。在考虑到发育迟缓和微营养素

缺乏症时，收入多寡和饥饿之间并无关联就更为明显。例如，加纳在减少发生家

庭收入贫穷和卡路里摄入不足方面都取得了快速进展。但营养不良的状况持续存

在，2011 年发育迟缓的病例仍影响到近四分之一 5 岁以下的儿童，尽管这比 1994

年发育迟缓的儿童占儿童人数的三分之一已有改善(粮农组织，2013 年 c)。 

172.  尽管家庭收入有了改善，但营养不良持续存在，这时常是基本健康状况和

环境条件，例如没有清洁饮用水和卫生环境，以致未能善用食物造成的(粮农组织，

2013 年 c)。但对结构性制约进行性别分析之后，还可能显示出其他理由，特别是

有营养的食物在家中分配不均的问题(Drèze 和 Sen，1991 年；Harriss，1995 年)。 

 2. 粮食安全和性别平等 
 

 (a) 性别平等、权利和能力 
 

173.  纳入食物权和权益办法中的是能动力和平等原则。正如权益办法侧重于个

人失去获得食物的手段所造成的饥饿，食物权“不是得到最低卡路里口粮的权

利……或被喂养的权利。它是关于得到自己喂养自己的权利的保证……”(De 

Schutter，2011 年)。人权概念中固有的观念是个人满足这种营养需要及其达到这

种需要的能动力的选择。个人获得营养食物的能力因此与其能力和权利的其他方

面密切相关。 

174.  允许将个人而非整体(例如，国家、社区、家庭)作为侧重点，人权观点就

能用于粮食安全的性别分析。这能开始研讨家庭中按性别和年龄作出的食物分

配、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以及社区粮食的生产、管理和决策。 

175.  妇女在粮食生产和家庭食物管理中的关键作用以及两性关系对粮食安全的

重要作用已有大量文件记录(Agarwal，2012 年)。几十年来各项研究结果明确显示，

妇女作为生产者在能够获得土地、共同财产资源、机械和牲畜、信贷和其他金融

服务及改善的投入等生产性资产方面都遭到不平等的制约(Agarwal，2012 年；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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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组织，2011 年)。“制约结构”(Folbre，1994 年)和妨碍妇女的决策力量及控制

资产和收益的不平等状况大都来自社会和经济体制，特别是：(a) 歧视性法律、

社会规范、价值观和不平等地分配权利和责任以及取得资源的作法；(b) 将无酬

照护工作和无酬家庭农业劳力的重担不平等地加诸在妇女和女童肩上的性别分

工；(c) 在劳动力市场限制妇女获得体面工作的性别歧视；和(d) 基于性别的在私

有和公共领域随处可见并限制妇女和女童决策力量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如下所

述，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制约在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中更得到了加强。 

176.  这些妇女面对的有系统不利条件与其他基于低收入、群体特征(族裔和种族)

和所在位置的不平等和排斥形式交叉存在。例如，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土著妇女在

她们获得土地和住房方面可能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Hernández Castillo，2002 年)。

同样，种姓阶层低的妇女常常受限于从事劳动力市场工资最低的工作

(Harriss-White 和 Gooptu，2001 年)。 

177.  这些交叉性和结构性的不平等妨碍了妇女获得足够食物，不论通过以下何

种方式：自行生产、通过收入购买食物的能力或有效诉求社会转让的能力(例如，

现金转让或提供实物)。除了这三条途径之外，家庭中的食物分配情况能将女童和

妇女置于不利地位——得到比男子和男童少和质量低的食物——这种情况特别

发生在南亚(Harriss，1995 年)。有力的社会规范和潜规则造成了这些家庭内的转

让。然而，问题是当这些规范和潜规则不具公平性时，妇女无法申诉她们的人权，

因为问责机制并不存在，并且时常也没有纠正的办法(Elson，2002 年)。 

 (b) 农村生计和以性别划分的制约结构 
 

178.  小农自行生产是世界许多地区粮食安全以及整体生计的重要来源。农业仍

占南亚总就业人数的 47%(2010-2012 年)和占有统计数字的大多数撒哈拉以南国

家 50%以上，尽管这个行业对国内总产值的贡献不多(南亚占 18%和撒哈拉以南

非洲占 14%)(世界银行，2014 年)。 

179.  与高收入发达国家发生的从农业过渡到制造业(和过渡到服务业)的经典过

渡方式不同，在目前全球化的状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制造行业无法吸收被迫离开

农业的劳动力(社发所，2010 年；Li，2011 年)。在此同时，小农农业作为可行的

生计基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导致严重的农村贫穷和人力外流。在环境退化

的情况下，时常是男子在出现困难时离家出外工作，留下妇女耕作产量日少的土

地，同时还要维持家庭和家人的生活(Skinner，2011 年)。沿着各种环境驱动力，

如下文所指，这项进程中的另一个要素是政策环境的转变，其中自由化的政策导

致公共投资的撤离和对农业支持的停止。 

180.  妇女在实现粮食安全方面遭到长期存在的制约之外，还同时遭到新的制约。

许多制约都是系统性的，与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国家不再支持提供改善的技术、

信贷、投入和市场有关。其他制约与社会结构及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包括不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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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权利、薄弱的家中谈判地位和不能公平地取得资源和进入市场(粮农组织、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国际劳工局，2010 年)。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农人时常在

边缘化的环境中在小农场作息或工作和/或作为佃农。历史上对妇女土地所有权—

—通过继承、购买或经由土地改革方案 - 的体制化制约都有记录可考，这种制约

现在还在持续(Jacobs，2010 年)。尽管没有全球性的数据能够说明在获得和拥有

土地方面的性别不平等情况，但目前一些国家在土地所有权上的性别差异显示出

世界不同地区有巨大的差距：在尼泊尔，妇女拥有土地的比例只占拥有土地的农

家的 14%；在中国，70%没有土地的务农者都是妇女；在肯尼亚，只有 5%登记

的土地所有人是女性；在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男户主拥有的土地超过女户主拥

有的土地一倍以上(Agarwal，2012 年)。 

181.  最近对三种不同区域状况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厄瓜多尔、加纳和卡纳塔克邦

(印度)三地个人资产的数据，以说明在土地所有权方面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在厄

瓜多尔，妇女占全国土地所有人的 52%，在加纳占 36%，在印度卡纳塔克邦只占

20%(Doss 和其他人，2011 年)。从这些情况呈现的差异表明婚姻和继承对妇女土

地所有权产生的强烈影响。厄瓜多尔有“部分共有财产”的婚姻制度，这意味着

除了继承的财产之外，配偶任何一方在婚姻期间购买的财产均属双方共有。加纳

和印度卡纳塔克邦采用“财产分开”婚姻制度，规定在婚姻期间购买的财产归属

购买的一方所有。在厄瓜多尔，子女均可继承土地，而在加纳和印度，大都由男

孩继承。此外，从同样这三种情况调查的结果显示，妇女的土地所有权与其参与

农作决策(耕种何物、出售多少、使用何种投入等)的程度有关(Deere 和其他人，

2013 年)。因此，当妇女拥有土地时，似乎对她们生产何物以及她们是否用它满

足家庭的食物需要拥有更大控制权。 

182.  最近几十年间，除欧洲外，在所有区域妇女务农的比例一直都在增加，在

亚洲已经达到 43%(大都是男子——而非女子——放弃务农，改在其他行业寻找

工作)。妇女依赖农业甚于男子；在 2008 年的全部劳动力中，亚洲 57%的妇女和

非洲 63%的妇女都从事与农业有关的工作(Agarwal，2012 年)。更加具体地以粮

食生产而言，对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地区、印度和中国的时间使用情况调查显示，

如将耗用在粮食生产、加工和准备的时间归总计算，妇女的大部分劳力都用于烹

煮食物(Doss，2011 年)。不过，大多数妇女都耕作维生，并“困于低产量的周期”

(Agarwal，2014 年)。 

183.  妇女作为农业生产者具有重要地位，她们的工作对国家农产产生积极影响。

许多人可能都认同“妇女生产世界 60-80%的粮食”的这种说法，但这无法凭经

验加以核实(Doss，2011 年)。但是，统计上的数据“掩盖了复杂的基本事实，那

就是妇女用于农业的劳动力无法与她们用于其他工作的时间清楚分别开来；没有

办法与男子的劳动力分别开来；妇女用于农业的劳动力也没有办法得到适当了

解，除非了解她们在获得土地、资本、资产、人力资本和和其他生产资源上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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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Doss，2011 年)。需要有更好的数据，这不仅是为了了解女性农人对粮食生

产的贡献(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重大的贡献)，也为了了解她们面对的各种制约，

以便制定直接解决这些制约的政策。 

184.  气候变化对两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已使

依赖农业维生的妇女处于不利地位的各种制约。妇女拥有土地所有权不稳定的状

况意味着她们有时被迫在产量较少的土地上工作，并被排斥在农业培训之外。较

少预测得到的降雨、更加频繁的洪涝和干旱以及次数更多的歉收都意味着需要对

技术或肥料给予更多投资，这些都是妇女比男子更难得到的资源。农业推广服务

对帮助农民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发展更能适应气候的做法已经变得更加重要，但它

们对妇女提供服务的记录不佳。当农作变得更为劳力密集时，增加的工作在许多

情况下都落在妇女身上。与气候有关的健康风险进一步增加了妇女的无酬工作，

因为她们是家庭的主要照护者。这影响到妇女的健康和福祉，并减少了她们能用

于其他创收活动的时间。随着更少资产依赖他种收入来源和得到这种资源的程度

有限，气候变化对大多数粮食不安全的人而特别是妇女的影响极端不利，使其更

难逃脱承担产量低的工作、贫穷和粮食不安全的困境(Skinner，2011 年)。 

185.  对农家女性成员及农村、城郊和都市没有土地的劳工而言，食物权大都取

决于是否有足够的工资——Sen(1982 年)称之为“交换权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

性别隔离情况严重，妇女似乎比男子更会在工资低和没有提供适当社会保障措施

的行业工作。妇女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有酬工作，有时出于“万不得已”，这都与

负债增多或家庭其他成员失去收入有关(粮农组织，2011 年)。即使在相对较新的

行业，例如在拉丁美洲的智利和墨西哥以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肯尼亚和乌干达

等若干国家用于出口的园艺生产部门，妇女在随叫随到的临时工中，也占了绝大

部分(Barrientos 和 Evers，2014 年)。 

186.  尽管妇女的收入能作出关键性的差异，使其家庭摆脱贫穷，但非正规的农

村劳动力市场所具有的各种不利条件并不能使妇女拥有将其工资和收入换得体

面的生活标准，包括适当和可持续的食物供应。此外，对妇女控制她们的收入以

及决定如何使用也有与性别具体有关的制约(Kabeer，2007 年)。如果要使这种交

换权益能够运作，对监管低工资和非正规工人的薪金和收入作出努力是关键所

在。鉴于地方工会在农村地区的运作范围有限，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不过，

在乌干达，花卉女工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全世界妇女工作组织——的支持下，

成功展开了要求提高加班费、改善工作时间和自由结社的运动，尽管由于

2010-2011 年通货膨胀率高，她们的实际工资依然很低(Barrientos 和 Evers，2014

年)。 

187.  从性别观点而言，一个相关问题是家庭中的食物分配问题。这可能不易产

生政策影响力，但减轻对粮食不安全的家庭的压力，不论是否通过给予一般性收

入支助、食物津贴或学校餐点方案的办法，它都能减轻家庭中在分配食物方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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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偏见产生的不利影响。相反，当家庭无法获得充足食物时，这种偏见可能会得

到加强，对妇女和女童的健康和营养状况会产生严峻后果。因此，在目前食物价

格上涨的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削减食物津贴作为紧缩措施的一部分，这种

作法令人深感忧虑(Hossain、King 和 Kelbert，2013 年；妇女署，2014 年)。政府

和民间社会应进行一项范围广泛的工作，促使大家认识到妇女和女童的食物权，

并增强她们诉求这项权利的能力，在家庭分配食物时，要求不受性别偏见和歧视。 

188.  上述这些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制约，结合下节讨论的粮食体系和市场的变革

驱动的新挑战，将在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各种情况下，影响到粮食不安全的个

人和家庭。不过，它们将对小农造成特别严峻的影响，正如已经指出的情况那样，

这些小农也是粮食不安全人口中最大的群体。  

 D. 新出现的挑战：全球粮食体系 
 

189.  二十一世纪的粮食生产和分配体系与上世纪的体系明显不同，对粮食安全

而特别是对贫穷国家的贫穷家庭构成新的威胁，这时常会对两性产生不同的后果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2011 年；von Braun，2014 年)。 

190.  发生中变化的第一个理由是全球市场已经发生巨大变化。1970 年代、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呈现了丰富的生产和低廉的国际粮食价格，而目前的情况则是

上升和起伏波动的世界市场价格以及对生产的各种制约。对农业提供的发展援助

在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急剧下降，这种下降到 2000 年代才停止。在此同时，

国际金融机构建议发展中国家政府减少国家在农业和农业研究的投资范围。这已

造成收成低特别是热带农业收成低的现象和土地产量的下降。在同一时间，更开

放的贸易机会和农人提高市场走向已促使放弃种植更适宜本地生态和社会条件

的粮食作物，而改种需要购买投入的经济作物。在农业投入的公共供资减少的情

况下，农人特别是女性农人只能听任种子和肥料大公司、销售商和放款者的摆布

(Ghosh，2010 年)。这些因素已经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农业危机。 

191.  自 1970 年代以来享受了几十年的低价以后，世界粮食价格从 2000 年代初

开始上升，并在 2007-2008 年期间快速达到顶点。虽然国内价格并不一定反映国

际价格的趋势和价位，但 2007-2008 的价格飙涨导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粮食价格

的快速上升(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2011 年)。 世界市场价格的增

加因此威胁到贫穷家庭的粮食安全。例如，2011 年各种基本谷物的价格都有上升，

这意味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购买每公斤麦子的成本加倍，从大约 0.15 美元上升

到 0.30 美元——这对每日以略多于 1 美元过活的人来说，存在关键性的差异(von 

Braun，2014 年)。在贫穷国家的贫穷家庭中，食物是一笔大开支。在亚洲和非洲

有数据的国家中，在 2007-2008 年危机以前的 2000 年代初期，食物开支一般占支

出的 50%以上(例如，肯尼亚占 76%、巴基斯坦占 75%、菲律宾占 63%)，而西欧

和北美占 10%到 25%之间(例如，法国占 24%、美国占 18%、荷兰占 11%)(粮农

组织，2013 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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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尽管在理论上，高价格能增加收入和刺激生产，但在现实生活中，当农人

缺乏必要的投入和资源时，他们难以能够对这种价格刺激作出反应。此外，高价

格也不会轻易推倒农作门槛。家庭通过各种方法作出调整，以适应购买食物的能

力的下降，包括改买较便宜和种类较少的食物，而这类食物时常欠缺对孕妇和幼

童至为重要的基本维生素。对有数据的 11 个国家的研究显示，在 2007-2010 年期

间，其中 8 个国家营养不良的人数开始增加或营养改善的情况趋于减缓(von 

Braun，2014 年)。妇女扛起解决粮食不安全的沉重负担，时常为了其他家人减少

她自己的口粮，并使用更多时间准备和加工食物，这又加重了她们无酬照护工作

(Quisumbing 和其他人，2008 年)。粮农组织估计，2007 年至 2009 年间，营养不

足的人数约增加了 1.73 亿人(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2011 年，第 11

页)。 

193.  第二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气候变化可能会改变全世界的生产能力，从而影

响到产量和价格。各项研究一致指出对最脆弱环境中的农人产生的各种极端不利

后果(Nelson 和其他人，2009 年)。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2012 年)指

出，粮食安全的脆弱性既源于生物物理因素，也源于社会经济因素：“以前就存

在的脆弱情况在社会、经济和农业环境状况随着气候变化而更趋严重时，使穷人

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1975 年以来，各种灾难已经夺走了超过 220 万人的

生命，而与气候有关的暴风雨、洪水、干旱、热浪和其他与天气有关的现象占灾

难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的三分之二(联合国，国际减少灾害战略(秘书处)，2009

年)。 

194.  温度上升、降水模式改变和极端天气事件都会增加歉收、减产和虫害肆虐

及杂草丛生的可能性。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进行的状况研究作出预测，大多数粮

食不安全区域的麦子、稻子和玉米都会大幅歉收和减产：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Nelson 和其他人，2009 年)。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 40%以上的世界人口和 6.5

亿以上最穷和粮食最不安全的人住在这里 - 的旱地农业，特别易受气候变化和变

异尤其是旱灾影响。在世界一些地区，大量农业生产是在目前人口密度高的低洼

沿海地区进行。 在这些地区，特别是在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的主要威胁是盐

水入侵、海平面上升和洪水增加(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2012 年)。

假设不对气候适应作出投资，到 2050 年，儿童营养不良的人数可增加 20%，抵

消了前几十年取得的成就(Nelson 和其他人，2009 年)。这些后果可能对女性小农

特别严峻，因为她们最不具备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这大部分是由于她们在得到

信贷、信息和促进采取适应性生产战略的投入等资源方面所遭遇的制约(Agarwal，

2012 年；Quisumbing 和其他人，2008 年)。 

195.  气候变化以及高收入国家减缓排放的要求已导致生物燃料工业的兴起；生

物燃料的生产自 2000 年代初以来，已经急剧增长。例如，在 2000-2002 年至

2007-2009 年期间，美国和欧洲联盟(欧盟)的乙醇产量增加了 5 倍多，巴西也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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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倍以上。尽管欧洲联盟、美国、巴西、中国和印度是生物燃料的最大消费者，

但生产主要在美国和巴西两国，它们的合并产量占全球乙醇供应量的 75%，而欧

洲联盟利用油菜籽生产大约 80%的生物柴油。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

(2011 年)指出，这种发展“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大规模的公众支持：津贴、减税

和在汽油中强制添加使用，[这]在 2009 年……在欧洲联盟和美国达到约 80 亿美

元，——而同时它们减少了本国对农业生产的支持以及它们对贫穷国家的海外援

助”。 

196.  导致这种改变的第三个因素是粮食作为全球贸易的商品，已经结合到更加

复杂的金融市场，它不仅与燃料密切关联，也与金融市场的其他力量交织在一起。

2007-2008 年的价格暴涨与 2008 年的燃料和金融危机有关。尽管它们不是推动价

格的唯一因素，并且供求的转变也解释了许多对世界市场价格的向上压力，但许

多人认为，投机活动也可能在推动一些商品价格暴涨方面起到作用(Ghosh，2010

年；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2011 年)。 

197.  这种现象的第四个方面是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环境发生了不均衡的转变。

在二十世纪，通过各种政策干预措施、公共投资和价格支持及稳定措施，包括保

持储备库存的方式，全世界生产者得到本国的国家支持(De Schutter，2011 年)。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作为自由化和结构调整措施的一部

分，取消了这些干预措施。不过，农业政策的转变在经合组织国家并不剧烈，这

些国家继续维持对其农人的支持结构。发达国家惠及农人的出口津贴和农作收入

补助压低了世界市场的价格和对贫穷农人及贫穷国家造成不公平竞争。这种市场

压力可对粮食安全造成特别严峻的后果。 

198.  1994 年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设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和一系列

多边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对本国农业补助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农业协定中对扭曲

贸易的本国补助措施施加限制的规定一直争论不断。发展中国家一直对这些规定

提出质疑，指出这些措施与粮食安全和减少贫穷的目标大相径庭(De Schutter，

2011 年)。这项争论在 2013 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九次部长

级会议达到顶点，小农人数众多的 33 个发展中国家提出一项改革这些规定的提

案，要求同意政府能以合理的价格向本国生产者购买用于公共储备的粮食。 

199.  导致这种改变的第五个要素是，在世界粮食市场波动加剧和价格上升的刺

激下，时常被称为“圈地”的对农业土地的投资，自 2006-2008 年粮食和商品价

格上涨以来，一直快速增加(Borras 和其他人，2011 年；GRAIN，2008 年)。投资

者包括外国金融实体，例如对冲基金和分散投资组合的退休基金等，以及旨在保

障人民粮食供应的各国政府。这些投资一直是 1990 年至 2007 年间发展中国家每

年开拓约 550 万顷耕地的重要因素(Deininger 和 Byerlee，2011 年)。它们使贫穷

和边缘化的农人以及牧民难以保有他们的土地，并在许多情况下，导致他们失去

土地。这些农人，特别是妇女，拥有的土地权大都不稳定。他们可能世代都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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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土地上耕种，但由于没有登记或土地权属不明，时常被解释为只有使用权(粮农

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国际劳工局，2010 年)。对农业土地的大规模投资可

能积极惠及国内总产值的整体增长、国家粮食生产和创造就业机会。它们也可能

为农业部门打开新的市场和促成新的技术，这种作用也可能惠及小农(Deininger

和 Byerlee，2011 年)。然而，显而易见，它们对失去土地处于边缘化的农人产生

的后果似乎至为不利。此外，近代和历史的经验持续提供了失去土地对妇女产生

的不利影响的教训：对重新安置计划缺乏作出决策的力量；歧视性竞争；不得使

用她们极度依赖的共有财产资源；和她们的福祉和地位普遍恶化(见方框三)。 

 

方框三 

“圈地”造成的性别效应 

 虽然各国一直都以发展为名，使农村人民放弃他们的土地，但所谓的“圈

地”现在受到以前从未有过的注意。在全球层面的圈地行为正在增加；它们正

在改变性质；并正在产生重大的政治反对意见。估计数字显示，在 1980 年至

2002 年间，中国有 5 000 万人至 6 600 万人失去他们的土地，在印度，自 1947

年以来，约有 6 000 万人失去土地。过去 20 年间，这种失去土地的速度正在

增加，占世界不拥有土地的人的绝大多数(如果不是不拥有土地面积的人的绝

大多数)。在二十世纪，大部分“发展导致的流离失所”都是大型公共基础设

施和工业项目造成的，包括公共部门的水坝、矿场和重工业。在非洲、拉丁美

洲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国际农业综合企业、金融资本和外国都在购取大片农业

用地。 

 对全世界若干圈地和占地的个案进行研究之后显示，由于排斥和性别不平

等，大都只能得到少量和有限的成果。在有发展项目的情况下，失去土地的消

极后果经常发生，而不论项目类别和社会状况为何。首先，在研究的个案中，

没有一个妇女对项目的规划或谈判重新安置和复原方案的细节有任何决策权

力。第二，歧视性的补偿和重新安置几乎普遍表明妇女没有拥有土地的权利，

或在她们实际拥有这种权利时，破坏这种权利，而将赔偿的土地或地块分配给

家中男性户主。除了土地之外，国家也将其他形式的赔偿，不论是现金或工作，

交给男子，从而破坏了妇女对分配所得的影响。第三，在大多数农村环境中，

由于妇女的工作和收入最依赖公共财产资源，她们受到圈地的影响最大，这破

坏了共有土地，导致牲畜的丧失。第四，尽管失去土地和家庭暴力和酗酒之间

的因果关系仍不十分明了，但几乎在所有关于流离失所群体的研究中，都可观

察到家庭暴力和酗酒这两种状况的增加。第五，由于失去土地导致人们非自愿

地离开土地，国家时常使用暴力推动项目的进行，这造成妇女的身体安全处于

特别危险的状况。发展导致的流离失所的记录充满着性暴力和警察、军队和雇

用的打手侵犯人权的劣迹。最后，在所有案例中，妇女普遍认识到失去土地对

她们的福祉构成或最终造成的威胁，并在公开和秘密反对圈地的行动中发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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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 

 尽管也应该认识到这种后果对男子也普遍不利，但总体而言，不论妇女的

劳动力处于边缘化或在失去土地之后更易遭到剥削，在所有案例额中，没有一

个妇女的福祉和社会地位由于她们放弃土地的发展项目而有所改善。事实上，

在家庭中和家庭外与妇女工作有关的性别和社会关系的歧视程度似乎都在增

加。 

 这指出迫切需要维持和捍卫民主决定的公共商品的定义，限制强迫取得对

穷人而特别对贫穷妇女有普遍利益的公共项目所需的土地并将事先和知情的

同意作为需要土地的私有项目的先决条件。毫无疑问，这种同意必须得到受影

响群体每一名成员的认可(包括没有正式土地权的人)，而不是只得到家庭户主

的同意：这也有助于确保只有妇女能够预期会得到好处的项目能够得到进行。 

 

资料来源：Levien，2014 年。 

 

 

 E. 国家为保障食物权作出的努力 
 

200.  尽管认识到全球环境对实现食物权造成不利，但发展中国家政府确有政策

选择可选。对本国政府而言，当促进食物权的政策可能与宏观经济目标和国际贸

易规则发生冲突时，要优先关注人权就需作出各种困难的选择。(De Schutter，2011

年)。食物和营养政策部门对一些优先促进作为公共商品的粮食安全的核心政策达

成广泛协议：(a) 改变对农业投资的不足并对小农给予补助，例如，推动研究和

发展、投资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提供灌溉、负担得起的政府信贷和推广服务，

并确保它们惠及女性农人；(b) 在获得土地和农业服务方面排除性别歧视；(c) 强

有力的社会保护措施，以加强家庭购买力；和(d) 作出社会投资，改善健康和教

育，特别是妇女的健康和教育，并从而改善营养。如下所述，许多发展中国家正

在增加制定加大政府干预的措施。 

201.  目前，大家普遍同意，政府需要对能够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作出投资。落

实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指出，国家层面增加粮食体系复原能力的政策也

极有可能促进对气候的适应，认为增加用于适应措施的开支最好针对增加可持续

粮食安全的全面开支，其中对气候变化造成的特殊挑战给予特别关注。这种办法

与特定地区特别有关，应该运用农人包括女性小农的知识。高级别专家组(2011

年)已经指出，“没有小农的参与和发起，就没有环境上可持续的农业”。 

202.  推广服务常常未能有效地针对妇女，这需要彻底加以改革，在气候变化的

情况下，结合女性农人的具体关切，并推动知识和良好做法的交流。各国政府也

应利用这个机会排除妇女获得信贷和微额保险等金融服务的障碍，使她们能够在

环境发生变化时为保证获得食物改变耕作方法(落实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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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2012 年)。社区层面的良好做法，包括改善水的管理，例如建造更高效的灌

溉和水的收集、储存及使用系统；采用维护土壤湿度、有机物质和养分的做法；

和建立社区种子和谷物银行。例如，在马拉维，若干社区的女性小农已经发展出

克服食物严重短缺的战略。她们利用符合生态的耕作技术，使她们能够运用改变

中的降雨季节种植第二季玉米作物(Skinner，2011 年)。 

203.  在试图推动可持续的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做法时，需要调动妇女的能动

力和知识。妇女促进农业和自然资源管理变革组织是一个横跨 83 个国家的全球

性专业人员和农人网络，它为这项工作如何进行提供了一个重要例子。这个网络

专门致力于加强妇女获得资源和控制资源和使两性平等纳入农业政策。它在社区

一级工作，但也致力于使国家政策、方案和体制更符合农村妇女的需要和潜力，

并将她们更有效地结合到政策的设计、执行和监督。这类性质的论坛至为重要，

因为研究显示，轻易认定女性农人的利益完全符合地方和国家层面关于环境上可

持续的农业的政策会是一种误导(Agarwal，2014 年)。因此，妇女参与审议政策选

项是关键所在。 

204.  提供价格支助和投入补助以稳定生产和收入、管制基本食品价格以控制家

庭食物开支以及利用政府食物储备以缓和价格波动等措施都是发展中国家常用

的措施，但在 1980 年代推动农业自由化方案后，现在已经停用。不过，最近在

一些国家已经重新考虑采用和修订这些措施，将其作为减少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的

政策工具，其中许多经验都已取得积极成果。 

205.  例如，发展中国家在 1980 年代大都停止提供作为结构调整改革的一部分的

肥料和种子投入津贴。批评这种津贴的论点指出，它们扭曲了价格，时常产生负

面的分配效应，惠及富裕的生产者和农业企业。不过，最近的各种辩论导致在 1990

年代后期开始转变方向，开始提供更具针对性和能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惠益

的“巧”津贴(Tiba，2011 年)。加纳、肯尼亚、马拉维、马里、尼日利亚、卢旺

达、塞内加尔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等国再近已经采用了新的投入补贴方案。 

206.  另一种逐渐获得重视的政策是由政府向小农进行采购，以解决他们在进入

市场和获得公平价格方面受到的体制性制约，而女性农人遭遇的这类制约特别普

遍。这类政策同时向学校、医院、食堂等各种社会方案提供质量更高的食材，并

有助于利用新鲜农产品制作各种餐饮。这是印度在 2013 年启动的新的粮食安全

政策的关键部分。巴西广泛利用这种政策方针作为该国 2003 年以来执行的全面

粮食安全政策(“零饥饿”计划)的主要内容，这项政策已经持续减少了农村地区

而尤其是女性持家的家庭的饥饿状况。这项方案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若干国家得

到仿效实施。 

207.  建立公共粮食储备是二十世纪采用的粮食安全政策之一，但在 1980 年代推

动的结构调整改革中，大都不再实施。批评者认为，这类政策效率不高、成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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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管理费用昂贵和手续复杂，并且扭曲了能对更有效地抵消供应价格波动的私

有储存的刺激措施。不过，大家也普遍认识到，粮食储备一直对稳定价格和刺激

农业增产至为有效(粮农组织，2011 年；Crola，2011 年)。亚洲许多生产稻米的国

家长期使用缓冲库存以及垄断性的进出口和公共采购机制作为稳定价格的补充

工具。不久之前，布基纳法索、印度尼西亚和马达加斯加已经采用了有效的库存

方案(Crola，2011 年)。此外，目前还在讨论将国际粮食储备作为抑制世界粮食市

场价格暴涨的机制的提案(Wright，2012 年)。 

208.  通过社会转移(例如，通过政府直接提供补贴食物等实物转移的办法)是使

拥有足够的食物的权利得到保证的另一种机制。小农和佃农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

化造成的社会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如果气候的快速变化没有完善的相应社会保护

措施的配合。许多政府在农村和城市都提供食物津贴，以增进粮食安全。担心粮

食可能遭到浪费和津贴可能“漏到”并不穷困的人已导致对这些方案重加考虑，

有时还认为应以现金转让来取代这些方案。尽管现金转让可能在管理上易于处

理，但缺点是在食物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这种现金转让的购买力随之下降。从性

别观点而言，另一种担忧是这种现金转让可能用于家中其他优先项目或需要，例

如烟酒等用品。特别为了确保女童和妇女的粮食安全，直接提供负担得起的食物

可能是比较好的办法。这是针对居住在新德里贫民窟的女性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强

烈表示的愿望(Ghosh，2011 年)。 

209.  巴西的经验在这方面再次具有指导作用。受到讨论的政策工具，包括公共

采购、粮食储存和价格补助，都是“零饥饿”计划的要素。这些要素加强每一项

权益(生产、交换和转让)，使家庭能够通过这些权益获得粮食。这项方案还支持

小农信贷、投入和其他资源、现金转让(大都针对妇女的家庭补助金方案)和政府

从家庭农场采购、增加社会投资和自 2003 年以来已经增加超过一倍的最低工资。

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中，粮食安全都是这些政策的优先工作，包括巴西的贸

易政策以及在多边政策论坛上的立场。 

210.  农业协议对国家农业补助措施作出了规定，并根据一组复杂的准则，设定

了最低允许水平的“贸易扭曲”措施。总体而言，这些政策对发达国家比对发展

中国家宽容。发达国家仍对农业提供大力支持，这显示政府提供大量不属于贸易

扭曲因此允许提供的津贴(Demeke 和其他人，2012 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制

定强有力的粮食安全政策受到更大的制约，造成这种制约的理由部分是因为农业

协议是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制定的，当时发展中国家都受到鼓励，将其农业

部门自由化以刺激生产。贫穷国家和家庭的粮食安全不是主要关切事项。许多补

助措施都属于“灰色地带”，并且采取这些措施和可能遭到诉讼的贸易后果都使

这些国家处于不确定情况(De Schutter，2011 年)。 

211.  除了这些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造成整体负面效果之外，这些贸易措

施也与终止高到无法令人接受的饥饿和营养不良状况明显不一致。支持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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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发展中国家小农的产量能有助于实现实现这项

目标(De Schutter，2011 年)。第二个重点是全球贸易规则中的不平等状况，其中

提供给欧盟和美国农民的收入补助没有遭到像提供给印度消费者的津贴同样的

限制。在价格被压低和生产丰富的年代，贸易规则配合了发达国家用于压制生产

的各种措施。对这些措施需要作出改变，以满足二十一世纪的需要，这个世纪的

挑战是高昂的价格以及气候变化、造成污染的技术以及对燃料的争夺对产品可能

产生的新压力(De Schutter，2011 年)。 

212.  食物权依然是一项尚未兑现的人权和一项迫切的全球挑战。粮食安全政策

应解决人们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无法获得食物的结构性原因。通过供应驱动

的框架不能适当解决使妇女和女童无法通过多重渠道——不论是通过自行生产、

收入/食物交换、家中分配或社会转让——获得足够食物的结构性不平等。在可持

续发展中关于粮食安全的新纲领需要重新关注人们对拥有公共产品和对决定能

否获得食物的关键问题的能力和权利。如果可持续发展将性别平等作为其中心议

题，则获得和权利这两项问题以及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制约它们的结构性力量必须

得到彻底解决。如果要使这项进程获得成功，妇女的能动力、领导力和决策力将

是关键所在。 

 

 五. 人口、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 
 

 

 A. 导言 
 

213.  在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中，人口是其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人口的增加和

减少、都市/农村的位置、迁徙、性别和年龄的组成以及许多其他因素都对经济增

长和劳动力市场、健康、环境和今世后代的前景产生影响。人口的各种动态能大

大地影响到是否实现社会正义和达到两性平等的可持续发展。人口议题引发了有

关人类与自然之间、男女之间、老少之间和贫富之间关系的各种辩论。人口政策

时常是妇女健康、生殖和性问题的核心。人口模式常常使过多的人口陷于贫穷；

是人口增长造成环境退化和自然资源匮乏以及穷人进行不当管理的原因；和将减

少妇女生育连接到减轻气候变化或防止环境破坏(开发署，2011 年)。 

214.  在一个气候变化、金融不稳定和日益不平等的年代，人口过多成为一个重

要的关切事项。人口增长确实影响到自然环境、人类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不过，将人口增长作为主要关注重点会转移对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和程度

的注意，特别是各国之间和本国国内资源分配和消费程度上的巨大差异。人口与

稳定之间的关系与具体情况有关，并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经济、政治、社会和

文化等因素的左右。 

215.  严格地说，将人口过多视为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这常会导致采取不妥

的政策措施，特别是从性别平等的观点而言。采用胁迫性手段减少生育率的人口



A/69/156  

 

14-57603 (C) 60/111 

 

政策损及人的福祉、尊严、个人身体完整性和自主性并且不符合国际规范和标准。

1994 年以来，全球政策和规范框架都有了重大改变，已将妇女性健康和生殖健康

以及生殖权利视为人口和发展政策的基础。《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9
 和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2
 及嗣后审查会议的成果都确认性保健和生殖保健以及

生殖权利都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最近 20 年对《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

执行情况进行的审查进程着重指出，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以人权、不歧视、性别

平等和性及生殖保健和权利为其基础(见 A/69/62)。 

216.  要达到人人实现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目标，就需要制定政府落实它

们作为责任承担者的义务和个人诉求其权利的新社会契约。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

权利包括人人有权得到关于性、关系、怀孕和安全分娩等问题的关键信息、教育

和服务。这包括承认所有夫妇和个人都有权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其子女数目、间

隔期间和怀孕时间并有作出这项决定的信息和手段。妇女的人权包括她们有权控

制和自由及负责任地决定与其性生活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有关的事项，而不受

胁迫、歧视和暴力。享有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包括在整个生命周期有权得到

优质的性和生殖保健服务，其中包括安全和有效的计划生育方法和紧急产科护理

以及承认妇女和男子有权获知和获得他们选择的安全、有效、负担得起和可接受

的计划生育方法。32
 推动这项纲领遭遇的阻碍包括充斥在大众媒体、环境教育

以及卫生、保护环境和气候领域的政策辩论和决定中将人口增长与环境退化连接

在一起的各种论述。这些论述影响到目前人口动态与性别平等和可持续性及政策

设计有关的方式。 

217.  本章探讨就人口过多、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的各种辩论，并促

使决策人员不要受到人口过多这种模式的限制，以便对造成全球各种问题的复杂

相互关系取得更好的了解。这意味着对造成环境挑战的最大驱动力作出回应，包

括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及程度，并坚定地将可持续发展与人权结合在一

起，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 

 B. 人口动态 
 

 1. 目前的人口状况 
 

218.  今天的人口状况即使与 50 年前的人口状况相比，都非常不同。世界人口在

二十世纪几乎增加四倍——从 1900年16.5亿人增加到 2000年约61亿人(联合国，

1999 年；2001 年)。不过，这种被称为“人口爆炸”的趋势现在正在趋缓。世界

人口的增长率自 1960 年代末期以来持续下降，出生率的下降远比预期的速度快。

人口较少的家庭正成为全球的常态。 

__________________ 

 32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C.96.IV.13），第四章，决议 1，附件二，第 96 段和第 97 段。 

http://undocs.org/ch/A/RES/6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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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目前，依照《世界人口前景：2012 年订正本》的数字，33
 在 2005 年至 2010

年期间，以总和生育率计算的每名妇女平均生育数估计为 2.53(联合国，2013 年

c)。这个数字没有呈现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撒哈拉以南非洲有 39 个国家，其总

和生育率超过 4，其中 10 个国家:安哥拉、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乍得、刚果民

主共和国、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索马里和乌干达的总和生育率超过 6。34
 不

过，其中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特别是在都市地区。其他国家，主要是

东亚和东欧国家，其生育率已远低于每名妇女生育 2 名子女的更替水平生育率。

不过，由于人口惯性35
 的缘故，其中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尚未下降，但如日本等

一些国家却是人口转型最快的国家(Fischer，2014 年)。在 2005 年至 2010 年期间，

更替水平生育率低的 75 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 48%(联合国，2013 年 c)。 

220.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全世界人口经历了巨大差异：“与生育率下降和死亡

率下降相关的人口变化，加上人类活动的轨迹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给人口规模、

年龄结构和分布空间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A/69/62，第 760 段)。 

221.  《世界人口前景：2012 年订正本》估计，2014 年目前的世界人口约为 72

亿人，将在 2025 年达到 81 亿人，2050 年达到 96 亿人和 2100 年达到 109 亿人。

这些都是采用最通用的中位变差预测计算的结果。这次预测的全球人数比前一份

2010 年订正本预测的 2100 年将达 101 亿人的数字高，这主要是因为调高了一些

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预计生育率(联合国，2013 年 c)。 

222.  年龄结构发挥了作用。在人口组成中，大量生育年龄的人会产生人口惯性

——有子女的人多于老年人。今天，以发达国家总体而言，23%的人口已经达到

60 岁或超过 60 岁，其所占百分比已经超过人口中年龄在 15 岁和 15 岁以下的人

数(联合国，2013 年 c)。尽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比较年轻，人口惯性因此

比较大，但生育率的下降意味着他们也越来越会面对人口老化的现象。 

223.  世界人口可能会增长到大约 110 亿人的预测已导致各方呼吁需要对计划生

育作出更大投资，以减少人口增长(联合国，2013 年 c)。不过，狭隘地关注避孕

和计划生育问题就忽略了人口在向低生育率转变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

__________________ 

 33 平均子女数是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妇女在其生殖期间结束时生育的子女人数：在其整个生命期

间生育的子女符合特定期间的生育率以及没有面对过死亡的危险。表示这种生育率的方法是每

名妇女生育的子女（联合国，2013 年 c）。 

 34 见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4 年），人口司，人口估计和预测科 http://esa.un.org/unpd/ 

wpp/Excel-Data/fertility.htm （2014 年 6 月 16 日查阅）。 

 35 “出生率和死亡率未能达到平衡的状况在许多面临人口惯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明显。这种现象

在国内大部分人口达到育儿年龄时就会发生。即使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达到更替生育率，即夫

妇只生育足够取代他们死亡时的子女数目，但在几十年间，出生人数的绝对值仍将超过死亡的

人数”，见 www.worldbank.org/depweb/english/modules/social/pgr/index02.html (2014 年 6 月 22

日查阅)。 

http://undocs.org/ch/A/RES/69/62
http://esa.un.org/un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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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复杂相互作用。计划生育政策应建立在广泛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以及

性别平等的框架之中，而不仅仅是关注生育率的下降。 

 2. 人口动态 
 

224.  年轻和老年人口是人口动态，能引起重大的政策辩论。儿童和年轻人占全

球南方国家的大多数，年龄在 15 岁以下的儿童有 17 亿人，年龄在 15 岁至 24 岁

的年轻人有 11 亿人，这是历史上全球最大的年轻人组成。年轻人在被视为最不

发达国家的国家中占主导地位，包括马里、尼日尔和索马里，这些国家也有最高

的人口增长率(联合国，2013 年 c)。 

225.  全球南方国家年轻人口暴增预期会产生世界范围的重大社会改变

(A/69/62)。两种理论——人口红利和青年人口暴增 ——主导了年轻人将如何影

响经济、政治和国际安全的学术讨论及政策研究。人口红利概念认为，人口中年

轻人多可在适当条件下，包括加强年轻人的教育以及采取支持开放贸易的经济政

策的方式，创造经济增长和发展。人口政策将是实现红利的关键工具，因为它影

响到生育率并为受抚养的老年人和儿童创造了大量工作年龄的成人。 

226.  相反，年青人口暴增理论预测，人口中年轻人增多将易于产生不同严重程

度和剧烈程度的暴力和动荡。Urdal(2012 年)认为，青年人口暴增产生暴力并非是

必然的结果，但这可归咎于人口压力与年轻人缺乏就业机会、资源和教育机会相

结合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通过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减轻或化

解青年人口暴增造成的冲击。 

227.  这种将青年人口视为或是红利或是暴增的二元理解导致将年轻人视为一

个单一无差异的群体采取政策措施，而不认识到他们的不同。认识到年轻人之

间不同的经验和愿望并尊重这种差异是设计能够实现人权和能力的政策的必要

条件。 

228.  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不同老龄人口的差异。人口老龄化正在全世界各地发

生，人口中的老年人增多，而年轻人减少。这种现象大都集中在发达国家，例如

意大利、日本和俄罗斯联邦等国，这些国家的老年人人数超过年龄不足 15 岁的

人数。《世界人口前景：2012 年修订本》指出，到 2050 年，发达国家的老年人数

目将比儿童数目约多两倍(联合国，2013 年 c)。发达国家日益下滑的生育率，加

上老龄化的人口寿命变长，大家开始对经济停滞感到恐惧，认为未来将缺乏工作

年龄的成人，而保健费用又将增加。老龄化的人口时常被视为是对国家经济的掣

肘。 

229.  大部分人将“年龄变老”的人口与经济下滑结合在一起，这忽略了老年人

作为有酬工人和无酬工人——包括在照护经济中的无酬工人——以及作为消费

者和投资者所能发挥的多种作用。老龄化人口作为国家经济的掣肘，加上对其规

模和长寿的警惕和退休金的稀缺，这种说法已被发达国家作为将退休金私有化的

http://undocs.org/ch/A/RES/6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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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不过，退休金私有化大都是由打开新的市场和增加资本流动的机会推动的。

Minns 和 Sexton(2006 年)指出，“如果太多老年人是一种危机，那么目前和未来太

多老年穷人就是这个危机。利用退休金供资发生的问题主要不是人口的改变，而

是失业、低工资以及收入的分布从工资转到利润的缘故”。 

230.  在此同时，人口老化还提出了现有照护体系(有酬和无酬照护)是否足够的

迫切问题，特别是当他们微薄的储蓄和退休金无法使他们得到市场提供的照护

服务的情况下。妇女在这个群体中的人数超过比例，因为她们的预期寿命一般

较长、储蓄较少和获得缴费退休金的机会有限以及她们大都同比她们年纪大的

男子结婚或同居；这意味着妇女更可能照护她们的配偶，而不太可能在她们年

老时得到她们配偶的照顾(Abe，2010 年；Arza，2014 年)。在家庭结构变化的情

况下(独居家庭和在有些情况下只有老年人居住的家庭的比例增加)以及有时劳动

力市场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女性劳动力参与情况增加)，决策人员需要建立适当的

照护体系，例如日本实施的长期照护保险系统，这个保险系统已经对减少家人—

—特别是女性配偶和女儿——提供长时间的无酬照护产生了小而重大的影响

(Abe，2010 年)。 

 3. 人口结构转型和计划生育 
 

231.  人口结构转型是一种降低死亡率后随之减少生育率的进程。两者减少之后

终将导致人口之中儿童人数的比例变小和老年人的比例变大(联合国，2013 年 d)。

人口结构转型的这种进程，由于自然增长，会导致人口经历一段人口增长的期间，

并随之产生都市化和人口老化的进程(Dyson，2010 年)。 

232.  尽管人口学者最初认为，工业化将使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

到 1960 年代，他们开始认为贫穷国家的快速人口增长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因

此，开始将生育率的下降视为顺利工业化的先决条件，而非工业化的后果

(Hodgson，1983 年；Szreter，1993 年)。在这种情况下，从 1960 年代至 1990 年

代，出现了计划生育能够导致人口结构转型的政策措施。 

233.  计划生育与人口结构转型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产生了一些进行人口控制的

理论，包括对计划生育进行投资远比进行其他发展战略更符合成本效益的看法

(Connelly，2008 年)。计划生育方案和避孕药具作为许多影响生育下降的时机和

速度的直接因素之一发挥了作用。不过，广泛的背景因素，包括即使在同一个区

域内的各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都会影响到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的形

式和时机，而非只是计划生育的结果。 

234.  死亡率的下降也要从性别的观点来看待。妇女和女童与男子和男童相比，

她们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比在富裕国家更易死亡——女童和 60 岁以下的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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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死亡人数约多 390 万人。36
 在这多死的 390 万人中，五分之一女童死于婴儿

期，五分之二女童和妇女死于生殖年龄和约五分之二死于产前性别选择的女胎流

产(“失踪女孩”)，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在受到艾滋病毒/艾滋病影响的国家，

这个数目还在增加(世界银行，2012 年)。 

235.  造成孕产妇死亡的原因至为复杂，并且各个地区情况各异。2003 年至 2009

年，73%孕产妇的死亡都由产科原因直接造成(例如，出血、高血压疾病、败血症、

栓塞)，包括 8%由于不安全的堕胎造成的并发症导致的死亡，27%由非产科原因

造成(例如，与艾滋病毒有关、产前存在的医疗问题等)(Say 和其他人，2014 年)。

因此，尽管计划生育是减少孕产妇死亡率的措施之一，但仍需采取更广泛的性

健康和生殖健康和权利的政策纲领，包括获得优质的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 

 C. 人口和环境：政策和后果 
 

236.  对人口过多的关切是对可持续发展和政策应对措施进行的各种主要讨论的

中心议题。这些关切讨论了对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关系已经证明有显著复原力

的以前理论和模式。在这些概念中包括了与第一章讨论的“承受能力”有关的地

球承载极限、与管理公共资源有关的“公地的悲剧”和穷人造成环境破坏的退化

问题。 

237.  有若干理由不断关切人口过多的问题。首先，即使历史证据已经证明这

些论证的谬误(Ostrom，2000 年；Boyce、Narain 和 Stanton，2007 年)，但人口

过多模式预测人口过多将对未来造成人口导致的资源稀缺。由于可持续发展采

取以未来为导向的长期观点，这种预测有引人之处：它们似乎揭示了人类的前

途。 

238.  第二，人口过多论将饥饿、贫穷、环境退化以及甚至战争都视为是太多人

追逐太少资源的必然后果。通过避免就资源的使用和控制进行政治谈判、竞争和

冲突的方式，这种理论能将有力的实体和既得利益者所应承担的责任转嫁到穷人

身上。 

239.  第三，这些理论运用并加强了具有主导地位的关于妇女和男子的陈规定性

观念。妇女问题只与繁殖人口的问题有关。在有些情况下，妇女的能动力受到承

认，但范围有限，这种情况只有在开明的管理人员顾及自身的育儿率和本地环境

时才会注意。两性权力关系以及妇女相互之间基于其他因素出现的差异大都遭到

忽视。 

240.  人口动态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下面提出的各种理论的问题是它们都忽

略了这种复杂性，将人口动态简单地变成为胁迫性措施和狭隘的政策措施进行辩

__________________ 

 36 “某年女性多死的人数是指，在考虑到她们居住的国家的整体卫生环境之后，如果她们在前一

年生活在高收入国家就不会死的人数”（世界银行，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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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抽象法律运作。分析人口理论是为采取更有效的政策，重新思考性别、人口、

动态和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第一步。 

 1. 对人口、可持续性和性别平等问题的观点 
 

241.  连接人口、贫穷和环境退化之间关系的论述在二十世纪末的政策辩论中日

益受到关注，并对可持续发展领域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这些人口过多理论导致

的主要后果是促成制定减少妇女生育的政策，包括在有些情况下，采用胁迫性的

人口控制措施。尽管现在全球政策框架认识到人口政策必须以性健康和生殖健康

以及生殖权利为基础，但长期存在的对人口过多问题的关切继续影响着只关心减

少妇女生育的人口政策。 

242.  退化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人口压力加上贫穷是造

成土地退化的主因。换言之，穷人应对破坏他们自己的环境负起主要责任

(Fairhead，2001 年；Hartmann，2010 年)。这些论点都根植于殖民政策，这些政

策为征用土地作出辩护，谴责当地采用的耕作办法和人口压力造成水土流失、砍

伐森林和土地沙化(Fairhead 和 Leach，1996 年；Adams，2004 年)。之后，这些

政策又被用来为外来干预作出辩护，例如自上而下地实施农村发展项目和人口控

制方案(Williams，1995 年；Roe，1995 年)。 

243.  退化的论述已经扩大到将对移徙的消极观点包括在内。这种观点认为，穷

人在耗尽他们周围的环境之后，许多穷人移徙到其他贫瘠土地，继续推动相同的

恶性循环。1990 年代以来，这种观点包括了涌往已经拥挤不堪的城市的穷人以及

最近所谓的气候难民 —— 新的环境难民(Doyle 和 Chaturvedi，2011 年)。 

244.  承受能力这个概念是指人口的增长超过地球生长粮食的能力并从而使环境

退化和导致战争的观点。这种概念一直被用来影响限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政

策努力(Sayre，2008 年；Vogt，1948 年)。同样，S-曲线这个概念认为动物、植物

和人类数量都会激增，直到它们受到环境阻力之时才会停止，然后开始下降。这

个概念也强调了达到饱和的观念，也就是在达到饱和点之后，人口不可能进一步

增加(Odum，1953 年)。 

245.  以关切地球承载能力为基础的“公地的悲剧”论点提倡人口控制和私有产

权的办法，并一直对政策措施和辩论产生长远影响(Hardin，1968 年)。然而，数

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合作管理共有资源，并能成功化解私利和公益和环境利益之

间的紧张关系。例如，对共有资源进行的工作已经记录了许多案例，其中个人创

造的稳定自治机制制定和加强了保护自然资源和相互保护免遭风险的规则

(Ostrom，2000 年)。 

246.  两性关系时常是管理共有资源的进程的关键。Ostrom 指出：“肯定发生的

情况是，当妇女积极参与制定规则和影响公共资源的运作方式时，它所产生的长

期影响可能会更好，也更可能取得平等的结果……在这种性别不平等状况减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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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肯定会对未来世代给予更大的考虑，而且较少顾虑眼前的金钱报偿”

(Ostrom，May 和 Summerfield，2012 年)。 

247.  人口过多的想法和论述已对人口、卫生、发展、环境和移徙等政策措施产

生长远影响——时常也对享有人权和性别平等具有重大后果。尽管可持续发展的

倡导者已经认识到不平等和其他各种要素的作用，但有些倡导者继续认为人口压

力依然是贫穷和环境退化的最重要原因(Myers 和 Kent，1995 年)。 

248.  在这种背景下，1994 年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上，性别平等倡

导者和妇女运动作出努力，带头对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要求作出重大改变。该次

会议代表了国际政策的重大转移，从控制人口措施转移到增强妇女权能和更广泛

的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及生殖权利的纲领。会议通过的或被称为“开罗共识”的行

动纲领得到世界大多数政府的核可，谴责在实施计划生育时采用胁迫手段，包括

采用刺激措施和劝阻措施。与此相反，它推动进行自愿计划生育措施，将其作为

包括孕产妇照顾、性教育和防治性传染疾病在内的生殖保健的一部分。 

249.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行动纲领依然认为快速的人口增长是贫穷和环境退

化的主要原因，并认为降低生育率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此同时，它倡导

积极推动增强妇女的权能和扩大生殖保健方案，将其作为解决高出生率的办法，

取代以往采取的从上到下、以目标为主导的计划生育方案。 

250.  尽管在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作出这些保证，但对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及生殖

权利的承诺后来并未在千年发展目标中得到充分反映。最初，千年发展目标没有

将推动生殖保健和生殖权利的具体目标包括在内，而列入了要求降低孕产妇死亡

率的目标 5(现在改为目标 5A)。2005 年，在进行五年审查时，添加了千年发展目

标 5B，以推动普及生殖保健。然而，目标 5A 和 5B 缩小了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

行动纲领的范围，从推动广泛的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及生殖权利纲领改为强调生殖

问题。然而，目标 5A 和 5B 缩小了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的范围，从推

动广泛的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及生殖权利纲领改为强调生殖问题。通过只将重点狭

隘地集中在孕产妇的保健问题，妇女的作用从行动纲领设想的“社会变革的动力

和权利的主体”变为“根据怀孕状况”的“生育者和照护者”(Yamin 和 Boulanger，

2013 年)。在对怀孕作出强调之后，已经稀缺的国际资金现在大都提供给妇幼保

健，而提供给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及权利的其他方面的资金，包括提供给避孕器具

的资金，都已减少(Yamin 和 Boulanger，2013 年)。 

 2. 消费和生产格局 
 

251.  对人口过多论的拥护者而言，稀缺必成定局，而降低人口增长率是唯一的

解决办法。技术和市场的推动者就比较乐观。例如，以粮食而言，他们将他们的

信心放在扩大农业贸易和生产上(见关于粮食安全的第四章)。不过，在这两种极

端看法之间，还有许多值得在制定政策时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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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认识到与论述人口和环境有关的问题，这并不否认人口增长能对重要资源—

—粮食、水、卫生、能源、住房、工作、社会服务等——的供应造成真实存在的

压力，特别是在快速都市化和气候变化的年代。根据一个综合模式，预测到 2100

年的人口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显示，减缓的人口增长将减少未来的排放：“本世

纪末，缓慢的人口增长产生的效应将是……大幅减少矿物燃料的排放总量达

37-41%”。(O’Neill 和其他人，2010 年)。不过，此处的问题是较多的人口等同

于较多的排放，而不考虑更重大的消费水平或消费分布问题。 

253.  尽管碳遗产——来自个别妇女育儿产生的后代预计的碳排放量——与预计

温室气体排放并列时可能很多，但一般而言，个人生育与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之间

的关系成反比。换言之，妇女生育子女最少的国家最可能是人均温室气体排放率

较高的国家，即有最高的碳遗产(Murtaugh 和 Schlax，2009 年)。 

254.  然而，从消费数字显示出，“人口增长(城市或农村)并不导致温室气体排放

增长，而是消费人数及其消费量增加，才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Satterthwaite，

2009 年)。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属于高收入阶级的人能消费最多的资

源，例如供车辆使用的矿物燃料和家中用电，以致高水平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主

要都是富裕的人。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也有相同的情况，富有家庭排放的碳远高

于低收入家庭(Boyce 和 Riddle，2007 年)。 

255.  发展中经济体有世界人口的 80%，在 2004 年占全球碳排放增长的 73%。

但它们仅占该年全球排放总量的 41%，并只占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全球累积排放量

的 23%(Raupach 和其他人，2007 年)。这些观点指出，需要在消费和生产格局以

及全球公平的情况下，评价人口增长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除了单纯的人数之

外，人口政策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都必须对碳排放采取长期的观点，并注意改

变中的生产和消费格局。事实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指所有国家共同有

责保护环境，同时认识到需要考虑到不同的状况，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造成的环境退化以及各国解决这个问题的不同能力。 

 3. 减少生育率和“失踪妇女” 
 

256.  从 1960 年代末期到 1990 年代，降低穷国生育率是双边和多变机构政策和

方案的主要部分，并且也得到发展中国家人口规划机构的有力推动。37
 需要立

即限制出生率的迫切性导致采取各种胁迫性的做法，例如，强迫绝育和强行要求

或贿赂妇女使用高风险的避孕器具，而没有事前告知实情取得同意或提供医疗支

助。这意味着计划生育成为控制人口增长的工具，而不是保护和促进“所有夫妇

和个人均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生育的次数、生育间隔和时间并获得这样做的信

息和方法的基本权利，以及实现性和生殖健康方面最高标准的权利”。9
 

__________________ 

 37 见 Sen（1990 年）的论文。失踪妇女是指在特定国家的女童和妇女超过世界得到相同照护的地

区的妇女/女童和男子/男童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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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从资源和环境压力的角度看待人口问题是使公众对通用的控制人口措施达

成共识的基本要素(Connelly，2008 年；Hartmann，1995 年)。中国宪法授权政府

推动计划生育并且夫妇必须付诸实施。1970 年代末期推动的一胎化政策已经通过

一套经济和社会刺激和劝导措施以及提供免费避孕服务的方式得到实施(联合国，

2002 年)。由于有关执行的决定在省级作出，因此，实施这项政策的情况各省不

同，在农村和都市之间也有差异。例如，在城市之外，一般允许生二胎，有些少

数民族还允许生三胎(Hesketh、Lu 和 Wei Xing，2005 年)。在实施这项政策数十

年之后，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 2009 年在哥本哈根气候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指出，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使中国少生 4 亿

人，每年减少了 1800 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Xing，2009 年；Feng、Cai 和 Gu，2013

年)。越南在 1980 年代规定每家只准有两名子女。为推动实施这项人口政策，越

南采用了奖励使用避孕器具以及对违反计划生育的人进行处罚的办法(联合国，

2002 年)。 

258.  在明显重男轻女的国家，一胎化和类似人口政策已导致男女性别比例的扭

曲。人口数据显示，中国男婴和女婴的比例是 117 比 100、越南 110 比 100 和印

度 111 比 100(联合国，2013 年 c)。生物学上正常的男女性别比例是 102 至 106

名男婴比 100 名女婴(世界卫生组织，2011 年)。这些政策造成大规模的性别选择

性堕胎以及弃养、藏匿和忽视女童。世界银行估计，仅在 2008 年一年，由于这

些做法，估计中国就少了 100 万名女童，印度少了 250 000 名女童(世界银行，2012

年)。一胎化政策也对男子产生不利的两性平等结果，特别是对农村地区不能找到

配偶以及被污名为“光棍”的贫穷男子(Greenhalgh，2005 年)。 

259.  其他促成这种增强妇女权能和减少生育之间正面关系的因素包括妇女在家

庭之外获得有酬职业和有机会个人拥有收入。根据国家和区域之间的比较结果，

有充足的统计证据显示，妇女受到教育与减少生育有关联(Sen，1999 年)。中国

人口学者最近的研究指出，中国大部分生育转变在 1970 年年代实施一胎化政策

以前的十年就已完成。由于死亡率下降、教育人数增多和社会及经济快速转变，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 1970 年的 5.8 下降到 1979 年的 2.8，并可能即使在没有一胎

化政策的情况下，继续下降(Feng、Cai 和 Gu，2013 年)。这个分析指出的是，“经

济发展可能完全不是‘最好的避孕器具’，但社会发展——特别是妇女的就业和

教育——可以是非常有效的办法”(Sen，1999 年)。在印度南方各邦，例如喀拉

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1979 年至 1991 年间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分别从 3.0 下降到

1.8 和从 3.5 下降到 2.2)，这是由于它们在妇女识字率、女性劳动力的高度参与率

和相对较低的婴儿死亡率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以及推动积极但不具胁迫性的计划

生育方案的结果(Sen，1999 年)。这与印度其他各邦以及其他国家的记录相反，

尽管它们采取了严厉的计划生育办法，但却未能取得类似的结果。“印度国内各

邦这种相异的结果有力地指出自愿(例如，基于妇女积极和知情的参与)比胁迫的

办法更为有利”(Sen，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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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这些结果得到最近对其他国家和区域进行的评估的确认，其中显示妇女生

育的显著下降与其受到教育和担任有薪职业有关。在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

家，过去几十年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对妇女提供更好的服务和经济机会都与总和

生育率下降、女童和妇女教育程度提高和劳动力更大参与结合在一起。在孟加拉

国，自 1980 年以来，经济规模几乎增加了三倍；总和生育率从 1971 年的 6.9 下

降到 2009 年的 2.3；在学女童在 1991 年至 2005 年间占入学总人数的 33%上升到

56%；和年龄在 20 岁至 24 岁的年轻女性参加劳动力的人数在 1995 年至 2000 年

间几乎增加两倍半。在哥伦比亚，自 1980 年以来，经济成长了一倍半；总和生

育率从 1986 年的 3.2 下降到 2005 年的 2.4；现在女性完成小学、中学和大专教育

的人数比男性多；和在 1980 年至 2004 年间，13 个最大城市女性劳动力的参与人

数从这个区域倒数第二上升到第二高。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 1980 年以来，

经济几乎增加一倍；从 1979 年至 2009 年，它是世界上总和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

家，从 6.9 下降到 1.8(低于更替率)；小学每一名男童入学就有 1.2 名女童入学、

中学女童人数增加一倍和大学女学生的人数超过学生总数的 50%以及占学习科

学人数的 68%；女性占今日劳动力人数的 30%(世界银行，2012 年)。 

261.  这些不同的国家例子说明对性别平等和实现妇女人权和能力采取全面办法

的重要性，包括作为减少生育的有效手段，提供优质教育、保健服务和获得体面

工作以及提供易于得到的计划生育服务。 

 D. 扩大人口纲领 
 

262.  本章查明了长期存在的许多人口理论和模式构成的挑战，这些理论和模式

都深植于发展的想法和做法之中。它们集中于妇女的生育问题，认为生育是造成

严峻的全球问题的原因，也是解决的办法，这些问题从破坏环境和气候变化到经

济动荡和政治冲突。狭隘地将人口过多作为造成环境挑战的驱动力，这偏离了对

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格局和程度以及各国之间和本国国内各种不平等状况的

注意。 

263.  人口政策必须加以扩大，从减少生育扩大到实现妇女和女童的人权和能力。

除非所有妇女和女童在生命周期都能享有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及权利，使她们能对

性和生殖作出自由和知情的决定，否则可持续发展就无法实现。这需要制定政策

和法律框架并需要加强保健体系，以便普及优质的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和在整

个生命周期提供信息和教育，包括提供现代避孕的安全和有效方法、安全堕胎、

全面性教育和孕产妇保健。 

264.  为了充分实现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及权利，各国政府都有责任在提供其他关

键服务之外，向所有人提供可以提供、能够获得、可以接受和适当质量的保健服

务。这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妇女和女童面对的结构性不平等、污名化

和限制得到保健服务的歧视的问题。确保获得各级优质教育和得到体面的工作也

是扩大人口纲领的关键。 



A/69/156  

 

14-57603 (C) 70/111 

 

 

 六. 对促进两性平等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投资 
 

 

 A. 导言 
 

265.  本章概述了特别强调本地优先次序、消除贫穷和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纲

领。它延伸了前数章关于可持续发展应增进妇女和女童的能力，使她们能够“过

她们认为值得过的生活——和有这种价值的理由”(Sen，1999 年)。能力类似于

自由，就是过一种特定生活而不过另一种生活的自由。由于能力框架在福祉的成

果之外，还强调选择(Nussbaum，2000 年)，因此它只与具体的商品和服务间接有

关。然而，为了对妇女和女童提供实质性的改善，投资应在最能惠及她们的部门

作出。“投资”是指作出财务、社会和体制努力，以期为人类及其环境创造未来

的惠益。本章阐述对改变妇女和女童的生活特别具有巨大潜力的四个领域：家庭

用水、安全卫生、清洁炉灶和家庭用电。扩大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供应能直接和具

体改善性别平等，因为妇女不成比例地受到没有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痛苦

(Antonopoulos 和 Hirway，2010 年；Anenberg 和其他人，2013 年)。例如，有充

分的证据显示，煮饭、担柴和取水等体力劳动减少了妇女发挥她们自身潜力的能

力和相对于男子具有的能力(例如，Cecelski，1984 年；Ray，2007 年)。 

266.  获得家庭用水、清洁炉灶和电力是过上优质体面生活的支柱，也是能否据

以作出其他生活选择的基础。然而，以全球的需要而言，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至为

不足。这四个领域直接关系到环境的可持续性。例如，高比率的公开排便会造成

水污染和健康危害，这与卫生设施不足直接有关。因此，为了社会和环境可持续

性，需要对这些领域作出更多投资。不过，并非在这些领域的所有投资都是可持

续的和符合两性平等的。本章从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提出评估在这些领

域投资的两个层面： 

 (a) 技术、创新和社会投资的风险和惠益，包括按性别分布这些风险和惠益

的情况； 

 (b) 由于这些投资，妇女的人权和能力而特别是贫穷妇女和女童的人权和能

力能够(或已经)得到提高的程度。 

267.  衡量妇女和女童的能力通过具体投资得到提高的程度不是一件简单的工

作。5 岁以下女童死亡率得到改善和中学两性入学人数取得对等是评估和评价对

用水、卫生、炉灶和电力作出的变革性投资的有用指标：它们对低收入社区或国

家特别重要；它们是现实许多其他能力的先决条件；和它们在许多国家定期得到

衡量。此外，也应根据投资对减少妇女和女童承担无酬照护工作的潜力和绩效进

行评估。尽管这项指标并未定期加以计算，但许多国家都有用时数据，因此，能

用来衡量取得的进展。如果以能力来衡量投资成果，那也应以作出取得这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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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程的决定来进行衡量。最重要的是，(本地或国家)可持续发展投资应确保承

担干预风险的人也有权制定这种干预。 

268.  尽管过去几十年这些服务核心的技术可能性已经作出重大进展——包括更

加高效、更加低碳和成本更低——但它们无法只根据技术干预措施就扩大范围。

此外，也无法保证供妇女使用的改良技术会自动改善妇女的生活。大量关于穷人

获得基本服务的文献强烈认为，单凭自愿机制无法确保人人获得符合两性平等的

服务(即通过市场或非政府部门)。因此，需要民间社会和国家采取强有力的公共

行动，以便扩大所有人的能力和保护环境资源。 

269.  本章探讨四种概念。B 部分讨论如何通过性别平等的检验来评估(事前)或评

价(事后)可持续的发展干预的问题。根据关于风险和对风险的看法的文献以及关

于能力和福祉的运作情况的文献，对社会变革性投资的一些评估标准提出了建

议。在 C 部分对四个投资领域的每一个领域以及提供基本服务的技术和社会办法

进行了分析。向低收入人口大幅提供服务，并在提供这种服务时，确保性别平等

或环境完整性，这有相当大的政治和体制障碍。D 部分集中于可能推动进行可持

续发展途径的体制规定。它着重指出需要以必要的规模作出社会投资的民间社会

联盟的重要性。E 部分讨论了为这些投资提供资金的方法和途径。 

 B. 评估对性别平等作出的变革性投资 
 

 1. 评估投资风险 
 

270.  创新技术和落实这些技术的方案始终都有风险。因此，对每一类发展投资

而言，应该询问正在承担何种风险以及由谁承担潜在成本。世界水坝委员会(2000

年)的权利和风险办法在这方面至为有用。对建筑水坝制定一个负责任的公共投资

框架是有价值的做法，并能有用地适用于其他部门。世界水坝委员会清楚地将风

险承担者和权利承担者分开，认为将风险加诸在它们(风险承担者)身上的机构时

常没有作出与其风险相称的投资决定的权利。 

271.  世界水坝委员会成员认为，社区之内和各社区间具有不同的风险承担能力

和看法，需要受影响方和获得利益方进行透明的讨论，因为委员会认识到这两方

可能并非相同，并且承认永远有可能存在不可预见的后果。各种有关技术和社会

接受度的风险文献的确显示，不能单凭结果的概率分布来了解风险。人们作出的

风险评估不仅具有技术的部分，也有他们的文化和政治参考框架及其社会不确定

性和恐惧。这些主观观点和情景观点并不只是更好地了解技术风险；它们需要对

认为具有风险的多种准则进行分析(Stirling，1998 年)。为了可持续发展，权利和

风险框架与其对风险的认识、风险的分布和风险的自愿或非自愿性质对大规模和

不可逆转的投资特别重要。例如，以大型水坝为例，世界水坝委员会的报告指出，

受到影响和必须迁移的社区时常承担建坝的风险，但很少享有作出决定的权利或

获得新的就业机会的裨益。没有土地法定所有权的妇女和其他人不会分配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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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补偿淹没的产权。世界水坝委员会认为，当风险承担者不是权利拥有者时，

这种相对不利的性别结果可用于水坝(例如，道路)之外的许多投资。 

 2. 评估投资的结果 
 

272.  重要的是要能以可能作出的投资对性别平等和本地的优先次序及最贫穷人

民的需要来评价这些投资。如果在投资 Y 之外推动投资 X，就必须在投资之前有

明确评估其影响或评价投资之后产生的影响的准则。作为一项核心准则，以可持

续发展的名义进行的投资应以它能否增进妇女和女童的能力进行评估。如果这个

发展方式降低了妇女的能力，这种发展方式就不能被视为是“可持续的”。因此，

如果为穷人进行低碳和高效的能源项目投资而无意间增加了妇女的无酬照护工

作，这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途径。这不是否认目前明确和迫切需要减少全球

经济产生的碳量，而是如第二章的论点一样，认为从本地发展或性别平等的观点

出发，采用以减少排放为主或“地球承载极限”的观点的可持续性是不够的。根

据能力准则来评估投资就需要改变使用“收入加环境足迹”的这种准则，而这项

准则是最常被用来衡量可持续发展的。至今已提出若干衡量办法用来评估增加的

能力。 

273.  在衡量妇女的能力得到加强而同时使这种衡量方法切合实际和能够作出选

择的一种可能办法是选用已经列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的部分指标

数，例如预期寿命和性别偏见。38
 人类发展指数是根据阿玛蒂亚·森有影响力

的能力和功能办法推导而得的指数(Sen，1985 年)，它们能被视为是落实能力的

一种方法。人类发展指数作为一个整体，大都符合一般通用和大范围使用的原则；

显而易见，具体社会经济状况和优先次序决定了何种能力指标数最符合具体情

况。例如，在社区对卫生的投资，教育指标数(例如，女童中学入学人数)或可作

为评价的量度标准。对赤贫的家庭清洁能源的投资，女性和婴儿的死亡率可能是

更适当的衡量工具。选用的这些指标数应该用来衡量整体人口，但也应用来衡量

最低阶层的人。它们能在多种范围进行衡量，既能在作为整体的国家进行衡量，

也能对单一的本地干预措施进行衡量。 

274.  为了说明这种方法，5 岁以下女童的死亡率和中学男女入学比例都可被视

为是分析本章讨论的四个优先领域的有用能力衡量标准(Saith 和 Harriss-White，

1999 年；Unterhalter，2013 年)。这些指标数能表明低收入社区或国家的状况。

随同有关营养的人体指标数之外，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比例以及中学入学人数

都是极其重要的能力，也都是实现其他许多人权和能力的先决条件。它们也是符

合实际情况的指标数，因为儿童死亡率和入学人数的数据，尽管可能不完美，但

却是大多数国家定期衡量的指标数。其他指标数也能用于这个用途。 

__________________ 

 38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发展指数，http://hdr.undp.org/en/statistics/hdi （2014

年 6 月 27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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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入学指标数衡量男女入学比例，这直接表明男女入学的对等状况；不过，

这种女童接受中学教育的简单比率也是一种可信的能力衡量标准。对中学入学人

数的强调超过对小学入学的人数：文献令人信服地显示，在学年份越多，就越能

了解她们拥有的权利，也越能使她们自己及家人不受疾病的困扰(Unterhalter，

2013 年)。 

276.  用两个准则来衡量多个领域的性别平等可能是一个小数目。不过，这两个

准则在于表明可持续途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充分的要素；选取它们完全与具

体情况有关。实际投资预期将通过其他环境和经济准则作出评估。但有选择性和

使用简单是指标数获得政策青睐的关键。事实上，根据投资前的基准状况，仅一

个指标数就可能成为评估具体状况的良好准则。 

277.  促进两性平等的发展确实重要，其指标数是减少无酬照护工作。每种经济

都靠无酬照护经济(Razavi，2007 年)维持，其中包括烹饪、清洗、照顾老年人、

照顾儿童和社区自愿活动。在低收入经济体，照护工作还包括时常跋涉长途的担

水和拾柴。无酬工作大都由女性承担，并可能由于表面上的持续干预措施，无酬

工作的负担可能增多或减少。它们甚至可被认为是可持续的，因为它们依靠的是

不列入统计的无酬工作；备受称赞的干预措施，例如收集雨水和在社区进行资源

管理，由于这个理由而备受指责(Jackson，1993 年；Kabeer，2005 年)。如果妇女

和女童要发展她们的全部能力，减少无酬照护工作而特别是低收入家庭中的无酬

照护工作是其关键。这个指标数并不在人类发展指数中定期加以计算。尽管各国

正在增加收集用时数据，但在妇女的贫穷经验、无酬照护工作、妇女参与各级决

策和妇女获得、拥有和控制资产及生产资源等若干领域缺乏数据，这限制了评估

性别平等中的妇女能力问题。会员国需要作出更大努力，有系统地优先收集、报

告和分析联合国统计委员会通过的一组最低性别指标数的数据。39
 

 C. 对促进两性平等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投资的类别 
 

278.  可靠的家庭用水供应、干净和有尊严的卫生设备、更清洁的炉灶器具以及

家用电力服务均属基本类别。每一个人，不论年纪、性别或阶级，都需要喝水、

呼吸、煮食、大小便和在黑暗中视物。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影响到每天每一个人，

因此有助于落实能力和人权。它们是每一个人的健康和生计的决定性因素，也就

是所谓的“贫穷阶级的环境保护主义”的基础(Martínez-Alier，2002 年)。由于贫

穷妇女在满足家庭其他成员以及她们自身的需要方面的责任，这些投资对贫穷妇

女特别重要。因此，它们应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的中心。 

__________________ 

 39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在 2013 年通过的一组最低性别指标数为国家制作和国际编辑性别统计数据

提供了指导。见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统计司，《性别统计》，请查阅

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default.html（2014 年 7 月 16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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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所有这四个投资类别都能惠及使用者以及非使用者(例如，让妇女获得安全

的卫生设备会增加社区的整体卫生以及高效的炉灶会改善家庭健康和家庭预算)。

不清洁的水、不干净的卫生设备和固体燃料产生的室内空气污染约占低收入国家

死亡人数的 11%(世卫组织，2009 年)。所有这四项投资都以技术为核心，但只对

技术进行投资无法确保作出的这些创新会达到变革规模。所有这四项投资都有重

大的正面外部效应，这意味着从这些投资得到的社会利益都会超过私人利益。因

此，市场大都不会提供过多的这种商品和服务，这使它们成为公共领域能够进行

投资的对象。这并不排除私有部门的参与，而是呼吁采取协调的行动，将私有投

资通过针对具体情况的津贴和监管，实现更广泛的社会目标。对所有这四个类别

作出的投资都可能沿着或许无助于性别平等的不可持续途径或沿着各种能力或

许能够得到加强的更可持续和更加公平的创新途径进行。因此，将重点放在这些

类别并不表示它们必能导致性别平等，或它们是为可持续发展唯一值得作出的投

资。许多投资对消除贫穷和对性别平等都有变革性的作用，例如，良好的基础设

施、用于发展的移动技术或为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提供金融普惠。受到强调的是可

能会直接和具体改善性别平等而特别是改善贫穷妇女性别平等的投资，因为她们

不成比例地承受着没有这种投资的恶劣卫生状况和无酬照护工作的重担

(Antonopoulos 和 Hirway，2010 年)。 

280.  在南亚和非洲城市为降低厕所与使用者比例所作的卫生设备投资时常使妇

女无法使用它们，因为上午队伍太长，晚上又无法走到厕所。在另一方面，肯尼

亚和塞拉利昂等许多非洲社区主导的整体环境卫生举措显示妇女随时预备带头

鼓励建造厕所和参与推动社区主导的整体环境卫生所需的社区动员活动(Hickling

和 Bevan，2010 年)。在中国、印度和肯尼亚进行的若干炉灶改良措施同时改善

了家中空气，并可能改善了妇女呼吸系统的健康，尽管这很难衡量。非常成功的

一项方案是将在下文讨论的中国取代燃煤炉灶的“全国炉灶改良工程”(Sinton 和

其他人，2004 年)。 

 1. 水 
 

281.  全世界约有 7.48 亿人无法得到改善的饮用水(世卫组织/儿基会，2014 年)。

根据世卫组织的定义，这是来自加盖水井、清泉、收集的雨水、井眼或自来水龙

头的饮用水。水中的微生物(即使在“改善的”饮用水中)引起的腹泻每年夺走 160

万 5 岁以下儿童的生命(世卫组织/儿基会，2006 年)。目前正在为改善水质研发和

散布许多创新的办法。本节集中讨论为家中用水可靠地获得足够的改善水量。特

别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妇女，首先需要有基本供应。 

282.  社会的期待使妇女和女童承担起家庭担水的主要责任；在超过 70%必须担

水过活的家庭中，妇女和女童都在担水(世卫组织/儿基会，2012 年)。在农村水源

很远时，妇女可步行多至两小时担水。在城市通过公用水管供水时，她们可能需

要排队等候一小时以上(Ray，2007 年)。对撒哈拉以南非洲 25 个国家进行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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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妇女每天共用去 1 600 万小时取水(世卫组织/儿基会，2012 年)；水源

越远，家中用水越少。从全世界的个案研究显示，与取水有关的“时间匮乏”变

成妇女损失收入和女孩损失入学时间(开发署，2006 年)。此外，当用水权利没有

保障时，也造成严重心理压力。所有这些长期担水和取水的重活对颈、脊椎、背

和膝盖都造成磨损；事实上，妇女的身体成为运水设施的一部分，发挥着水管的

作用。 

283.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改善水在城市的供应多于农村，并且对顶层阶级的供

应多于底层阶级。这些趋势与 2006 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一致，其中明确指出，

无法得到水是不平等和缺乏权利的缘故，而不是一些普遍所谓的匮乏(开发署，

2006 年)，这符合关于食物权的第四章中的分析。 

284.  即使在获得水的百分率通常较高的城市地区，最低阶层获得水的可靠性、

水质和能否负担等问题也完全没有保障。水管持续供水具有最高的健康效益和最

低的劳役成本，但以技术和财政而言，只有人口稠密的地区才切实可行。要达到

千年发展目标，从 2000 年至 2015 年，发展中国家每年为提供连接污水处理的自

来水系统需供资 1 360 亿美元；为达到目标使用较便宜的供水技术，包括水井、

便宜水管和收集房顶雨水等，而且在使用点不加装净水设备来改善水质，估计每

年供资不到 20 亿美元(Hutton、Haller 和 Bartram，2007 年)。根据世卫组织/儿基

会的饮水供应和卫生联合监测方案，40
 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全球供水目标要在

2013 年达到，但这项目标未能达到人人有水可用、未能达到水可放心饮用、大都

在城市而非在农村达到这项目标并且十分符合妇女持续“时间匮乏”和获得水的

成本高昂的情况以及其他水匮乏的指标数(例如，水质不定、水源不可靠、取水和

担水的体力负担)。 

285.  在农村地区，少量的水不仅是消费所需，也是生计所需。Zwarteveen(1997

年)认为，在讨论妇女用水需要时仅侧重家中用水就忽略了越来越多女性为主的小

农家庭，强调了妇女作为母亲的作用，而没有强调妇女也是生产者。属于“多次

使用”的农村系统是指为饮用和小块耕地以及数只牛羊供水的系统，可能是最符

合农村妇女各种基本需要的系统。这种系统最有可能回收成本，因为它们有助于

创收，特别是如果有信贷的话。与此相反，提供饮用水为主的系统，例如加装水

泵的水井，在使用周期可能需要每人每年 20 美元至 60 美元的成本，因此，少有

机会在低收入的使用地区回收成本。从务实而非人权的观点而言，根据当今全球

经济，捐助者和政府都更愿投资可能回收部分成本的系统，而不愿投资无法回收

成本的系统。 

__________________ 

 40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儿基会的饮水供应和卫生联合监测方案是联合国监测区域和国家

在供水和提供卫生设备方面取得的进展的机制。它利用在全球和各国进行的家庭调查作为主要

数据来源，因此，被认为是跟踪全球供水和卫生状况最全面的数据库。 



A/69/156  

 

14-57603 (C) 76/111 

 

286.  除了有储水槽的大型多用途供水项目之外，也存在着分离式小型供水设备，

现在也已供应数百万台。许多这些小型设备也属于今天所谓的“多用途”系统。

其中若干系统采用“现代化”的传统办法，时常都安装在社区内。为人所知的最

好例子是雨水收集系统，这种系统在社区和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合作下受到广泛使

用。另一个例子是脚踏水泵，用脚踏动水泵将浅水引入家中使用，以及浇灌小片

农地和小片菜园。这些技术重获使用并使之现代化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不断发生干

旱，而另一部分原因是设法驳斥只有大型水坝才是唯一达到水安全的说法。但缺

乏资金和政策关心不足使这些办法未能达到真正的变革性规模(见 Sovacool，2012

年)。 

287.  在任何地方，水是生活的同义词；让贫穷妇女有水可用是可持续发展的最

高优先工作之一。在这层意义上，农村和城市以往失败的供水项目具有指导作用。

时常提到的失败原因是在进行这些努力之前和期间忽视妇女的声音和看法；但妇

女是用水者，因此她们具有这方面的知识，并且利益攸关。因此，妇女的能动力、

声音和领导力是以两性平等的方式可持续供水的关键，并且必须超越她们“象征

性”地参与的状况。尽管认为妇女的领导力是社区内制定可持续供水项目的充分

或必要条件是天真的想法，但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肯尼亚、巴基斯坦、南非

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等国的许多案例已经显示，将妇女置于供水和卫生决定的

中心更符合这方面的成本效益、使更多家庭有水可用和在水事供资方面较少腐败

(Fisher，2006 年；Chattopadhyay 和 Duflo，2004 年)。 

 2. 卫生 
 

288.  卫生是一项基本需要，但全世界有数十亿人无法得到改善的卫生设施。应

当了解到，基于社会和生理的理由，男女面对的风险各异并对卫生有不同的要求。

例如，女童和妇女在使用室外共用设施时，可能会遭到性暴力；学校没有适当卫

生设施也可能会使女童不愿上学，特别是在月经期间。 

289.  依照世卫组织和儿基会的规定，“改善的”卫生设施包括连接下水道的冲水

马桶或抽水马桶、通风的改良式茅坑和堆肥厕所，通过使用这些设施，人体大都

不会接触到病原性废物。对低收入家庭而言，存在各种不同的厕所设计，从简单

的蹲式茅坑到比较复杂但本地能够生产的(生态上)干式厕所(Nelson 和 Murray，

2008 年)。但超过 25 亿人仍然没有改善的茅房可用，其中 7.61 亿人使用共用设施，

对此世卫组织和儿基会的供水和卫生联合监测方案并不认为得到了“改善”。露

天排便的人数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已下降(世卫组织/儿基会，2013 年)，但这仍是

超过 10 亿人日常的如厕方法，其中 90%都是农村居民。 

290.  露天排便严重危及公共卫生以及危害环境，造成普遍的腹泻疾病和水污染。

与饮用水方案相比，以前遭到忽略的卫生方案现在日益受到更多注意，并得到保

健研究人员、配合地方社区的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大力推动。目前依然存在

的状况是在用于水事和卫生方案的每 4 美元经费中，只有 1 美元用于卫生(世卫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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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2012 年)。但近年已经发生极大变化，开始认识到卫生也是实现健康和发展

不可或缺的条件。 

291.  干净、建造及维护都负担得起以及安全使用的基本卫生设备是对妇女和女

童的能力作出的特别变革性的投资。由于社会规范，妇女在使用厕所时需比男子

有更多隐私、如厕时比男子需要更多时间(因为妇女如厕必须坐或蹲)、她们使用

户外厕所时需要顾及人身安全和在月经期间可能需要多次如厕。由于这些理由，

获得卫生设施如获得清洁水一样，与性别平等和尊严密切有关。如同获得清洁水

一样，在低收入国家获得卫生设备的情况也高度不平等；如同清洁水一样，城市

提供卫生设施的比率大大高于农村提供这种设施的比率(世卫组织/儿基会，2013

年)。即使在农村地区，远离大路的社区获得卫生设备的比率最低。总体而言，(南

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低收入国家最贫穷阶层儿童没有适当卫生设备的人数比率

可多达同样国家顶层儿童的 20 倍。 

292.  研究和推广卫生设施的新方向大都集中于通过开发新技术推广卫生设施、

鼓励装设马桶、改善提供卫生产品的市场、鼓励非国家行为体发挥更大作用和不

鼓励露天排便(Black 和 Fawcett，2008 年；water.org；41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

金会)。若干捐助方作出的努力(例如，盖茨基金会的“改造马桶”项目)和政府与

社区作出的合作努力(例如，社区推动的全面卫生运动)都侧重于推动穷人的可持

续卫生。社区推动的全面卫生强调农村卫生，这反映出这个概念源自于农村(Kar

和 Chambers，2008 年)以及这个露天排便最常发生之地。这是一种不以提供津贴

的方式推动卫生的社区动员办法，它鼓励人们以本地资源建造自用的马桶/厕所，

停止露天排便。社区推动的全面卫生举措鼓励妇女发挥领导作用，但同时也借助

妇女作为家中清洁和整理者的传统身份再接再厉，并能增加妇女现有的劳动力

(Mehta 和 Movik，2011 年)。但在南亚、中美洲和非洲南部城市也有利用卫生作

为建立社区以及建造厕所的做法在社区中心利用社区领导力建立城市卫生的例

子。这些方法曾经只是试点项目，现在已成为主流，它们代表着从以前以供应驱

动和设施驱动的办法的重大变化。目前仍不清楚这种以需求驱动的办法能否长期

在多种不同状况下得以维持，或它们能否充分适应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以扩

大这种办法的范围(Harris、Kooy 和 Jones，2011 年，关于越南)。 

293.  在所有这些努力中，改善的(或改造的)厕所依然以硬件为导向，如果是干

式马桶，在处理或排除污物时，甚少谈及废水处理问题。从粪坑溢出的未经处理

的污水和粪便排泄物污染力度强，并且不可持续溢出。如果改善的卫生设备需要

将污水处理之后才可排入环境，则有 41 亿人而非 26 亿人没有可用的设备(Baum，

Luh 和 Bartram，2013 年)。因此，可持续的马桶设计除必须考虑到减少露天排粪

之外，也要考虑到处理和回收使用病原性废物(Nelson 和 Murray，2008 年)。为卫

__________________ 

 41 更多信息，请查阅 http://wa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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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设施达到所需规模的供资仍是至今没有解决的全球挑战，对现有的成本估算有

很大的不确定性，对私人家庭的开支几乎没有估计（Hutton 和 Bartram ，2008

年)。据估计，每年约需投资 360 亿美元(2008 年币值的美元)，连续投资 10 年，

才能达到(和维持)减少半数没有改善的卫生设备的人口的千年发展目标。 如果将

初级处理马桶污物和长期维护的费用加在一起，提供“可持续的卫生设施”的成

本可比仅仅建造厕所的成本高出 5 倍至 20 倍。安全地将人类排泄物转变为可再

用的污泥或可再生能源的创新社会企业正在都市贫民窟进行大规模试用(例如，

Sanergy)，42
 探究从生产性的再次使用回收成本的可能性，但这项努力仍在试用

阶段。 

294.  强调消除露天排粪绝对是关键所在。但这对可持续的或两性平等的卫生是

不够的。清洁和安全的卫生能促进女童的教育、妇女的来往和妇女及女童的身体

和性保障。不过，性别平等意味着厕所方案必须不止解决排粪和疾病管理的问题，

而需同样严肃地对待隐私、安全和经期个人卫生管理的需求。经期个人卫生在国

家和国际卫生推广工作中时常遭到忽略；到现在在 2015 年后发展目标中才认识

到存在重大方案差距(世卫组织/儿基会，2013 年)。安全和隐私的卫生设施和产品

使女童能留在学校，减少她们在经期的不适和羞愧。来自印度、尼泊尔、尼日利

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证据显示，在经期没有卫生设施和干净衣物使女童不

愿上学，而清洁和安全的马桶以及经期个人卫生教育使女童愿意留在学校。来自

印度和肯尼亚的其他研究显示，恶劣的经期卫生和改变的设施使女童受窘、休息

时不愿参加体育活动、愿意留在家里，而改善的和负担得起的卫生产品和隐私会

提高她们的在学经验和整体生活质量(House、Mahon 和 Cavill，2012 年；McMahon

和其他人，2011 年；Shah 和其他人，2013 年)。简言之，男子和妇女由于生理和

社会的理由，有非常不同的卫生需要。在这个领域的投资必须根据这些切身需要

和环绕这些需要的社会规范作为主要关切事项来设计和落实，因此，这意味着推

动卫生的方案不能仅侧重于防止露天排粪。 

 3. 炉灶 
 

295.  目前妇女仍在家中担任每日烹饪之责。这是无酬照护经济的主要部分。因

此，妇女及其子女，特别是无时一刻不与母亲在一起的幼儿，不成比例地吸入燃

烧生物质的炉灶排出的烟尘拾柴和捡炭在发展中国家主要也是妇女承担的工作，

这项工作耗费时间，并对妇女以及对时常跟在身边的子女造成危险。此外，农村

家庭在农忙季节人手高度不足，因此，用于拾柴的时间的机会成本很高。 

296.  妇女每天耗费许多小时拾柴和在排放有害烟尘的露天炉灶炊煮。因此，她

们不成比例地受到不清洁和无效率的烹饪的影响并依赖生物质燃料(清洁炉灶全

球联盟。2013 年)。在全球范围，约有 30 亿人使用固体燃料烹饪和取暖；根据人

__________________ 

 42 更多信息，请查阅 http://sa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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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组织的报告，其中有 78%居住在农村(见 www.se4all.org)。使用

生物质的传统炉灶(即使用木柴、煤炭、动物粪便或作物残余物的炉灶)，特别是

在屋内使用时，是家中空气污染的主要生成者。在全球范围，这种污染造成超过

400 万人死亡，并且家中空气污染加上附近环境的空气污染现在是危害全球环境

卫生的主要风险。在南亚和中国，固态燃料炉灶——在印度使用生物质，但在中

国大量使用煤炭——是造成家中空气污染的单一最大生成者。从黑碳和吸入微粒

物质等各种疾病造成的累计负担都呈现在呼吸道感染、肺肿胀、出生时体重低和

心脏疾病(Fullerton、Bruce 和 Gordon，2008 年)。 

297.  如果家庭能够改用燃烧清洁和更加高效的炉灶就能有利健康和收入及节省

时间，这对整体社会非常重要。如同用水和卫生的情况，这给予它们的外部效应

远远超过对个别妇女的利益。例如，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环境微粒

物质(并非只是户内颗粒)都是利用固态燃料炊煮造成的。 

298.  大规模投资高效的固体燃料炉灶，特别是在农村和城市外围地区，既有助

于促进两性平等，也是一项对可持续途径的投资。基于健康的理由和为了防止室

内污染，最好的办法是停用炉灶和改用清洁燃料，例如液化石油气或天然气等，

但这是一项目标更宏大的建议。 

299.  与关于用水和卫生的数据相较，根据国家和社会阶层分类的关于使用高效

炉灶的数据不多(见 Anenberg 和其他人，2013 年)。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清

洁炉灶刚成为公共开支或定期收集的公共数据的重要焦点。国家能源政策和扶贫

战略文件惯常侧重于电气化而没有适当反映烹饪用能源的重要性。至今发生的例

外情况是中国目前已经停止实施的大规模和有组织的国家改善炉灶方案，在这个

方案实施之时，它推广了 1.8 亿具改善的炉灶(Sinton 和其他人，2004 年)。 

300.  尽管日益受到政策的关注，但对清洁炉灶的公共投资依然不足。影响对清

洁炉灶提供支持的第一个要素是清洁炉灶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差异很大，有些在评

估后认为没有作用，另一些只有微不足道改进健康的作用，其作用很难量化或无

法如预期地降低对户内空气的污染(见 Anenberg 和其他人，2013 年)。“清洁”炉

灶自身的设计和燃烧效率也差异很大，从装有烟囱能将烟尘排到室外的炉灶到

只是使用较少燃料但微粒污染仍留在室内的炉灶都有。高效炉灶对收入大都产

生积极影响，因为许多改良后的炉灶比改良前的炉灶少用燃料 30%至 60%；这

对每月收入约 10%用于能源的农村家庭是一笔很大的节省(Miah 和其他人，2010

年)。 

301.  第二个考虑是制作妇女愿意使用的炉灶以及向低收入家庭销售这样的炉灶

并非易事。大多数改良的炉灶，即使对炉灶本身及其使用均感满意，但也有报道

指出，愿意继续使用传统炉灶煮食(利用改良的炉灶煮出的食物味道显然不同)。

此外，也有传闻显示，妇女不愿意放弃使用两个炉灶的方便之处，尽管持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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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炉灶有其好处。这种设备“堆放”的做法更难看到对健康产生的影响，也

更难销售新的炉灶。在烹煮食物方面，男女对清洁炉灶的评价不同。有人认为，

妇女比男子更看重炉灶的美观和无烟环境，而男子更关心是否按时供餐和有否传

统风味。这些观点并不必然相互冲突，但它们对销售产生难题。目前估计，现在

有 1.66 亿户家庭使用相对较便宜的改良炉灶，其中 1.16 亿户在中国和 2200 万户

在南亚。尽管大规模的改变依然不可实现，但许多在亚洲和非洲工作的非政府组

织已经报道在接纳炉灶方面出现令人鼓舞的结果，其中包括实际行动组织、可再

生能源组织、环境和团结组织(环境、可再生能源和团结组织)、柬埔寨和可能的

能源组织等，并且妇女在炉灶的设计、测试和社会及传统销售方面都发挥了中心

作用(全球清洁炉灶联盟，2013 年)。 

302.  炉灶领域现在与减轻气候变化的辩论密切相关。大家普遍认为，清洁的炉

灶能增强妇女权能、提高人类健康和减缓全球变暖，因此在气候、能源和贫穷三

方面都有赢赢关系。减少使用固体燃料会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即使所有炉灶的

排放只占全部排放中的一小部分(每个炉灶每年排放约 1 吨至 3 吨二氧化碳)(Lee

和其他人，2013 年)。比对二氧化碳的排放更具重要意义的是黑碳(烟尘)作为空气

污染物质的排放，它是促使全球变暖和造成区域气候变化的一种物剂，是生物质

炉灶和燃煤炉灶生成的污染物并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变暖物质。在南亚，估计

半数排放的全部黑碳都来自燃烧生物质的炉灶，这种排放中断了梅雨季节，从而

严重威胁到水的供应。不过，应该注意到，对黑碳源的详细研究显示，以整体而

言，住家使用生物燃料炊煮食物所产生的短期污染物也许会产生少许变暖效应，

但即使有这种效应，其规模也极度不确定。住家烧煤有略高的短期变暖效应，但

其“确定性还是很低”(Bond 和其他人，2013 年)。 

303.  明显对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使其有可能通过清洁发展机制组织、清洁烹煮

贷款基金会和其他新的创新式减碳组织等公私合作伙伴资助和销售炉灶方案。43
 

但这些数据只对减少燃烧生物燃料会在短期有意义地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作出

少许保证。从使用清洁炉灶产生的所谓减轻气候变化的共同好处，例如更有益于

妇女健康和降低燃料费用以及减少拾柴时间和/或财务费用，都超过气候惠益。对

妇女和儿童健康的好处以及减少她们的无酬工作量就对投资作为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一部分的清洁炉灶提供了强有力的足够理由。 

 4. 电力 
 

304.  变革性投资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电力。可靠、安全和负担得起的照明改变了

生活。电力意味着男女在需要时可工作更长时间或更具灵活性的时间工作，儿童

和成人能在夜晚灯光照明下阅读并且可对已经成为贫穷工人主要通讯工具的手

机进行充电。电灯照明远比煤油灯或蜡烛照明安全。灯芯照明工具，例如蜡烛和

__________________ 

 43 更多信息，请查阅全球清洁炉灶联盟的网站：http://carbonfinanceforcookstov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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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油灯等，生成大量黑碳，但与燃烧生物质的炉灶不同，煤油灯几乎只排放黑碳，

很少带有有机碳(Lam 和其他人，2012 年)。没有基本电力供应就自动将这个家庭

放入“贫穷”类别，根据这种方法计量，超过 13 亿人仍属于贫穷级别。 

305.  尽管千年发展目标没有设定电力(或能源)目标，但得到基本电力服务是促

进性别平等的先决条件，并且不只是为了整体发展而已 (Cabraal、Barnes 和

Agarwal，2005 年)。促进性别平等的千年发展目标 3 的主要指标是消除在教育上

的性别不平等，因此，得到电力供应能使所有阶层的更多妇女阅读和观看电视节

目(Pereira 和其他人，2011 年，能源部门管理协助方案，2004 年)。时常由妇女经

营的小企业也需要电力。获得电力会普遍改善健康照顾的基础设施，因为在日落

后仍能看诊、保持疫苗冷冻收存和在黑夜接生婴儿。孕产妇的死亡率与有否电力

供应特别有关(Sovacool，2012 年)。年龄在 15 岁至 34 岁的妇女占有不成比例高

的孕产妇死亡率(联合国，2013 年 a)，以及没有灯光照明的接生已知是造成感染

和死亡的重大因素。因此，提供基本电力是扩大妇女能力的关键。 

306.  将现代电力供应提供给目前没有电力的人估计所需费用差异极大，但《世

界能源展望》估计到 2030 年每年需要供资 490 亿美元(国际能源机构，2012 年)。

这种差异取决于估计资本成本的方式，以及如何估计燃料价格和家电效率。目

前使用的维护成本通常包括建立电网的成本，但时常不计算较小的家用或社区

使用的系统。集中的电网延伸依然是人口密集的中等收入城市地区如中国和南

非等地最高效的供电方式。但对资本成本的考虑以及对收益低的前景使私营电

力部门都不愿进入低收入、人口稀少的农村市场(Bazilian 和其他人，2012 年)，

即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基于效率但也基于理念已经朝向能源服务私有化的方向前

进。 

307.  应该考虑到目前将电力输往没有电力连接的用户与增加温室气体排放之间

的紧张关系，因为传统提供电力的模式是将矿物燃料能源通过集中式网络提供。

根据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组织的看法，总体而言，住在黑暗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农

村居民，他们支付能力低、需求高和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考虑使基于可再生能源的

分散式系统成为提供可持续能源的主要政策建议。在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分散式或

微型网络系统类别内，有若干选项。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组织认为，这包括平均

约为 10 瓦(“pico”)的极小系统，仅支持两个电灯和手机充电，或太阳能家用系

统，支持风扇、四个或五个高效电灯和一台电视，平均功率约在 30-40 瓦；或提

供若干社区服务的小型电网系统，这需要较高的前期投资，但产生的电力比家用

系统成本低。在资源少的社区中，微型网络系统比集中式网络更易快速扩大和复

制，但通过个案研究显示，在成本效益分析中，不能事后才考虑到不断维护所需

的成本和能力。以社区或多个社区的规模，也可建立可再生能源-传统能源的复合

式系统，将光电与风能结合或甚至与柴油机结合，提供电网般的可靠性以及家用

之外的各种生产性应用(Guruswamy，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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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基本电力供应目前定为是否在家中有接电。向目前没有电力供应的 13 亿人

提供起码的电力，使其能有基本照明、使用一个风扇和一个无线电或电视，这只

增加目前全球电力消耗的一小部分，但却能产生巨大的变革性作用。因此，向穷

人提供基本电力不会立即造成气候变化的风险，即使它们的全部消费都由矿物燃

料提供动力。但是将可再生能源纳入电力网络以及扩大分散式网络选项，以便尽

量利用清洁能源减少对当地人民健康产生的影响及微粒污染的程度，都是防止锁

定利用新的矿物燃料的基础设施的重要步骤。提供基本服务只是一个开端。消除

贫穷需要超出这个范围(Sovacool，2012 年)。如同在炉灶领域一样，有关电力服

务的可持续性应反映出集中式和分散式以及传统和可再生能源等各种选项对气

候和对能力的相对影响。 

309.  像所有干预措施一样，分散式的农村电力方案在有些地区取得成功，但在

另一些地区，由于财务、政治和社会理由而归失败。尽管基本电力服务对可持续

发展依然至为紧要，但没有一种技术——不论其成本为何——气候复原能力或传

播模式能确保产生和使用的电力会改善性别平等。对妇女和电力问题的研究报告

指出，一旦有电灯，妇女就有更多时间与子女共处、更快完成家务和更多时间阅

读。但对极小和有限的电力系统而言，烹煮、阅读和看电视竞相使用有限的电力

(Jacobson，2007 年)；家中电力分配决定了谁用电和为何目的(见 Agarwal，1997

年)。因此，尽管成本较高，但需要比“微型”系统的电能高的系统提供电力服务，

才能积极促进性别平等。因此，根据本章所建议的增加能力的准则，小型但不是

微型的电力系统可能更具有推动可持续性的作用。 

 D. 投资的机构背景 
 

310.  对可持续性和能力进行投资的机构背景毫无疑问是关键所在。在四个确定

的优先部门中，每一个部门都取决于创新和/或负担得起的技术，而技术极自然地

被视为是对用水、卫生、炉灶和电力的投资取得成功的主要成分。当技术在机构

和金融背景下得到传播时，对有自身价值观和看法的使用者而言，以及在具体的

政治经济体内，技术只是任何投资策略的一部分。机构背景大大地决定了谁能获

得技术和以何种条件获得。在用水、卫生和能源的许多项目现在都有妇女参与，

从设计到销售到融资，每一级别都有。在市场导向的干预措施中，这种情况尤其

真实，例如清洁炉灶或电网外的高效照明；对用水或卫生系统而言，这种情况也

越来越多。但是为 13 亿没有电力的人或为 25 亿没有卫生设施的人加大机构需求

却是一项真正艰巨的工作。 

311.  用水、卫生和电力历来通过公共部门的投资扩大规模，因为网络连接的水

电供应传统都是垄断事业。198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这些服务都已开放给私

有部门。私有部门参与的增多是因为公共部门不向低收入民众提供服务以及因为

全球政治经济变得更加对市场友好和对国家持怀疑态度(见世界银行，2003 年)。

在此同一期间，民间社会行为体和权力下放成为这些服务部门的主流。炉灶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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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完全属于公共领域。炉灶一向被视为是单独的消费项目，尽管长期以来

存在(和现在越来越成为)改良炉灶和利用沼气的国家和捐助方方案。 

312.  发展中国家集中或半集中的水电服务导致的公私伙伴关系好坏参半

(Bazilian 和其他人，2011 年)。支持公私伙伴关系的文献时常认为，这种伙伴关

系是往前推动提供服务的唯一途径，因为国家部门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能力和公

信力扩大服务。不过，联合国关于包括卫生的所有淡水相关问题机构间机制(联合

国水机制)和世卫组织最近在 17 个国家就用水和卫生筹资问题进行的全面研究显

示，用于这个部门 80%的(非家庭用)资金仍来自中央、区域和地方政府(世卫组织，

2012 年)。反对公私伙伴关系的论点认为，私有化正在使国家沦为私有财产的持

有者和私人合同的担保者，而忽略了许多国家未能向穷人提供服务以及未能提供

服务造成的影响。通过提供可靠和高效的服务，从而减少应对成本和不确定性的

困恼，公私伙伴关系是否有利低收入妇女，或规定可能没钱的妇女提供金钱和使

用费用，这些伙伴关系是否对妇女有害，其结果仍不明确。 

313.  尽管近几十年来一直强调政府运行的方案取得的成果有限，并且尽管国家

时常运作不良，但有证据显示，这些方案依然是作出大规模社会投资的关键。一

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中国农村清洁炉灶项目；这个方案通过多个国家部委、多名

国家和农村官员、农村能源公司和地方能源服务企业的协调努力，向 1 亿多个家

庭推广了改良炉灶(Sinton 和其他人，2004 年)。一个国家主导的农村电力供应例

子是南非在取消种族隔离后推行的国家电力方案。这个影响深远的方案至为成

功，在一段短时间内，提供的电力超过一倍，并使选定的私有部门特许机构致力

于实现主要是公共部门的目标。 

314.  如果没有国家发挥中心作用，这种大规模的方案至为少见。私有企业、需

求驱动的服务和供资、非政府组织自下而上的压力和试办项目的示范作用都是关

键。但是许多关于私有部门行为体提供关键服务的重要性和创新性的文献认为，

如果要人人享有水和能源服务，国家需要设定和落实有利的政策框架，向最穷困

的群体提供直接援助和导引集体商品的流动和目标。对未能扩大承诺的干预措施

有各种不同的理由，例如国家补贴不足、基础设施欠缺、治理松散和监管不严等

(Zhang 和 Smith，2007 年；Bailis 和其他人，2009 年；Pereira 和其他人，2011 年；

Harris、Kooy 和 Jones，2011 年；Sovacool，2012 年)。私有部门行为体不能享有

附带效益，或向赤贫用户提供服务，或保证提供基本需求或环境完整性。这都不

是它们的任务范围。 

315.  在此同时，私有部门参与用水、卫生和能源的性质快速发生了变化，特别

是与最低收入阶层人们合作的提供者。它们并非是大型企业实体，而是小规模的

半正式实体，有时完全是商业实体，有时也可能是社会及商业实体，并且大都是

灵活的创业性机构。重要的是，公共部门在可持续发展努力方面与私有部门合作，

并对其进行监督，而同时利用私有部门提供服务和开拓市场的潜力。然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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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督能力可能是小国欠缺的能力，特别是在它们必须与资金雄厚的企业进行谈

判之时。因此，监管和监督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也是民间社会及社会运动代表的

工作。这些实体，尽管它们可能各不相同，但时常却是代表没有得到服务或边缘

化的社区的有效压力团体和/或监督者。 

316.  在这个复杂的体制环境，不同的提供者相互支撑运作，要对可持续发展作

出大规模投资，只能通过发展领域的所有行为体结成联盟。近期作出的努力显示，

在用水、卫生和能源部门，建立这种联盟确有可能。Grameen Shakti 是孟加拉国

不通过电网供电的主要私有(但非营利)部门行为体之一，已经安装了 100 多万个

家用太阳能系统。它使用国际金融公司和孟加拉国政府提供的资金向购买者提供

条件宽松的小额贷款(Pachauri 和其他人，2012 年)。印度广泛的雨水收集网络是

Tarun Bharat Sangh 和 Gravis 等团体首创的系统，在进行了数百次成功的示范之

后，这个网络现在在政府支持下并有时在政府的主持下将扩大范围(印度水资源

部，2012 年)。社区推动的全面卫生运动是一个不提供津贴建造和使用厕所的参

与性办法，它在国际机构和国家政府的支持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迅速扩展(例如，

Rukuni，2010 年)。炉灶项目与妇女团体、社区团体、社会企业和营利炉灶制造

商正在与非洲、中美洲和南亚及东南亚数百万顾客合作。这些例子证明，变革性

联盟能够和确实存在，并且国家-企业-社会结盟的新形式能够促进两性平等的可

持续发展。 

317.  尽管许多国家作出的努力都有缺陷，但历史事实证明，需要国家与其人民

订立契约并至少兑现部分契约。这等同于一直被称为的“发展的国家”，其中国

家与其他社会行为体协调一致，最终对所有妇女和男子负责(Evans，1995 年)。它

符合要求国家实现它们对人权的承诺，其中包括性别平等和享有适当的生活标

准。可持续和扩大能力的大规模发展需要一个积极和负责的国家。 

 E. 为投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 
 

318.  在可持续用水、卫生和能源服务为有利穷人的两性平等的投资提供资金是

一项艰巨的工作，对人均国内总产值低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为这种投资大规模

提供资金的困难必须得到确认，并且与保健、国防、教育、债务偿付和农业等其

他部门相互争取预算的问题也必须加以面对。对最低阶层穷人的投资提供资金在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一个有利的环境。以下清单的内容并不巨细无遗地

包罗所有资金来源，但可作为显示在用水、卫生和能源服务方面提供资金的传统

和非传统来源的清单，并能有益地用于和导向可持续性和性别平等。 

 (a) 中央政府的本国资源调动(例如，征收收入的累进税，包括征收企业部

门的累进税)是任何有利穷人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新社会契约的核心； 

 (b) 地方政府和市政府提供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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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基础设施的公共筹资，对此有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进行监督和监测以及

它的提供和供应都已承包出去或通过市场力量提供； 

 (d) 国际发展贷款脱离侧重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e) 债券和证劵筹资(此种筹资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日益普遍，使资金能在

本国或国际筹集)； 

 (f) 社区推动的发展筹资或社会资金(扩大的程度可能有限)； 

 (g) 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 0.7%用作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在这

个 0.7%的供资中划定专款用于用水和卫生等优先部门)； 

 (h) 通过对全球金融交易征税的方式调动资源； 

 (i) 减少许多现有的但时常是合法的避税途径； 

 (j) 在 20 国集团国家和新工业化国家取消矿物燃料津贴； 

 (k) 重新安排军事预算； 

 (l) 减少发达国家扭曲贸易的农业补贴，这种补贴如第四章指出的那样，使

贫穷国家的农人难以与之竞争； 

 (m) 依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义务，通过绿色气候基金提供部分

气候融资； 

 (n) 其他小型但可能具有关键作用的融资类别，例如包括联合国关于降低发

展中国家森林砍伐和退化所致排放的合作方案和相关进程(降排和降排+)的适应

和减缓融资、绿色小额融资和未来可能征收的碳税(应该铭记这些工具尽管重要但

并不完美，可能并不比传统政府融资更有利于穷人或促进性别平等)。 

319.  多个行为者在执行和监测这种融资机制方面能发挥作用，这些行为者包括

各国政府、多边贷款者、区域发展银行、联合国实体、传统发展援助机构和私有

部门。随着公私伙伴关系的增长以及私有部门加强参与其中，需要有强有力的问

责框架来确保人权标准得到遵守，特别是公共资金时常用于吸引(或“加码”)私

有投资之时。应该重点强调赠款的作用相较于贷款对社区内的用水、卫生和清洁

能源项目以及对更广泛的适应措施的作用。提供贷款需要贫穷国家以及可能贫穷

的社区偿还贷款。当这种还款导致社会部门缩小开支时，妇女可能就需从事更多

无酬工作。本章内列出的准则指出，这种融资不适合推动可持续发展。 

320.  总括而言，要使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接受的人权规范，性别平等必需成为

任何选取的途径的组成部分。对社会变革性发展的投资应考虑将扩大妇女的能力

作为必需达成的目标，尤其是扩大最低阶层群体妇女的能力。这意味着全球或区

域可持续发展必需转向到贫穷妇女能从中成为主要受益者的关键部门。在这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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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用水、卫生、炉灶和电力已被认定是能够对促进男女平等的可持续发展作

出投资的优先领域。其中每一个部门都能对妇女和女童而尤其是对穷困家庭的妇

女和女童的健康和尊严产生变革性的改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投资的设计不能

不分性别，而需考虑到妇女和女童的具体需要，包括她们能够在其中学习、工作

和生活的环境。 

321.  事实上，对四个选出的领域的投资是对健康和机会的决定性因素的投资。

选取务实、特定和相关的指标是关键所在，例如减少无酬照护工作，以便评估这

些具体投资对妇女和女童的能力产生的影响。也可选取其他评估计量准则，例如

水质或碳排放或有利穷人收入增长的数值，或与具体社会投资有关的类似衡量标

准。不过，这种投资办法的确有异于为穷人对用水、卫生和能源的碳为最重要问

题的投资办法，而没有对可持续发展的其他层面给予适当考虑。 

322.  应该认识到，大规模的有效投资至为困难和不确定性高，并取决于促进性

别平等和对背景情况敏感的设计及融资(Schalatek，2012 年)。此外，这种投资需

要决策人员、捐助者、国家和私有部门及民间社会结合成变革性联盟。大规模的

投资(不论是否可以持续)需要国家提供接触和组织力量；并且国家需要具备动员

力量和时刻关注集体行动及社会动向，以确保国家兑现它的承诺。可持续发展可

由非政府组织、捐助者和私有部门来启动、示范和鼓励，但归根结底不能由它们

来领导。作出基本但变革性的投资远不只是采用创新技术和使创新融资可以持

续。此外，这些决定也必需得到妇女和女童的能动力和领导力的支撑，因为它们

在致力于可持续发展中对妇女和女童的生活、生计和社区都极其重要。 

 

 七. 结论和政策建议 
 

 

323.  这份《世界概览》审查了性别平等和可持续性之间的重要联系。这份概览

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版，而此刻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发展和增长的主要模式在经

济、社会和环境上都不可持续，并正在拟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纲领。大会可持续

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自其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文件的规定成立以来，

一直都致力于拟定一份有关未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案。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

能作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核心部分的巨大重要性一直是开放工作组讨论中极具

重要意义和重复提出的主题。 

324.   目前有关增长、就业、粮食、人口、用水和卫生以及能源的趋势显示出

不可持续的发展和性别不平等是如何地相互推波助澜。经济增长的模式使性别不

平等持续存在，迫使妇女接受低工资的工作和依赖妇女承担无酬照护工作，而同

时还开采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将粮食政策的重点集中在总体

生产上，这不仅忽略了气候变化构成的严峻挑战，也忽略了人人获得粮食和享有

食物权的问题，以及地方和全球粮食市场受到性别影响的复杂动态关系、家庭内

的食物分配情况和造成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生产体系。狭隘地注重人口的政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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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动用胁迫性措施来减少生育，这对妇女享有人权会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占有

主导地位的人口模式转移了对消费和生产格局的注意，而它们在退化的环境中，

比人口更具有重要的作用。无法普及环境可持续的和良好质量的用水、卫生和能

源对妇女和女童的人权和能力造成严重后果。 

325.  性别关系中的权力不均状况——在行使权利、获得和控制资源、参与决策

方面——持续严重阻碍了妇女全面和平等地促进和享有可持续发展的惠益。期待

着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拟定，为实现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的努力应建立

在人权之上，并应得到今世后代平等和正义原则的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可持续

发展是确保当前和未来人类福祉和尊严、生态完整性、性别平等和社会正义的经

济、社会和环境发展。 

326.  在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所有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框架都必需包括

对性别平等和实现妇女和女童的人权和能力作出明确承诺。这需要纠正性别不平

等、歧视和妇女处于不利地位的状况并解决它们与其他各种不平等的交叉作用。

妇女的集体行动和全面及平等参与与政策制定和监测有关的决策的所有方面必

须得到支持并成为取得成果的核心。 

327.  合并解决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问题是运用这两个目标之间协同增效作

用的关键。性别平等能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催化作用。承认妇女的知识、能动

力和集体行动会促使改善资源的生产力和效率；增进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可持续使

用；和建立更可持续的低碳和能够应对气候变化的粮食、能源、用水和卫生及保

健系统。妇女已经是并必须继续成为促进可持续性和绿色变革的主力。不过，利

用妇女的知识和时间但不承认妇女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权利和惠益的作法能进一

步加强性别的陈规定性观念和加深性别的不平等。 

328.  实现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在经济、社会和环境关切及目标方面取得一致。在

谈判和取得一致方面始终存在着紧张关系和折中取舍。有些途径推动了环境可持

续性，但没有充分考虑到性别平等，而另一些途径促进了性别平等，但忽略了可

持续性的关键部分。任何发展途径要有可持续性，它就必须增进妇女的能力、尊

重和保护她们的权利并减少和重新分配无酬照护工作。 

329.  就政策难题进行谈判，以便达成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这需要采用包容

性的学习以及审议进程和方法，以监测排斥、取舍和未预期到的机会。在这些进

程中，妇女、民间社会和妇女组织、社区及所有关心的个人积极参与、发挥领导

力和创造力是关键所在。 

330.  国家和所有人都需要重新订立社会契约，使国家落实它们作为责任承担者

的义务和权利拥有者诉求和享有其权利。国家在兑现对性别平等的承诺、设定使

用资源的标准和规则以及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和投资方面都具有中心作

用。必须进行公共投资，以便扩大促进两性平等的各种公共商品的关键创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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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提供水的供应、适当的卫生设施和现代能源服务。推动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

的国家、私有部门和民间社会行为体之间的联盟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尤其应该寻

求和听取来自边缘群体的呼声和运动并对其采取行动，这些呼声和运动对基于性

别平等和人权的变革和更可持续的未来提出了有力的他种替代办法。 

331.  这份《世界概览》提出了三项准则，评估可持续发展是否符合性别平等和

妇女人权：第一，遵守人权标准和实现妇女能力；第二，注意妇女和女童的无酬

照护工作，特别是穷困和处于边际化的家庭和社区的妇女和女童承担的无酬照护

工作；和第三，妇女和女童全面及平等地参与可持续发展的所有方面。 

332.  为使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的努力满足这些准则，会员国应充分落实《北京

行动纲要》和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成果文件所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

能的承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缔约国应全面落实它们根据这项

公约承担的义务。 

333.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和人权机制、私有部门、

非政府组织、工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不妨采取以下行动： 

 

 (a) 关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性别平等： 

㈠ 根据性别平等、不歧视和人权的国际规范和标准，制定和落实可持续发

展中有关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政策； 

㈡ 推动过渡到可持续的低碳和能应对气候变化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同时确

保性别平等； 

㈢ 确保妇女有权享有适当的生活标准，其办法是增加提供体面工作和提供

男女平等、普遍提供和高质量的服务、社会保护措施和基础设施，包括教育、

保健、用水和卫生及能源； 

㈣ 促进国家和人民之间重新订立社会契约，确保提供资金和落实可持续发

展，其中人人享有公共商品和服务及共用资源，特别是将此提供给妇女和女

童的最穷困群体； 

㈤ 认识到和减少无酬照护工作以及重新分配家庭中男女分担这种工作和

通过扩大人人能够享有的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重新分配家庭和国家承担这

方面的工作； 

㈥ 尊重、保护和促进在整个生命周期人人而特别是妇女和女童享有性和生

殖保健及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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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通过国家监督和多利益攸关方监管，保护公共财产并防止公私利益团体

挪用和剥削自然资源； 

㈧ 确保妇女和女童作为行为者、领导人和决策者全面及平等参与可持续发

展政策和倡议； 

 (b) 绿色经济、性别平等和照护工作： 

㈨ 确保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在于创造体面工作和可持续生计并减少基于

性别、年龄、收入、地理位置和其他与具体情况有关的不平等； 

㈩ 优先制定以产生体面工作为目标的注重两性平等的政策，其中侧重于劳

动力市场的隔离、两性工资的差距和家庭内以及家庭和国家间无酬照护工作

的不公平分布； 

(十一) 确保绿色增长战略顾及两性平等和在社会、经济及环境上可持续； 

(十二) 确保绿色增长政策能使妇女而特别是贫穷和边缘化的妇女更加容易在

可持续和低碳产业中得到优质工作； 

(十三) 对妇女的技能发展和教育作出投资，使她们易于获得绿色工作，包括采

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增加妇女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的教育、就业

和领导力； 

(十四) 将服务和非正规部门的工作，包括有酬照护工作，通过符合体面工作的

标准的具体政策和规则，转变为可持续生计和体面就业的来源； 

(十五) 通过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2011 年家政工人公约》(第 189 号)及制定和

落实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政策以保证家庭工作的体面工资和条件的方式，促进

和保护家政工人的权利； 

 (c) 粮食安全： 

(十六) 在公平贸易规则、监管商品市场和大规模土地投资包括为生物燃料的土

地投资等领域，为支持粮食安全和男女小农制定和推动全球标准和规范； 

(十七) 设计和执行促进男女平等和基于人权的全面政策，以确保人人能够公平

和可持续地获得适当、安全、负担得起和营养的食物，并通过自行生产、工

资交换和社会转让的方式，解决个人和家庭在获得食物方面面临的具体制

约； 

(十八) 通过公共粮食储备、食物津贴和/或学校餐饮方案提供高质量食物来保

证粮食安全，以减轻对食物无保障的家庭的压力以及减少家庭中食物分配上

的性别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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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致力于消除歧视性态度和行为，特别是通过具体和长期措施，消除对妇

女和女童拥有的食物权和家中食物分配的这种态度和行为； 

(二十) 利用农人而特别是女性小农的知识，以及促进交流作物和土地管理的知

识和良好做法，增加农业和粮食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以减轻和适应气

候和环境的压力； 

(二十一) 向女性小农提供价格补贴和优先向其进行政府采购，解决女性小农面

对的体制性制约，例如排除在法律、政策和作法上有关获得土地、共同财产

资源、信贷、投入、机械和牲畜、金融和推广服务方面的性别歧视，并特别

注意处于边缘化的女性群体； 

(二十二) 通过保证向每一个人提供体面的就业条件及防止对妇女进行歧视的劳

动力市场的监管和就业政策，促进体面工作和农业及非正规工人适当工资； 

 (d) 人口： 

(二十三) 将可持续的人口政策建立在性和生殖保健和权利之上，包括在整个生

命周期提供优质的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信息和教育，其中包括提供安全

和有效的现代避孕方法、孕产妇保健、全面性教育和安全堕胎； 

(二十四) 确保所有妇女和女童都有可用的、可得的、可接受的和适当质量的保

健服务； 

(二十五) 设计和落实人口政策，以解决与妇女生育有关的所有措施，包括增加

得到优质教育和获得体面工作的措施； 

(二十六) 确保妇女参与关于人口和可持续发展的所有级别的决策和发出声音； 

 (e) 加快实现性别平等的投资： 

(二十七) 利用促进男女平等的成本和效益及它们对实现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和能

力的风险评估在服务和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并特别注意到最穷困的群体； 

(二十八) 确定投资的优先次序，以确保人人有水，并特别注意到距离、水质、能

否负担得起和妇女用水方式，以期减少无酬照护工作； 

(二十九) 确保所有妇女和女童得到符合具体性别需要例如经期卫生的干净、私

用和安全的卫生设施，和解决在使用卫生设施时的暴力风险； 

(三十) 大规模投资高效的固体燃料炉灶或使用干净燃料的烹煮技术，特别是在

农村和城市外围地区，并鼓励在推广炉灶方面让妇女参与炉灶设计、使用和

社会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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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向没有电力服务和服务不足的群体特别是农村群体提供基本和负担得

起的电力的举措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期保健设施能够运作；支持创收和提供

教育；和减少妇女的无酬照护工作，使她们能享受休闲时间； 

(三十二) 确保妇女充分及平等参与和领导所有级别的决策进程，以决定在家庭、

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级别对用水、卫生和能源技术的投资和使用； 

(三十三) 发展能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公共-私有-民间社会联盟，以保证人人享有

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并同时确保遵守人权标准； 

 (f) 融资措施： 

(三十四) 通过以下途径增加用于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的财政资源：发达国家

兑现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0.7%用作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对金融交

易征收税金；减少目前的避税途径；20国集团成员国和新工业化国家取消矿

物燃料补贴；和减少发达国家扭曲贸易的农业补贴和出口； 

(三十五) 通过对收入和企业盈利征收累进税、解决避税办法和非法金融流动以

及转移军事预算的方法，为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调动本国资源； 

(三十六)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绿色、有利穷人和促进

男女平等的投资提供资金创造有利环境； 

 

 (g) 数据和统计数据： 

(三十七) 通过金融和技术支助及能力建设，改善有系统地收集、传播和分析性别

统计数据以及按性别及年龄分列妇女参与家庭决策、妇女在粮食生产和管理

的作用、妇女获得土地和其他资源以及用时和无酬照护工作的数据和信息； 

(三十八) 确保收集、分析和使用在个人和家庭层面关于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包

括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关于对气候变化的复原能力及适

应能力的准确和完整数据； 

(三十九) 定期收集和散发统计数据并对统计委员会同意的一组起码性别指标提

出报告； 

(四十) 制定国际标准和方法，以改善关于无酬照护工作、妇女参与所有级别的

决策以及妇女对资产和生产资源的拥有和控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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